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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诚信

也是长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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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主编艾米·伯恩斯坦（Amy Bernstein）与殷阿笛合影






最近，新闻
 里充斥着各种挪用公款、贿赂等企业腐败案的报道。普华永道（PwC）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7228个受调查组织中，将近一半在前一年经历了经济犯罪或欺诈，而2009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为30%。因此，毫不夸张地说，白领犯罪是日益严重的问题。企业会为此付出极大代价：股东利益遭重创，管理资源耗尽，品牌声誉受损，甚至可能到无法补救的地步。

普华永道的这份调查还发现，一半以上的白领犯罪案犯人是“内部人员”——哈佛商学院的保罗·希利（Paul Healy）和乔治·塞拉菲姆（George Serafeim）在本期《让公司远离丑闻》一文中探讨了这一现象。他们指出，原因并不在于监管力度不够或合规制度不完善。他们说，陷入丑闻危机的公司中，“不惜一切创造业绩的文化，胜过了对目标实现方式的担忧”。

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领导层失职：“在多数曾因违法行为而被大肆报道的公司中，高管并不认为这些事件应亲自处理，或说明组织中存在严重问题”，塞拉菲姆和希利表示。尽管这些领导者承认合规的重要性，但他们将工作重点放在击败竞争对手和博得投资者的称赞上——这种信息支持了助长不当行为的文化。

不出意外，正确做法恰恰相反：将诚信放在首位的领导者往往不鼓励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成功的行为，而这样做反而能提高员工参与度和实现利润率更高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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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
 （ Adi Ignatius ）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技术并非

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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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农作物收成到银行贷款，现在各个领域的决策都由AI指导，而且，过去似乎遥不可及东西，比如无需人工的纯AI客服，已经逐渐成为现实。开发平台、强大的处理能力以及庞的数据存储空间等AI背后的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应用成本越来越低。眼下似乎是企业开采用AI获利的好时机。但速度却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快，原因何在?

上升到最高层面，这反映了组织未能做好AI所需的转型。AI项目面临着难以跨越的巨大文化及组织障碍。数据表明，只有8%的公司开展了支持AI大规模应用的核心工作。多数公司只做了临时的试点项目，或只在某一项业务流程中采用AI。

领导者最大的一个错误是，将AI视为能够迅速带来回报的即插即用式技术。他们决定启动几个项目，就开始投资几百万给数据基础设施、AI软件工具、数据专业技能和模型开发。少数组织的一部分试点项目勉强实现了一点点盈利，但之后再过几个月乃至几年，都未能取得高管期望的大的成功。公司很难将这类试点项目扩展到整个公司，也很难将AI工作重点从分散的问题(如增强客户细分)上升到大的商业难题(如优化整个客户旅程)。

再者，领导者往往对运用AI的必备条件考虑得不够充分。前沿技术和人才自然必不可少，但公司文化、结构和工作方式也要支持广泛应用AI，这方面的调整与技术和人才同等重要。但在多数并非天生数字化的公司，传统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与AI的需求相悖。

这是本期封面文章《构建AI型组织》一文给领导者的提醒:创建AI组织最大的难题不是技术，而是文化。只有前沿技术和人才还不够，公司必须打破影响AI应用的组织及文化障碍，只有在项目开端采取措施克服障碍的领导者，才能够很好地抓住AI带来的机遇。作者蒂姆·方汀(TimFountaine)、布赖恩·麦卡锡(BrianMcCarthy)和塔米姆·萨利赫(TamimSaleh)均为麦肯锡公司合伙人，他们预测，今后十年，AI将为全球经济增加13万亿美元。他们指出，要扩大AI应用范围，公司必须做出转变。

扩大AI应用规模的举措可以产生良性循环。从单一职能团队转为跨职能团队，可以聚合不同的技能、视角和用户意见，更好地改进工具。一段时间后，组织各部门的员工还可以再投入新的合作。新的应用方式将会在工作流程、职能和文化方面推动根本性的改变，有时改变还会十分艰难。领导者必须谨慎地带领组织渡过这一阶段。人与机器合作可以获得高于双方单独作业的成绩，未来这种合作将会越来越多，在整个组织内成功推广AI应用的公司会拥有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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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学院教授保罗·希利（Paul Healy）
 对企业犯罪的兴趣始于21世纪初安然和世通的财务丑闻。“我很好奇，”他说，“我想知道这些好像很成功的公司和高管为何会卷入不法行为。”于是他投身该领域数年，研究企业不当行为的原因，以及领导者该如何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研究与哈佛商学院其他教授和本文另一位作者乔治•赛拉菲姆（George Serafeim）一同完成。本期两位作者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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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逐渐成为受人崇拜的对象，”本期插图作者、现居伦敦的艺术家莱昂纳多·乌利安（Leonardo Ulian）
 说，“我想展现出我们经常用的设备里面隐藏的东西。”乌利安把几百个形状对称的电子元件焊接在一起，制作了精美的作品。他的灵感来自印度和中国西藏的宗教符号曼荼罗。“曼荼罗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一个中心生长出来的，我的作品也是这样，所有东西以一个微芯片为中心搭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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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业团队成功4要诀


在快变动荡时期，团队管理更具挑战性。成功的关键是愿景要灵活、团队结构要强大、价值观要趋同；面对冲突，领导者应采取主动预防的方式应对。







哈佛商学院领导力和管理学 Novartis 荣誉教授 艾米·埃德蒙森
 | 文

接管的团队不努力，怎么办

约瑟夫·格瑞尼｜文

让团队更“善变”

安娜贝勒·伏特｜文

团队中谁的作用最重要

波利斯·格罗伊斯伯格、伊万·赫切特、阿布希吉特·纳伊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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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时间

你很难给时间标价——它太容易被消耗、挥霍和失去了。但时间得到的关注远比金钱少。很少人会对自己意外得来的一小段时间精打细算。我们也应关心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以及这些时间加起来本可以带来多少快乐。



领导力发展的未来

企业发展领导力需求的紧迫，前所未有。各类企业都意识到，想在如今这样动荡、不确定、复杂和迷茫的环境下生存，它们需要有别于过去成功所需的领导力技能和机构能力。



忙忙碌碌何时休？莫待疲惫误工作

一直忙碌是造成职场人士难以解决工作生活冲突的很大原因。研究显示，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于组织层面之中，而并非员工。本文提供三个方法帮助员工摆脱忙碌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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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经济衰退

是节支还是投资


伊安妮丝·伊安诺（Ioannis Ioannou）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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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对各行业、各市场和各地区的公司均造成了破坏。危机导致金融业崩溃，监管和政策环境完全改变，全球经济也严重收缩。事实上，大规模的经济崩溃从根本上影响了企业的商业环境的各方面，扰乱企业与客户、员工、供应商和本地社区的关系，并在竞争格局中造成重大变化。因此，企业可能会彻底重新考虑并调整战略投资，不管是危机期间还是过后都要生存并保持(甚至增强)竞争力。

事实上，经济崩溃对战略管理的主要挑战是加剧了资源限制。因此，企业可能需要减少投资，至少要剥离一些投资以确保短期内的生存。不过这么做要注意平衡各板块，如果剥离太多资源，或者选择错误的资源，可能危及公司长期的发展。

尽管经济崩溃后果十分严重，但我们对企业应如何准确地调整资源基础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新经济状况下经营知之甚少。为深入了解这一现象，以及对公司的影响，我们着手调查公司如何调整战略投资，包括员工、资本支出

(CAPEX)、研发和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等方面。我们会更具体地问:2007年到2009年的大衰退期间，公司是如何调整资源基础的?有没有努力“节省开支渡危机”，还是“投资渡危机”?曾在哪些方向多大程度上调整战略投资以求生甚至增强竞争力?

一般来说，企业是否会减少、维持或增加投资并不明显，因为经济崩溃对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经济危机可能严重削弱企业的投资能力，因为缺乏现金。结果是，企业可能解雇员工，剥离实体资产，推迟甚至撤销研发项目，或取消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以维持现金流。换言之，企业可能会努力节省开支以渡过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可能为企业提供扩大投资的机会，也就是说企业可能通过投资渡过危机。举例来说，经济危机爆发后，企业可能有机会以较低成本购置新设备或以较低工资招聘员工。此外，企业可以投资提升创新能力和企业社会责任，增强经济复苏时的竞争力。



研究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后我们发现，经济大萧条期间企业一般来说会大大减少劳动力和资本支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会维持研发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为了建立企业样本库，我们使用了标准普尔Compustat数据库的数据。与KLD数据库，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源以及Dealscan贷款数据合并后，得到670家公司的样本库，然后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对危机一般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是“节省开支渡危机”，具体来说是减少劳动力和资本支出。第二种方式则是“投资渡危机”，具体做法是维持对研发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因此研究结果表明，大衰退期间维持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创新能力和利益相关者关系。

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通常情况下企业不会降低研发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但有些企业确实有所减少，主要是研发不太密集，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不太敏感的行业。该结果很有意义，因为相关行业中企业的竞争力不太依赖于创新能力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结论是，理解企业应对经济崩溃如何调整资源基础时，观察行业特征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研究了经济崩溃后几年里，持续投资于研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业绩是否表现更佳。结果确实如此。根据资产回报率(ROA)衡量，危机后数年里相关企业经营业绩更出色。相比之下，我们发现维持劳动力和资本支出的公司业绩并没有提升。我们还发现，遵循双管齐下方式，即维持对研发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同时减少劳动力和资本支出的公司在危机后几年中业绩更优秀。

研究结果建议，企业选择保持研发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因为相关资源可能有助于应对危机期间出现的重要挑战。首先，通过在危机期间保持对研发的投资，企业可能发现更有效的创新方法，以更低成本完成更多工作，从而增强危机中的机动能力。其次，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协作是企业流程中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重视维护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企业与削减该领域投资的企业相比，可能更准确地了解经济崩溃的内在变化，发现问题和机会，适应供应商、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不断变化的需要、需求和期望。第三，企业社会责任可实现企业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增强企业从不利状况中恢复的能力，加强与本地社区的联系，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消费者忠诚度，增加获取政府采购合同的机会，并降低资本约束。经济崩溃期间，这些机制可能尤其重要，因为可以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从而协助企业维持经营甚至提高竞争力。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表明，同时采取“节约开支渡危机”(减少劳动力和资本支出)和“投资渡危机”(维持研发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的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崩溃导致的全新与独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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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安妮丝·伊安诺
 在伦敦商学院担任战略与创业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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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策略让大公司更

好地与初创企业合作


朱莉娅·普拉茨 (Julia Prats)

何塞马利亚·西奥塔 (Josemaria Siota)| 文

时青靖 | 编辑




大
 公司要鼓励创新，方法之一便是跟初创企业合作，可以通过企业加速器、风险投资商和风险客户等机制。根据跟踪企业风险投资交易的GCV分析公司数据，2013年以来大公司投资初创企业的数量已从2013年的980笔增至2018年的2795笔，几乎翻了两番，投资金额也从190亿美元升至1800亿美元。

然而相关举措的成功率很低。我们在美国、亚洲和欧洲对首席创新官(CIO)和其他类似职位的人员的调研表明，大约3/4的企业创新举措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失败的项目无法帮助公司抵御饥渴又灵活的竞争对手。

为了找出相关举措遇到的挑战，我们跟22个行业120多位首席创新官交谈。他们分享了项目受阻(或有可能受阻)的原因，介绍了克服挑战采取的方法。我们发现，运用下列三种策略，可使80%的重大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提升风险投资对其他业务的价值

施耐德电气(SchneiderElectric)首席创新官伊曼纽尔·拉加里格(EmmanuelLagarigue)告诉我们，不仅要让CEO接受，担负盈亏的业务部门领导热情参与也十分重要。

通常情况下，公司主要业务部门的主管不愿配合风险投资部门。他们可能紧盯着传统的绩效指标，并不看重与初创企业合作产生的战略价值。结果是内部政策反而拖累该部门的业务拓展。

世界五大医疗保健公司之一的施耐德电气出现该问题时，首席创新官做了两件事。首先，她将风险投资部门定位为市场趋势探测器，提升了对公司其他部门的价值。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她要求风险投资部门协助确认外部威胁，分析竞争对手设计的解决方案，并为公司的主要业务寻找增长机会。其次，她将开发概念验证(proofs-of-concept)的成本平摊到母公司、企业风险投资部门和受益的业务部门。

首席创新官的决定赢得了各业务部门主管的支持，各主管意识到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开发产品和服务，因为风险投资部门可提供最新的市场情报。此外，企业风险投资的成本分摊也鼓励其他部门共同努力获得成功。



跳出传统商业初创企业范畴

由于众多公司都在追逐初创企业，因此找到合作对象比较难。运动服装公司阿迪达斯应对挑战的方法是，扩大寻找范围，将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相关的初创企业涵盖在内。

起因是阿迪达斯全球创意总监保罗·高迪奥(PaulGaudio)提出的一个问题。他问:“我们能用3D打印材料制作跑鞋吗?”阿迪达斯将寻找答案的任务委托给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化学教授约瑟夫·德西蒙(JosephDesimone)，他也是一家名为Carbon的数字3D制造初创企业创始人，公司位于硅谷，致力于硬件、软件和分子科学的交叉研究。

阿迪达斯和Carbon合作，发明了采用光敏树脂的3D打印解决方案，该材料在光线照射下会变硬，由此训练鞋的鞋底可实现快速定制，适应每位客户的需求。新产品线被命名为FutureCraft4D，用高迪奥的话来说，新产品将“改变我们创造产品的方式，当然也会提升消费者的体验”。

一些公司定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筛选初创企业，寻找风险投资机会。



消除企业风险投资部门和初创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一旦找到潜在的初创企业，通常会出现两种利益冲突。首先，CEO想低价买，初创公司老板想高价卖，而公司的风险投资部门主管夹在中间，一方面要代表雇主领导谈判，但又深知做笔大收购比小收购更有利于自己升职加薪。其次，尽管企业需要为优秀风险投资主管的服务支付高额薪酬，特别是为了跟私营风险投资公司抗衡，但风险投资部门主管的薪酬不能超过CEO，否则会打破公司的薪酬结构。

面对种种困境，日本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首席创新官采取了两个举措。首先，他提高了主管的基本工资作为承诺服务六年的奖励，从而提供了安全保障，也可确保目标初创企业在组织上的连续性。其次，风险投资主管不必再参与谈判交易和整合收购，相关职责交给并购部门。现在，该主管只要能成功发现、吸引并实现与初创企业合作，即算完成业绩，不必再为每笔交易价值承担个人风险。首席创新官的补救措施抵消了相互矛盾的工作事项，吸引初创企业并合作变得更容易。

大公司与初创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源于绩效评估方式不同。最好在双方工作关系出现矛盾之前预测到问题，并及早着手解决。

企业风险投资可使现有公司实现内部很难甚至不可能尝试的创新形式。虽然存在挑战，但如果有此打算可以多汲取其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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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娅·普拉茨
 是西班牙IESE商学院教授、创业负责人和贝塔尔基金会主席。何塞马利亚·西奥塔
 是IESE商学院创业与创新中心的研究主管，同时也是欧盟委员会的企业风险投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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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个温暖的傍晚，一个高管团队结束了一场战略会议之后，来到了当地一家著名的餐厅用餐。所有人很期待一起吃晚餐。可是，CEO对餐桌有意见，于是要求换桌子。他告诉年轻的服务员:“我的助理平时给我预订的桌子不是这张。”服务员立即找来了经理，经理就向CEO解释说，餐厅已经没有其他桌子了。

一群人试图去别的地方，却又一次被CEO阻止了。他生气地问道:“是不是只有我对风景感到不满啊?今天怎么会有施工呢?”服务员试着解释，但是CEO就是不肯听。他回应道“:你的服务太差了!”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服务员离开后，有人揶揄了服务员的能力。他这么一说，似乎取悦到了CEO，于是CEO也吐槽了起来，把整群人逗笑了。

如果你当时在晚宴现场的话，你会不会让CEO知道你对他的言行举止不敢苟同?你会尝试树立个更好的榜样，还是会保持沉默?

从这一情景可以看出，有三种心理机制会导致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第一种机制是绝对的权力:它会让人变得狂妄自大、予取予求，从而觉得自己的行为不需要有分寸。第二种机制是文化麻木:面对一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其他人可能会有样学样，久而久之，不道德的规范便会被人们接受，并在大家的行为上体现出来。最后一种机制就是合理化的忽略:发生不道德的行为时，有些人会为了得到更直接的回报(比如，与有权势的人保持良好关系)，选择不把这类行为指出来。

商界中也曾发生过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比如日产的贪污丑闻、媒体行业的性骚扰案、Facebook的隐私泄露问题、金融界的洗钱行为、制药商制造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而在这些行为背后，同样的心理机制也在发挥作用。

这些年来，领导者是不是普遍都变得越来越不道德了呢?为这种说法找证据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些人已经开始敲响警钟。沃伦·巴菲特在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Hathaway)公司股东的年度信函中解释了公司的做法。他在信中指出，他和副董事长查理·芒格(CharlieMunger):

“......注意到，管理层为了迎合华尔街的期望，在会计和运营两方面做出了各种不良的企业行为。为了不让华尔街失望，他们一开始就做出了‘无关痛痒’的造假行为，比如在季末大量塞货、对保险业务损失的加剧视而不见、动用‘饼干罐’的储备金，殊不知这样做等于是踏出了彻彻底底的欺诈案的第一步。”

巴菲特这封信很重要，因为它形容的其实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作为领导者，我们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罪犯;我们做事都是出自好意的，只是，在一个充满陷阱的环境中全速前行的我们，有时候也会视道德而不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道德领导力的表现不只局限于办事应该出自诚信还是恶意的问题;它也包含了如何平衡善与恶。

那么，你要怎么知道你或你的团队已经走上了不道德的道路呢?你或你的团队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绝对权力、文化麻木或者合理化忽略的机制呢?以下这些技巧，不仅能帮你找到答案，还能帮你抵抗这些机制:


绝对的权力。
 很多不道德行为的根源是一种所向无敌、触不可及、能力超强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能激励人，还能让人感到兴奋。对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者来说，规矩是为别人制定的，完全不适用于自己身上，而且在他们眼中，越界不是犯错的行为，是别人欠他们的。他们觉得自己有了越界或者重新划分界限的权力。在上面提到的例子中，CEO在晚宴上予取予求、居高临下的行为，是在一整天的重大策略的制定工作结束后发生的，而这两件事的发生，绝非巧合。

绝对的权力不一定是坏事。有些时候，要想取得突破或者实际进展，你需要的就是大胆行动所带来的快感。但是，你的职位越高，绝对的权力就变得越像一种负担。所以，当你周围的人不肯或者无法让你脚踏实地时，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当没有人阻止你时，你就有麻烦了。要想衡量自己是不是拥有了“极端的绝对权力”，有一种方法就是问问自己，人们对你的决策的反应是不是只有掌声、顺从和沉默。

平衡绝对权力的方法，就是对自己的缺点负责。能够照照镜子，意识到自己并非凌驾于一切之上，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如果你是领导者，你就要假设自己身上有弱点，然后常常思考这些弱点。

在这件事上，你很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助。根据我的观察，最高效的高管会向身边一些敢于直言的亲密同事、朋友、教练或导师寻求有关自身表现和判断力的反馈。同样，你也应该找一群你信赖的同行，让他们向你提供逆耳的忠言。此外，你也要赋予核心团队“提出异议的义务”。


文化麻木。
 不管你的原则有多强，你也要意识到，时间一久，你的道德准则也会变得与组织或团队的文化一致。

我在与警方和军方单位合作的过程中发现，渗透犯罪集团的工作会让领导者陷入文化麻木的状态中，从而做出不道德的行为。通常情况下，文化麻木一开始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警官和军官们必须认识新的文化，然后渗入到这个新文化当中。为了融入集团，他们要使用集团的语言，按照集团的规则行事，而且穿着也要跟集团一致。但是，他们这样做可能会入戏太深，不但制止不了帮派成员，反而模仿了帮派成员的文化，陷入到了集团的价值体系中。

同样的“道德陷阱”也会在企业中出现，但它的出现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是渐渐发生的事。在道德陷阱的影响下，你需要在融入文化和坚守价值观之间做出心理上的权衡。如果公司的文化与你的价值观不符，或者公司的理想、行为和奖励机制相

互冲突，人们可能会陷入文化麻木的状态。一开始，你的行为和性格会形成讽刺性的反差，又或者你会对工作文化感到又失望又无奈。但是，大脑还是需要化解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习惯在言语上冒犯别人，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又或者，你的行为会变得与你原来的性格不符。

根据我的观察，道德领导力出现最严重的崩溃，是在存在文化麻木的时候，因为文化麻木很难察觉得到。对曾经越界的领导者来说，越界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而是他们在泥泞的道路上走入迷途、分不清是非对错的状态下犯下的错误。根据他们的形容，他们不仅对别人甚至自己的言行变得麻木，还失去了自己的客观性。基本上，他们的警钟早已不再响起。

所以，你要开始注意自己是不是陷入了道德陷阱中:当你认不清自己，从而不由自主地遵循集体的不道德规范时，你就要意识到，这些都是道德陷阱存在的迹象。检讨自己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经常问问自己，是否愿意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记者或者法官。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不能一味相信自己。文化麻木与拥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一样:获取局外人的看法，对问题的解决有帮助。你可以向你信任的朋友或者家人求助:如果你的言行出现了变化，而你却浑然不知，这些人或许能够察觉得到。此外，你也要常常脱离组织，看看你的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是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同时提醒自己，其他组织的运作可能有所不同。


合理化的忽略。
 如果犯个小错能带来某个有形的奖励，而且被抓到的风险很低，人的大脑就会为这个小错进行有力的辩解。

举个例子:在某个制药商的生产线上，一位实验室助理在匆忙之中忘了把妆全部卸掉，结果不小心让一点睫毛膏掉进了一批药中。这批药量非常大，相等于一个中等大小国家一年的供应量。这颗微小的杂质在药里留下了一条细小的黄色痕迹，但是过了短暂的一瞬间，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药是用来救命的，而且很有价值，但里头却加了一点点应该不会有害的化妆品。

换作是你，你会不会举报这件事呢?如果你是这名助理的经理，而她偷偷地找你求助，你会不会把这批药销毁?你很清楚，如果药物的生产出现严重延误，病人可能就会受苦，甚至死亡——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不会改变主意?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会不会把生产预算的不断增加和公司财务状况的不明朗纳入考量?你也知道这件事在更大程度上关系到上司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可能会对这起事件视而不见——既然如此，你还会把问题推上去给上司处理吗?

许多领导者曾面临过获得奖励和正确行事之间的抉择。但是，当你开始以“这是特殊的情况”“想做事就得玩转一下规则”“我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做善事的”为由，在自己和别人面前把某些行为合理化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糟了。

渐渐地，这些最初的小错误会累积成更严重的错误，最终形成习惯。你明知道这些都是坏习惯，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会开始觉得这些习惯的养成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是可以接受的。最后，这些习惯就会形成你的道德品质。越界在哪一刻发生，是一件很难确定的事，但是在情况刚开始变糟时改正轨道，总比在全速脱离正确轨道时进行修正容易得多。

记住，权力让人腐败，但是更多时候，权力会渐渐地腐蚀人心，而这一切的发生，往往就是人们用花言巧语为不道德的行为辩解所导致的。克制这种心理机制的方法有:制定正式合约和社会契约，将正确行事的义务赋予你自己和你的同事们;奖励道德行为;设定一些界限，并把这些界限告诉大家。设定界限的方法很简单:你要问问自己，有哪些事是你不会为了获利或者乐趣而做的?把这些事情列出来，再把这份列表放在一个便于定期阅读的地方;偶尔拿出来让团队看看，能够提醒大家你的界限是什么。

实际上，对许多领导者来说，道德领导力的实现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道路是要一步步走出来的。因此，道德领导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自己的判断。正因如此，你所面对的道德困境要么让人受到孤立，要么让人难以启齿，使你在同事面前选择隐瞒这些难题。承认自己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有时候会让人感到难为情。但是，你也必须认识到，工作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遇到道德困境的时候，应该开门见山地去应对。

大多数企业早已在文化和结构方面设定了制衡机制，比如价值陈述、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原则，甚至举报机制。尽管如此，领导者也必须意识到，有些心理状态会促使人们(包括他们自己)跨越道德界限。你要了解绝对权力、文化麻木和合理化忽略的危险之处。能够做到这一点，等于是第一次在职业生涯的漫漫长路上安装几个警告标志。在这个过程中，你难免会遇到一些阻碍，但是你越是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你就越有可能完整保持自己的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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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雷特·韦德尔-韦德尔斯堡
 是一名执行顾问，专门为高级领导者和团队提供咨询服务。她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曾在金融领域开展过广泛的工作，拥有商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组织心理学硕士学位。





博客 @HBR




数字转型并非

完全取决于科技


贝纳姆·塔布里兹（Behnam Tabrizi）

艾德·兰姆（Ed Lam）

科克·吉拉德（Kirk Girard）

弗农·尔文（Vernon Irvin） | 文

时青靖 | 编辑





[image: ]





最
 近有关董事、CEO和高管的一项调查显示，数字转型风险是其2019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而，70%的数字转型动议并未对其目标进行研究。据估计，在去年1.3万亿美元的数字转型开支中，有9000亿美元都打了水漂。为什么有的数字转型能成功，有的会失败呢?实际上，各大行业看中的是大多数数字科技所带来的提升效率和客户亲密度的可能性。然而，如果人们没有就变化树立正确的心态，而且当前的机构实践存在漏洞，那么数字科技很容易放大这些漏洞。下文列举了有助于我们成功带领机构度过数字转型的五个要点:


要点1:在做出任何投资之前，先制定业务策略。
 那些希望使用数字科技提升机构业绩的领导者通常已经想到了具体的工具。可能“我们的机构需要采用机器学习策略”。但数字转型应由更广泛的业务策略来引导。

在Li&Fung(我们其中一人工作的公司)，领导者开发了一项三年期的市场开发策略，其中，移动应用与实体店有着同样的重要性。他们将精力放在了三个领域:速度、创新和数字化。具体来说，Li&Fung希望降低生产前置时间，提升上市速度，并改善数据在其全球供应链的使用状况。在设立具体的目标之后，公司决定了采用哪种数字工具。以加快上市速度为例，Li&Fung使用的虚拟设计技术帮助他们将设计到打样的时间降低了50%。Li&Fung还帮助供应商安装了跟踪管理系统的实时数据，以提升生产效率，并打造整合了客户和供应商信息的数字平台TotalSourcing。财务部门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最终将月底停业时间降低超过了30%，并将运营资本效率提升了2亿美元。

没有单一的技术能够实现“速度”或“创新”这类效果。对于机构来说，最好的工具组合取决于机构自身不同的愿景。


要点2:利用内部人士。
 寻求转型(数字转型等)的各大机构通常会引入大量的外部咨询师，而这些咨询师往往会以“最佳实践”的名义，引入所谓“万全之策”的解决方案。我们在自身机构转型时所采取的一种方式便是使用内部人士，也就是那些熟知其日常运营中哪些工作和内容还不到位的雇员。

加州圣克拉拉郡(我们其中一人工作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案例。策划和开发部门当时正在重新改造工作流程，目标是改善效率和客户体验。最初，外部咨询师根据他们为其他地区的公司所完成的工作推荐了许可批准流程。然而，面向客户的员工深知，根据与居民的互动，加强流程的一致性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因此，科克·吉拉德与其团队在重新设计工作流程的过程中对推荐的工具、流程、图表和核心软件的关键元素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结果，许可处理时间降低了33%。通常，新科技在改善机构效率方面收效甚微的原因并不在于科技中存在的基本缺陷，而是在于它们忽视了内部人士对机构的深刻了解。


要点3:由外而内地设计客户体验。
 如果数字转型目标是为了改善客户满意度和亲密度，那么在开展任何举措之前，都得进行问题诊断，也就是深入了解客户的意见。圣克拉拉郡策划与开发部门的员工采访了90多名客户，并请每一名客户描述了部门的实力和缺点。此外，该部门还举行了分组座谈会，询问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代理、开发商、建造商、农学家和斯坦福大学这样的重要当地机构，来发现其需求，确立工作重点，并评价部门的业绩。部门然后将这些反馈融入转型。为了响应客户对许可批准流程透明度的要求，该部门将流程分解为不同的阶段，并更改了客户门户网站。随着客户从一个流程进入下一个流程，他们如今可以跟踪其申请的进展。为了缩短处理时间，该部门对员工软件进行了设置，这样它便可以自动识别被拖延的申请。为了实现个性化的帮助，该部门为许可中心员工提供了控制许可工作流程的权限。领导们通常以为，只要采用了某一种工具或应用，客户满意度就会自行提升。然而，该部门的体验显示，实现客户满意度最大化的最佳方式通常是在服务周期的不同节点，对不同的工具进行小范围的修改。要了解应修改的内容以及修改的方式，唯一的办法便是广泛深入地吸纳客户的意见。


要点4:意识到雇员害怕被取代。
 当雇员感到数字转型可能会给其工作带来威胁时，他们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拒绝变化。如果数字转型被证实是无效的，管理层最终会抛弃转型举措，这样其工作也会得以保留(至少也会有这种想法)。领导们非常有必要意识到这些恐惧，并强调数字转型流程是雇员升级其专长的一次机会，目的是为了让他们适应未来的市场。

我们其中一员(贝纳姆)已对多家机构的2万多名员工进行了数字转型流程培训(他还咨询了本文中所提到的机构)。他经常会遇到从一开始就对整个项目持怀疑态度的参与者。作为应对举措，他开发了一个“从内到外”的流程。他会问所有参与者核查自身对机构的独特贡献，然后将其实力与随后其将执掌的数字转型流程(如果可能的话)组件相关联。这也让雇员可以掌控即将开展的数字转型工作，并让雇员利用新科技更好地发挥自身强项。在我们其中一人所工作过的CenturyLink，销售团队一直在考虑采用人工智能来提升生产力。然而，人们对如何部署人工智能依然一无所知。最终，团队定制了一款人工智能工具，通过提供应呼叫哪位客户、何时呼叫以及在呼叫时该说什么等建议，对每位销售人员的举措进行优化。该工具还涵盖一个游戏化组件，也让销售流程变得更有吸引力。从内部观察这一流程的弗农·尔文发现，此举让销售变得更有趣，也提升了客户满意度。销售额因此而提升了10%。


要点5:引入硅谷初创企业文化。
 硅谷初创企业因其敏捷的决策、迅速的原型设计和扁平的构架而闻名。数字转型的流程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变化都是临时做出的，随后需要调整;决策需要迅速做出;来自机构的各个组别都需要参与。结果，传统的等级制度成为了障碍。最佳的方式是采取扁平机构构架，从而让其保持与机构的其他部门的相对独立性。

对比其他变化管理动议，它对敏捷性和原型设计的需求甚至可能更加显著，因为可供定制的数字科技太多了。领导者必须决定的内容包括:应使用哪些供应商的哪些应用，哪些业务最适合采用新科技，这一转型是否需要分阶段进行等等。通常，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要求对相互依赖的部门开展广泛的试点。如果每一个决策都必须经过多个管理层的批准后才能推进，那么就无法迅速地发现并改正错误。此外，对于某些数字科技来说，往往只有在很大一部分业务全部转而采用新系统之后才会显现出成效。例如，旨在搜集全球客户需求的云计算系统只有在存储于不同国家而且定期收集同一类型的数据时，才能产生有价值的分析。这要求扫清不同地区现有机构流程的差异。如果新科技的使用方式细节主要由某一个国家的员工来开发，那么他可能难以意识到潜在的兼容性问题。

在与Li&Fung合作时，贝纳姆帮助组建了6支跨部门的团队，每一支都涵盖来自中国香港、英国、德国和美国不同办事处的雇员。这些团队负责不同阶段的数字转型。由于这些团队的结构是扁平的，他们能够向艾德·兰姆(首席财务官)以及商业部门迅速提交建议并获得其反馈。它能够让团队尝试新理念，例如如何以最佳的方式整合创新数据构架、分析和机器人处理。此外，由于新的建议来自不同国家办事处和不同部门的雇员，这些团队能够通过实施来预见问题，并有能力在整个机构完全采取新技术之前解决问题。

这些机构的数字转型之所以能够奏效，原因在于领导者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他们专注于在决定采用哪种数字工具以及如何使用之前改变成员的思维模式以及机构文化和流程。会员对于机构未来的憧憬会推动技术的应用，而不是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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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纳姆·塔布里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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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公司如何赢回

失去的客户


弗兰克·西斯佩德斯（Frank V. Cespedes）

莱昂·波夫莱特（León Poblete）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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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数销售方面的研究和培训都侧重于获取客户，但随着生态变化越来越大，也越发不连续，关注如何拉回流失的客户也很重要。

对B2B公司来说，拉回流失客户尤其重要。由于当前趋势下，面临兼并数量和规模增加、全球市场上选择多样性以及贸易战的不确定性提升，客户在不断重新评估与供应商的关系并做出调整。失去客户的代价越来越高。举例来说，就在2014年，“制造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收入超过25%来自大客户，高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10%。”

拉回流失客户与获取新客户的方法并不相同。首先，之前合作过的客户对人员和能力已有经验、知识和长期以来的判断。相应的，判断客户是否值得拉回来也有了判断的基础。

我们研究了26个客户-供应商关系破裂的案例，发现成功拉回客户的公司遵循了类似模式。一开始是找出之前合作破裂的原因，应用恰当的成本效益分析，与客户进行坦诚的交流，并满足具体要求。

为了解释过程，我们将介绍两家公司的案例，公司均已经过处理:BrexTech和RILF。BrexTech曾为RILF生产的光学设备提供电子元件，2009年两家停止合作，但2012年BrexTech成功拉回了RILF。以下是具体做法。


散伙原因。
 拉回客户第一步是找出合作破裂的原因。一些买方-供应商关系合同有终止时间(例如，特定时期的项目)。其他情况下可能因为缺乏关注而逐渐淡化。定价压力、产品规格变更或所有权变更也是因素。

分析应包括谁或具体什么原因导致合作终止。还需要客观描述，而不是简单说明，重点在于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讨论原本该怎么做。

在BrexTech案例中，公司架构出现重组，价格提升，并解雇了关键员工。RILFCEO指出，“产品价格上涨约30%时，我们明确表示了担心，但他们还是决定涨价。”矛盾从定价问题开始，后来两家公司高管出现纠纷也失去信任，导致更多问题，RILF对继续跟BrexTech合作失去了兴趣。


成本效益分析。
 并非所有客户都是平等的，并非所有关系都值得重新建立。因此，跟以前的客户重新联系之前，务必要权衡拉回的成本与收益。

BrexTech在有些方面做得不错。BrexTech先是收集之前与RILF交易的信息(包括收入、利润和投资)，随后首席执行官表示:“RILF占营业额的15%以上，专门为RILF产品生产的工厂已出现设备闲置情况。”

接下来，BrexTech从经济和组织方面研究了重新建立信任的要求。BrexTech有些方面具有优势。过去跟RILF合作时向来能做到按时生产并交付高质量的产品，Brex的技术经理认为很有机会争取回RILF。此外，合作结束后BrexTech业务也做了些重组，工厂生产力有所提高，可以在不影响质量或交付时间的前提下降低价格。负责BrexTech生产业务的主管指出:“我们很清楚RILF最重视三个方面:交货可靠性、质量和价格。如果我们在相关领域表现出色，就有可能重新建立合作，拉回这个客户。”

BrexTech清楚，可以给RILF优惠价格，而且能在相关产品类别、订单规模灵活性和方便量化重新合作益处的其他方面比其目前供应商提供更优质的技术支持。


互动对话。
 不管纸面上的商业案例多好，人才是最终的决策者。

2012年，BrexTech重新跟RILF接触时，两家公司的关键负责人都已经更换，进入浪费时间的过程。BrexTech一位技术主管指出，“与RILF的讨论从运营层面开始，然后跟中层管理会面继续讨论，最后跟高管谈，因为涉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品。”一位销售经理也回忆说，“有段时间我们至少每周跟客户沟通。管理层代表出席了会议，而且两家公司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在场。”

为参与度设置必要的规则，明确谁做什么、在哪里、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执行，对成功拉回流失客户至关重要。例如，BrexTech方面参与讨论的既有曾跟RILF打交道的员工，也有不熟悉该事的人员。虽然两家公司的高管未能达成协议，生产人员关系其实不错，对RILF需求的产品也都非常了解。这是拉回客户的关键，也强调了管理研究和实践中一再出现的道理:人只愿意跟其他人做生意。


满足特殊要求。
 对供应商来说，现状偏好是有利的。但要努力争取流失客户，就得提供比当前供应商更好的条件才能劝服对方。

RILF明确表示，BrexTech要调整生产流程、管理程序和IT系统，降价同时提供专门的产品设计。但在争取客户过程中收集的信息也帮助BrexTech调整和优化对应领域的生产。

最终达成的协议证明种种努力并非白费。BrexTech与RILF重新合作的销售额和净利润很快高于2009年。正如BrexTech的首席执行官指出的，“与过去相比，RILF采购量出现提升，说明合作对双方均有价值。”此外，拉回客户有助于在市场上其他买家中间建立积极的口碑。RILF向其他公司推荐后，BrexTech获得了两家新客户。与此同时，RILF可向BrexTech要求更灵活和定制的订单，从而增强新细分市场中的销售和服务能力。

个人交往中，我们常常担心如果追求目标的过程中犯了错误，别人会严厉地批评且无法换回。但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纠正错误会比从来不犯错误产生更积极的印象(只要不重复犯错)。客户关系方面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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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西斯佩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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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透明化的益处和风险


瑞安·比尔(RyanW.Buell)，《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4月刊








管理者应当尝试操作透明化，让客户看到工作进程，让员工看到客户，帮助客户了解并认可工作人员创造的价值。但同时也应警惕某些情况下透明化产生的不良影响。




透明化无疑能带来信赖，进而提升营业额。但在展示数据和工作环境等信息时要注意潜在问题。我们有一次跟客户合作开发产品，给出的信息太多，但最后对方却采用了一项开始时难以想象的独特创新，拿走了我们节省下的80%到90%资金。但我们跟另一个客户合作时，对方同意平分利润，因为他们把我们视为合作伙伴。所以，展示多少、何时展示、如何展示、展示什么，这些问题非常重要。要小心，你可能会被客户弃之不顾。不能对客户隐瞒一切，但透明化一定要谨慎。可以先对客户举止和过往表现进行分析，然后再决定透明化程度。客户是上帝，但要记住，不是所有客户都会把你当作战略伙伴或正在合作的同伴。感谢作者写了这篇好文章。


——拉宾德拉纳特·巴塔查里亚

读者





供给端的公司会逐渐透明化，获取商业利润。需求端的消费者也需要提升意识和敏捷度，对透明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整个系统能创造更多价值。


——萨比尔·侯赛因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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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纠结你的过失


爱丽丝·博伊斯(AliceBoyes)，《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4月刊








反刍不仅让人不快，还与解决问题能力低下、焦虑和抑郁密切相关。本文提供的5种方法帮你摆脱这种折磨。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优点在于，针对从错误中恢复的时期，以及为我们在社交媒体和政界看到的个人信誉受打击的情况，提供了逻辑选项，可以引出更好的选择。所以在读过这篇文章给出的建议之后，你就可以迅速摆脱那种状态，用另一个行动来取代下意识的反刍。无论成果是好是坏，最好的解药似乎是长期不断采取行动，以及从中吸取教训。


——巴里·纳尔逊

读者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为读者提供了一些不错的建议。不过我想提供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选项:你所想的并不是真的......

听起来似乎是过分简单化了，但我们一天会产生几千个念头，其中大部分都不会被我们自己意识到，只有那些经过深入思考的想法才会留在心中，有时带来压力和反刍，对我们造成伤害。

文章里很多技巧都是教我们从带来伤害的思考中转移注意力。不过，如果我们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去想，任何想法都不会久留，那下次它再出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它会像其他想法一样消失。很抱歉我讲的东西可能太初级了，但理解了这一点真的让我对自己想法的感受有了彻底的改变，我在组织文化和发展方面的工作带来的感受也随之改变了。我发现大家在我的培训中学习了这一点，然后思维变得更轻松、更灵活，创新和决策能力都有所提升，而且没有那么心累了，更能与别人交往，幸福感随之提升。


——保罗·休厄尔

读者





爱丽丝·博伊斯博士写了一篇简明优秀的综述，讲解了思维反刍的习惯，以及这种对自己(自认为的和真正的)错误的反复思考对幸福感和效率造成的影响。关于如何意识到自己的思维习惯、如何改变这些习惯的那几条建议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我会分享给客户、同事和家人。好文章。


——安·迪顿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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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盲点


关丽莎(LisaB.Kwan,音译)，《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4月刊








太多管理者忽视了发起跨团队倡议的最大威胁:激发防御行为。




这篇文章有力揭露了公司内部各团队为阻碍和破坏变革(除非变革及其结果在他们掌控之中)所使用的计策。丽莎准确揭示了这种行为的自私本质，并将之描述成对抵制变革团队身份和权威的威胁。作者对这些行为进行风险分析的建议以及提出的应对策略都非常明智。她的观点是对约翰·科特(JohnKotter)领导组织变革著作的重要补充，而组织终究就是有人性缺点、弱点和创造潜力的人类系统。


——蒂姆·沙利文

读者





我同意社会威胁对团队和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我喜欢本文对身份、权威和控制权的分类。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机会是通过重新划分团队来消除团队威胁，即把两个团队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协作，并用同一项目或工作关系网络平衡职能结构，来发展新团队的身份等。


——乔恩·英厄姆

读者





如今，过分强调协作以实现指数级增长的公司没有意识到，过度协作会导致决策时犹豫不决，最终失去大量业务份额。边界的操控往往会导致共同领域的协作不畅。确定边界和规则，然后开始高效协作。


——萨泰什·塞尔瓦库马尔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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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别人总能看到

你忽视的机会？


亚当·布兰登伯格(AdamBranderburger)，《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6月12日微信文章《不起眼的地方，为什么别人总能看到机会？》







观察意味着探究事实，仿生带来的颠覆式创新，也算第一原理思维的一种:从物理学事实或假设出发，解决问题。


——徐颖

读者





其实这是个好奇心的问题，一个有好奇心的人乐于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关联，就更容易发现新机会。


——董作斌

读者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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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刊特写文章


如何管理职能部门

领导者需要了解的事

大多数公司都能接受这个观念:企业和业务部门需要战略。对于企业的职能部门来说，共享的服务组织，如信息技术、人力资源、产品研发、财务等，并不太了解对战略的需求。在许多公司中，职能部门只是存在，以业务部门所需的规模为公司提供服务，方式较为随意。作者罗杰•马丁(RogerMartin)和詹妮弗•瑞尔(JenniferRiel)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特别是考虑到大量资金(约占24%的收入)投入到职能部门上。如果职能部门没有有意识地采取策略，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两种无意识的组织和文化模式中的一种。这两种模式都会导致它们成为企业绩效的累赘，而不是驱动力。在本文中，马丁和瑞尔描述了这两种默认的策略，解释了它们对公司绩效的损害，并提出一个制定战略的流程，以便有助于职能部门与企业和业务战略保持一致。




[特写]


难以捉摸的绿色消费者

引入可持续发展产品的公司面临着一个令人沮丧的悖论:大多数消费者对环保产品和服务持积极态度，但他们似乎不愿意掏腰包。据市场营销、经济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了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如何使消费者的行为与他们声明的偏好保持一致的做法。综合这些研究，公司需要考虑到五类干预措施:利用社会影响力，塑造良好习惯，利用多米诺骨牌效应，用心用脑交谈，支持经验而非所有权。




[特写]


机敏的领导层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人真正推荐过指挥和控制型的领导层——但是，传统官僚型领导层的系统替代方案尚未完全形成。深入研究发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领导者。创业型领导:位于组织的基层，通过新产品和新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并将组织集体转移到未开发的领域。能力型领导:位于组织的中间层，确保最上层的领导者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资源和信息。建筑师型领导:接近组织的最高层，通过监控文化、高层战略和组织结构，关注机构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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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强化公司文化的

错误方式

THE WRONG WAYS TO STRENGTHEN CULTURE

三个错误让努力成果付之东流

贾慧娟 | 译 刘铮筝 | 校 腾跃 | 编辑




在企业领导者
 的诸多职责中，相比其他而言(如招募适当人才和制定战略)，改变公司文化可能尤其具有挑战性。文化是无形的，没有抓手可以直接使其转向。迹象显示，CEO将文化领导力放在比过去更高的优先位置。根据研究咨询公司Gartner的研究，CEO在2016年公布财报的电话会议上提到公司文化的次数比2010年增加了7%。CEO和CHRO在调查中称，“管理和改善公司文化”是人才管理的首要任务。但数据显示，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企业每年在改善公司文化上平均为每名员工支出2200美元(大部分都花在了聘请咨询顾问、进行调查和举办研讨会上)，但只有30%的CHRO称这一投资获得了好的回报。

在试图改变公司文化时，很多企业领导者用错了工具。在对全球公司的7500多名员工和近200名人力资源主管进行调查，并对100名人力资源主管进行了深入访谈后，Gartner发布了一项报告，指出企业领导者改变公司文化最有效和最无效的方式。报告建议，要增加成功概率，企业领导者应避免三个错误。


避免使用简单的形容词来形容公司文化。
 因为文化感觉很“模糊”，难以形容，企业领导者往往选择用一套通用的陈词滥调来描述企业文化:高效绩优、合作精神、创新、顾客至上、创业精神、结果导向、透明或信任。Gartner研究对比了使用这些流行词前后的公司收入结果，发现并无显著差别——意味着这些词并没有创造优势。一个原因是:所选择的流行词经常与公司实际运营情况相悖。Gartner负责此项研究的人力资源执行副总裁布莱恩·克里(BryanKurey)将之称为语言与行动的差异:员工认为领导者的文化激励表里不一。

不要使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你期望的公司文化，而是通过承认一种重要的张力来展示文化。“张力指理想和现实的交互及其每天的变化。”克里说。嘴上说希望打造“创新文化”可能听起来很崇高，但如果公司目前将80%的资源和人力投入现有产品，这个口号就显得遥不可及。CEO应该阐明这一张力:“我们支持创新文化，同时继续寻求传统业务的增长和盈利。”

大多数企业面临的其他张力包括既需要实现短期目标，也需要实现长期目标，以及强调结果和问责制，也要关心员工福祉，关切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明确承认这种张力可以避免当领导者言行不一致时，员工可能出现的理想破灭。


不要仅用数据来衡量公司文化。
 因为文化无形，难以察觉，很多公司在试图量化一线员工对公司文化的想法时依靠员工调查。这些调查往往过度依赖对员工吸引力的衡量。公司还经常将员工离职率视为衡量公司文化和员工士气的指标。但这些数字可能提供虚假的安慰。“员工反馈到了领导层往往是经过层层过滤，即使你没有试图这么做，”克里说，“经过这种过滤的数据汇总和计算平均后就会变得有点平淡无奇。”Gartner建议，公司在员工调查中包括开放式回答的问题，并确保领导层看到原始反馈。明智的领导者不仅依靠定期员工调查，还要提供一个安全的氛围，允许员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意见，而无需担心打击报复。

这种未经过滤的反馈尤其有用，尤其是很多员工感觉与领导者期望的文化并无关系。Gartner的研究显示，平均69%的员工并不认同领导者制定的公司文化目标，87%的员工并不理解公司文化，90%的员工行为与公司文化并不一致。Gartner指出，缩小这些差距的公司达到或超过其年收入目标的概率要高出9%。“CEO们必须不仅鼓励未加修饰的真实想法，还应创造一个要求真实想法的环境。”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


不要忘记改变政策来支持公司文化的改变。
 谈论公司的合作精神文化确实很好。但如果公司用强制分布法的绩效管理系统——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员工在考核中获得低分——就制造了一种员工必须相互竞争考核高分的环境，从而削弱了合作。同样，公司可能宣称顾客至上，但却削减销售代表出差拜访客户所必需的差旅费用支出。“这是企业领导者最缺乏始终如一的地方——将运营模式置于公司文化之后。”克里说。

要推动改变，企业领导者必须言行一致，使他们的言行与公司的运营流程、预算和政策一致。很多公司忽略了运营部分。“‘运营’部分对员工文化一致性的影响最大，运营部分是建立文化模型的重要组成，但领导者对此种影响却不重视。”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

好的领导者认识到，尽管高管层愿意用激励性的言辞来表述公司文化，但实际的公司文化体现在远离高管层的基层员工身上。员工与公司文化之间的断裂意味着，至关重要的是CEO不能仅空喊口号，还要有实际行动。“作为领导者，你需要在公司内建立结构、流程和激励机制，把钱花在刀刃上，”克里说，“这是领导者经常忽略的地方——让公司真正采纳你寻求的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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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每个CEO都必须与人力资源主管进行的三个公司文化对话》(“ThreeCultureConversationsEveryCEOMustHavewiththeHeadofHR”)，作者:Gartner(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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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回归实践

“这不是一个非

赢即输的情况”

2012年，危地马拉家族企业集团CMI聘请奥斯卡·里维拉(OscarRivera)担任首席文化官，这是该公司首次设立这一职位。里维拉上任后带领了公司文化转型，让37000名员工工作的方式符合公司文化。里维拉与《哈佛商业评论》谈了这次转型所遇到的挑战以及他如何衡量成功。以下是编辑后的访谈节选:




CMI为什么需要文化转型?


我们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企业集团，有六个非常独立的子公司。公司一直在采取措施以创造更多协同效应，比如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实施IT系统、转变人力资源部门职能以及整合采购工作。这些项目都没有获得显著效果，公司的家族所有人认为，CMI需要解决的是文化问题。




你首先做了什么?


我们需要听取员工的想法，帮助他们找到改变的途径。过去18个月来，我们开了30多个座谈会，公司300多位领导者参加了座谈会。从这些对话中，我们认识到，集团运营齐步划一，但每个子公司却又是极其独特，统一与独特之间存有矛盾，而且负责运营每个子公司的人员拥有特殊的专业知识，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来运营公司。所以改变会遇到一些阻力。




你是如何克服这些阻力的?


通过座谈会上的对话，人们认识到我们各个子公司有多独立，并认识到，让我们达到现在规模的运营方式并不适合未来发展。公司领导人认识到，如果我们更专注于管理协同效应和价值链，就会更成功。我们敦促所有人不要认为这不是一个非赢即输的情况，公司不是非要二选一。例如，你不必要么专注于短期目标，要么专注于长期目标;你可以试着平衡这两个目标。有很多例子说明相互矛盾的想法实际上可以共存。




你如何确保获得员工对公司文化看法的真实反馈?


我们进行问卷调查，产生数据，但员工的意见也很重要。每年两次，所有员工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他们是如何体现公司价值观的。重点不是要教大家如何做，我们想听人们的意见，这些座谈会是收集员工对文化转型反馈的主要来源。有时候，员工意见与调查数据相一致，有时候不太一致。最重要的是听取大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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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你是如何改变流程来支持文化转变的吗?


我们与人力资源总监何塞·米格尔·拉里奥斯(JoséMiguelLarios)合作，提议改变我们如何考核300多名高管的绩效。过去，考核专注于单个子公司的短期业绩。新的考核系统引入了两个重要元素，将整个公司的长期绩效与总体文化转型工作的进展联系起来。这就强调了一个理念，即人们不是因为政治正确才选择这么做，这么做对个人是有好处的。




你投入的时间和金钱的回报如何?


2012年时，我们让员工描述公司文化是什么样的，大部分员工说是强制性。到2017年，更多员工描述公司文化是民主的、有远见的。我们对整个文化转型项目投入了约5000万美元。我们希望10年内获得回报;结果我们7年就做到了。我们的组织结构不再围绕六个子公司，现在我们认为公司是两大平台。我们开始讨论如何让两个平台保持独特但相互协作。公司文化的转变是永无止境的。




没有宽容，没用空房


在爱彼迎(Airbnb)上，有严格取消预订政策的民宿比没有取消政策的预订率平均要高4%，因为潜在租客认为严格的规则是民宿质量较高、房主较为可靠的表现。





《在共享经济中取消预订政策是信任和质量的信号：爱彼迎案例》（“CANCELLATION POLICY AS A SIGNAL OF TRUST AND QUALITY IN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CASE OF AIRBNB”），作者莱奥·扎尔曼（LIOR ZALMANSON）、戴维德·普罗塞皮奥（DAVIDE PROSERPIO）和伊里特·尼桑（IRIT NIT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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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

人们达成目标

并非只是由于自律

还记得棉花糖实验吗?给孩子们每人一个棉花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马上吃掉，就还以再得到一个棉花糖。这个实验衡量孩子的自控力，研究和直觉都认为自控力对达成目标至关重要。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让我们了解谁能达到终点线:人们制定什么样的目标。

研究人员对800多人进行了三项调查。首先，研究对象列出他们最近的目标，对这些目标与他们“真我”的一致程度进行评分，以期说明他们朝达成目标迈进的进展情况。目标与一个人对自我的感觉越一致(研究人员称之为目标真实性)，进展就越大。在第二个调查中，研究对象说明他

们朝令他们“感觉在真正做自己”的目标或朝“让别人更喜欢自己”或“让别人尊重自己”的目标取得的进展。在这个调查中，进展也与目标真实性相一致。第三个调查去掉了前两个调查中的回想部分:要求研究对象制定一个新目标，对这个新目标如何“反映真实自我”进行评分，然后一周后报告进展。结果再次显示，目标越真实，进展越大。

研究还发现，对自己的自控力评分越高，就越可能制定真实的目标。“研究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拥有自控力的好处可能不仅仅在于人们如何追求目标，还在于他们首先选择什么样的目标。”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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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选择表达真我的目标:自控力对达成目标作用的新机制》(ChoosingGoalsThatExpresstheTrueSelf:ANovelMechanismoftheEffectofSelf-ControlonGoalAttainment)，作者:奥尔加•斯塔夫罗娃(OlgaStavrova)、蒂拉·普罗克(TilaPronk)和米哈伊尔·科科里斯特(MichailD.Kokkorist)(《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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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女性需要与男性

不同的社交方式

职业人脉对职业成功至关重要。一项新的研究比较了高成就男性和女性后，发现一个重要的区别。

研究分析了美国一所顶尖商学院2006年和2007年毕业的MBA学生之间450万封匿名电子邮件，该研究项目一共有728人参与，26%为女性。通过确定谁与谁通信以及联系的频率，研究人员绘制出每个学生的社交网络，并评估他们的中心地位——不仅仅取决于每个人有多少直接联系人，还取决于这些联系人是否与很多其他人联系，从而为更大的群体提供了二级联系。研究人员还分析了学生们与他们的“亲密朋友圈”的互动情况——通常是两到四个联系最频繁的联系人。然后再分析每个学生在控制了包括本科GPA、考试成绩、社交能力、来源国家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的前提下毕业后的就业情况。

在男性中，中心地位最高的学生的工作等级和薪酬是中心地位最低学生的1.5倍。研究人员认为，中心地位的人可通过提供快速获取就业信息而促使职业成功。

女性研究对象的故事更加微妙。最成功的女性也拥有高度中心地位，但她们还需要其他条件:一个女性好友圈。拥有以女性为主的好友圈并且中心地位最高的女性，其工作职位和薪酬是缺乏这两项特质的同性的2.5倍，或许是因为女性好友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性别相关信息——比如一个公司在职业发展上是否对男性和女性员工一视同仁。并非所有的女性好友圈都一样:最好的好友圈由相互关系紧密、但彼此的朋友圈并不重叠的女性好友组成，这样的好友圈可以获取更多信息。(男性好友圈成员的性别构成对男性找工作并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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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称，在考虑朋友圈时，女性应重质高于重量(寻求拥有多个朋友圈的人)、接受随机性(避免只与类似自己的人交往)，避免建立相互重叠性过高的朋友圈。公司组织可以通过鼓励员工结识其职能部门以外的同事来支持建立这样的朋友圈。“女性在寻求职业机会的社交方面往往面临更大挑战，”研究人员称，“但通过采取明智的方法，女性可以继续找到有意义的升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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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朋友圈的性别构成和沟通模式可以预测女性领导力的成功》(ANetwork’sGenderCompositionandCommunicationPatternPredictWomen’sLeadershipSuccess)，作者:杨阳(音，YangYang)、尼特什·查瓦拉(NiteshV.Chawla)和布莱恩·乌齐(BrianUzzi)(《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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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

任务“延期”没那么糟糕

最后期限是工作中压力的主要来源，员工往往将其视为生活中不幸但不可改变的事实。但如果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最后期限带来的压力呢?

一项新的研究分析员工为什么不愿要求给予更多时间来完成任务，研究发现这种自动抢工时的做法基本上是错误的。研究人员对7241名参与者进行了10项试验。一些人被要求想象或完成一些任务，比如写文章、活动策划，并告诉他们可以要求更多时间;另一些人充当他们的上司。员工避免要求任务延期完成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会让上司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但这种担忧其实是错误的。上司对要求更多时间的参与者在能力和上进心方面的评分与其他参与者一样，通常都会同意更多时间。

对员工来说，“要求和获准更多时间可能带来任务压力减轻和工作绩效提高。”研究人员在报告中称。对管理人员来说，他们应“战略性考虑如何鼓励员工在需要时要求更多时间，而不必担心负面评价。要这么做，他们可能需要明晰，（1）要起延期并不意味着能力不够，(2)获得更多时间的好处可能要比员工认为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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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要求更多时间没坏处:员工常常高估要求延期带来的人际交往成本》[“ItDoesn’tHurttoAsk(forMoreTime):EmployeesOverestimatetheInterpersonalCostsofExtensionRequests”]，作者:杰文·尤恩(JaewonYoon)、格兰特·唐纳利(GrantDonnelly)和阿什利·惠伦(AshleyWhillans)(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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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谁将是研究人工智能的

后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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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

真人客服必要性

有多大？

自助服务技术在容易引发焦虑的领域中应用日益普遍，比如金融服务和医疗行业。鉴于人们在焦虑时经常会寻求建议，研究人员想知道:这种技术用在客户关系上会效果如何?通过三项试验，他们发现，尽管有机会进行实时互动不一定会降低客户的焦虑，但可以让他们在做决定时更开心，对公司更信任。

在一项试验中，研究人员要求219名参与者想象他们有10万美元可以用来投资，期限为几年，市场状况每人各不相同。参与者分为三组。第一组参与者不能与其他人交流，第二组可以用一个聊天按钮来联系投资专家，第三组可以与其他投资者聊天。研究人员在任务开始和进行期间评估参加者的焦虑程度、他们对自己投资的满意程度以及他们对提供投资工具的公司的信任程度。对在市场下跌期间投资的参与者来说，可以聊天——无论是跟投资专家还是仅仅跟其他参与者——极大提升了他们对自己决定的满意程度，减少了对公司信任的丧失。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很少有人真正使用聊天按钮时，结果也是一样;仅仅有可以聊天的选项就够了。在一个现实世界的试验中，有238人申请消费者贷款，可选择联系经纪人的选项令申请人们接受贷款的比率增加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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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真人客服的选项可以增强客户对自己决策的信心，从而提升他们对公司的信任。”研究人员在报告中称。但“包含真人客服选项并不需要公司增加成本高昂的服务人员。公司可以通过提供与其他客户交流的选项来提高客户对选择的满意度，尤其当客户处于高焦虑的情况时，而这一选项可能基本没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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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通过提供真人客服选择来缓解客户焦虑的负面影响》(“MitigatingtheNegativeEffectsofCustomerAnxietyThroughAccesstoHumanContact”)，作者:米歇尔·瑟尔(MichelleA.Shell)和瑞恩·布埃尔(RyanW.Buell)(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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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关系

抱怨不会

让你感觉好一些

这是一种常见的冲动:当员工认为上司对自己不公平时，他们经常会跟信任的同事谈论。毕竟，传统智慧认为把气撒出来比憋在心里好。但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尽管这种抱怨可能令人当时感觉好一些，但过后往往会破坏员工与上司的关系，并侵蚀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170名伦敦巴士司机成为了研究人员的研究对象，这项研究旨在对司机们遭遇上司的不公待遇以及之后与同事谈论此事进行调查。六周之后，研究人员开始评估司机在干预时间内经历的愤怒和希望等情绪，并评估他们对冒犯自己的上司的宽恕程度。六周之后，研究人员向上司了解司机的行为。结果显示，谈论不公感觉加剧了司机的愤怒，消弱了他们的乐观情绪，这些事情会降低他们宽恕和以有益的方式行事的能力。在对美国本科生的后续试验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但在两种情况下都有一个重要警告:当倾听者帮助抱怨者以更积极的方式诠释一个不开心的经历时，谈论这件事的负面影响就消失了。

“让人们自己不要谈论不公待遇似乎是不可能的，也不是好的建议，”研究人员在报告中称，“我们建议员工应特别注意跟谁去谈。”对于管理人员，“希望我们的研究可以让公司组织加大关注帮助员工解决上司不公问题。可能的途径包括培训上司改善冲突管理技巧，帮助员工以书面方式表达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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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妥协还是加剧?谈论上司不公的影响》(“PacificationorAggravation?TheEffectsofTalkingAboutSupervisorUnfairness”)，作者:迈克尔·贝尔(MichaelD.Baer)等(《管理学院学刊》，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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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关系

“请通过我的好友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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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

肢体语言是展示自信的

合适选择

我们都见过同事对他们的技能或知识信誓旦旦充满信心，但后来才发现他们其实根本一窍不通。自信通常被视为一种积极的特性，但过度自信到什么程度就变得风险太高了呢?一项新的研究认为这取决于如何表达自信。

研究人员进行了五项试验，参与者必须从他们观察的另外两个对象中选择一人来共同完成一个任务。有的试验全部为男性或女性，有的试验为面对面会谈，有的试验在网上进行。每次有一个对象在语言上或通过非语言方式(身体语言)展示自信，另一个人表现出谨慎。参与者绝大多数都会选择自信的伙伴。在作出选择后，他们被告知在练习中两人均表现很差，并再次问他们宁愿选择跟谁合作。他们仍选择那个通过非语言方式展示自信的人，而不是谨慎的那个，但现在他们都不选那个口头上过于自信的人。

研究人员称，非语言方式的自信就像调情:微笑和眼神接触在表达“我对你有兴趣”时比直接说出来更安全，因为这样保留了可以否认的可能性，类似现象也适用于表达自信。“正是由于它是一个非直接的信号，我们认为通过非语言行为展示自信的人能够利用这种信号所带来的好处，却不会产生如果实际表现不如预期的成本。”研究人员在报告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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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过度自信是否是社交责任?用语言对比非语言方式表达自信的效果》(“IsOverconfidenceaSocialLiability?TheEffectofVerbalVersusNonverbalExpressionsofConfidence”)，作者:伊丽莎白R.坦尼(ElizabethR.Tenney)等(《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2019年)




戈登拉姆齐效应


《地狱厨神》(Kitchen Nightmares)等电视真人秀节目旨在挽救陷入困境的餐馆、美发店和其他生意，但这些电视节目中生意的失败率往往是业内平均水平的两倍。





《电视节目主持人挽救陷入困境的生意到底多有效？》（HOW EFFECTIVE ARE EXPERT TV HOSTS AT SAVING FAILING BUSINESSES?），作者：罗素·索贝尔（RUSSELL S. SOBE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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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公司总部

何时应招募当地雇员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招聘筛选流程日益自动化，面试通过Skype和视频会议方式进行，业务部门分散在不同地点的公司面临选择:是否将招聘职责从当地办公室转到总部。

一项新的研究用真实数据分析什么时候转移招聘职责是有益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一家美国大型零售商历时33个月的招聘数据，公司原来让门店经理自己负责招聘员工，之后逐步交由总部负责招聘。公司这么做是因为希望员工能支持公司价值观，如团队精神、友善和友好的服务，公司认为由总部负责招聘有助于招到个性适合的员工。招聘中央化还由于一种观点认为，一些门店经理太忙，不能投入足够的时间来筛选应聘者，会随便招人以填补空缺。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员工离职数据来确定招聘新人成功与否。他们发现，在三种情况下，当地经理在掌握信息方面比总部更有优势:当一个门店的顾客人次统计与连锁店总体顾客人次统计情况存在显著差异时，当一个门店有很多回头客时，当一个门店距总部很远时，上述三种情况意味着当地经理很可能拥有总部不容易获取的信息。具有以上至少两个特质的门店中，改由总部负责招聘的门店员工离职率往往相对较高。但在没有上述特质的门店中，改由总部负责招聘的门店员工留任率比门店自己招聘要更好。

为说明为什么新招募员工离职率很重要，研究人员认为，员工每年离职率较高损害了门店的神秘购物分数——一个重要的绩效衡量指标。“虽然招聘中央化可以确保投入足够的资源来招募符合公司价值观的人，但也可能浪费了子公司经理对当地的了解经验。”研究人员在报告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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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在地理分散的公司组织中谁应负责招聘新员工:总部还是子公司经理?一个连锁零售商中央化招聘的结果》(“WhoShouldSelectNewEmployeesinGeographicallyDispersedOrganizations:HeadquartersortheUnitManager?ConsequencesofCentralizingHiringataRetailChain”)，作者:卡罗琳·戴勒(CarolynDeller)和塔蒂亚娜·桑迪诺(TatianaSandino)(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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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即将退休的员工应何时做好退休计划？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公司面临一个挑战：为数百万员工的退休做规划，这些即将退休的员工为避免被架空，往往不愿提前沟通他们的退休计划。2018年一项对143名人力资源经理（他们的公司组织一共有290万员工）的调查显示，公司认为管理员工退休速度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个问题，但只有少数公司认为它们正在采取有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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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华盛顿大学的玛莎•顺科(MashaShunko)、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的维韦克•乔杜里(VivekChoudhary)和沃顿商学院的谢尔盖•奈特辛(SergueiNetessine)开展研究，用手机应用程序记录382位新加坡居民的行车数据，并进行评分和分析，为达到一定水准的驾驶者提供奖励(保险折扣)。他们发现，人们得知自己的分数后，再驾车上路时，获得的评分比不知道分数时低13.3%。结论:





即时反馈有损表现

INSTANT FEEDBACK HURTS OUR PERFORMANCE

妮科尔·托里斯（Nicole Torres）| 访 蒋荟蓉 | 译 刘铮筝 | 校 腾跃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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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科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顺科:

 参与研究的驾驶者在手机上安装了一个由RaxelTelematics提供的软件，为他们驾车时的超速、制动、加速等行为评分。驾驶者可以看到自己每次行车获得的评价，并得到总分，6个月后分数保持在70分(满分100)以上，即可获得保险折扣。多数驾驶者从未看过反馈。我们分析了查看过评价的驾驶者的表现，发现看过评价后行车表现就平均而言有所下降。不是说获得评分后所有人都没有长进，部分人的表现的确有所提升，但危险性较高的行为增加了，比如超速行程增加了18%。





HBR:
 但一般研究不是都说反馈能让我们进步吗?


研究结论不一而足，而且不同因素也会影响反馈的作用。举例来说，我们知道人会把反馈作为与自己目标相关的内容来进行处理。你得知自己已经超过了自己设定的目标，和你听说自己没有达到目标，反应肯定不一样。




为什么选择驾驶者作为反馈作用的研究对象?


我们实验里用到的这类手机软件，是现代一种提供反馈的方式，在汽车和保险行业都很受欢迎。这种软件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驾驶技巧，提升交通安全，但能否真正实现这个目的却尚不明确。我们的分析表明，驾驶者看过反馈之后，驾驶中的变化增加了，说明他们在尝试根据自己获取的信息做出改变。我们看到了更多突然改变的行为，而且总体来讲增加了危险性。




为什么反馈会让驾驶者的表现变得更糟糕?


我们正在开展进一步的实验研究，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有一些理论假设。比如说，你的目标是拿到70分以上，这样就能获得保险折扣。如果反馈表明你达到了这个水平，你可能会受到鼓舞，更加上进。但如果你已经超过了目标，特别是超出一大截的时候，你就会放松下来，不那么努力了。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得分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假如反馈表明你还差50分，你可能会觉得70分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就放弃了。




驾驶者对负面反馈和正面反馈的反应是否有差异?


有一点点差异。无论是正面反馈还是负面反馈，总体上都会让表现下滑。但负面反馈造成的表现下降幅度较小。驾驶者看到自己未能达成目标，之后的表现会下滑，但没有已经达标或超过目标的驾驶者下滑得那么多。我们还注意到，发现自己表现下降的驾驶者更倾向于继续关注反馈。得知自己表现不太好，似乎比知道自己表现得不错更能催人努力。




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查看对自己的反馈。有没有可能是原本水平就差的驾驶者才关注反馈?


我们没有在查看反馈的行为和初始水平之间发现相关性。水平好与不好的驾驶者都会偶尔选择查看自己的得分。




你们怎么知道影响表现的是反馈，而不是其他因素?


我们设法确定了反馈的确导致驾驶者表现下降。我们尝试控制行车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的其他所有因素:地点和时间，这两个因素会影响交通拥堵状况;行程长度，因为短途行车和长途行车的表现可能会不同;还有其他种种因素。我们还控制了驾驶者行车频率，因为一直开车的人表现可能更好。最后，我们用了辅助变量回归法，明确因果关系。




通过手机软件获得的实时反馈，产生的作用是否与其他类型反馈不同?


工作上获得的反馈通常是一年一次，或每月一次，对你在这段时间内做过的所有事情进行评估。还有可能是对你在某项任务或某个项目中的表现进行评估。这样的反馈你可能下次还能参考，或者下次就没有用了，因为你去做其他任务了。这跟我们研究的反馈截然不同。手机软件能给你即时反馈，你可以当场立刻作出回应，这时候你仍然记得自己被评价的行为，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至于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就是另一码事了。不过，有关实时反馈的其他一些研究表明，实时反馈也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说，在一项实验里，获得有关自己热水使用量实时数据的人，热水消耗量减少了22%。




那么如果我想给别人反馈，应该选在什么时候?


你应该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给出反馈，因为任何方法都不会适用于所有人。有些人喜欢立刻获得反馈，另一些人希望稍后再说。一些人善于接受社会比较形式的反馈，比如“你的表现比其他人好或差”;还有一些人更能从与自己对比的反馈中获得动力，比如“你比上周做得好或差”。我们现在跟J.D.Power和RaxelTelemat-ics合作进行实验，用上了后两种反馈形式——向人们提供社会比较型反馈和自我比较型反馈——因为最初实验中所用的手机软件没有这个功能。通过手机软件查看反馈的人不会获得有关其他驾驶者的信息，虽然可能会记住或者查找自己之前的表现，但我们并没有强调这一点。现在我们想看看这个额外信息又会带来怎样的差异。




是不是有些人无论什么时候都􏰉绝一切形式的反馈?


多数人觉得自己驾驶技术过硬，许多调查显示，平均而言，我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水平。这种过度自信会让你不那么相信反馈，因此􏰉绝反馈。




你们观察的是驾驶者看过自己分数之后的驾驶表现，但在整个过程中，反馈对他们的驾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发现，反馈不会对长期表现产生影响。因此我们的结论之一是，反馈的效果十分短暂。在我们的研究里，反馈只会影响之后的两段行程，之后就没有作用了。




这个结论与其他有关即时反馈的研究一致吗?我们倾向于忘记反馈?


我们的研究是首先触及这个具体问题的。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反馈与表现之间有延迟的情况，而且并没有真正深入挖掘获得反馈的人到底有没有看过反馈。我们既可以观察到驾驶者是否查看了自己的得分，又能看到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你觉得这项实验结论可以􏰊展到其他提供实时反馈的领域吗?


我们观察的行为里有一部分可以􏰊展。比如说，检测驾驶状况的手机软件与节食健身软件相似，也可能有一些共通的问题。而且我们强调的结论是“反馈带来的影响不一”，我觉得这个结论肯定适用于其他领域。




该怎么利用反馈才能提升表现，而不是让表现更糟?


我们的一个实验表明，关注自己以前的最佳表现，有助于了解自己如何才能成功，而考虑平均水平带来的影响会比较轻微。所以你要给自己设置一个比较高的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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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MATCH GROUP CEO

在快速变化行业中创新

MATCH GROUP’S CEO ON INNOVATING IN A FAST-CHANGING INDUSTRY

曼蒂·金斯伯格（Mandy Ginsberg） | 文

陈战 | 译 时青靖 | 校 李全伟 | 编辑




在线约会服务公司MatchGroup发展势头迅猛，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断创新——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洞悉人性，开发新产品，让自己的服务更智能，更快捷。






自
 从12年前我开始到这里工作以来，MatchGroup实现的转型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约会网站只能通过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访问。用户必须支付月租费，而且需要很有耐心。他们浏览个人资料并等待回复。在线约会也带有一定的耻辱感，所以如果一对夫妇是通过Match网站认识的，他们经常撒谎说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虽然这些网站在早期已经拥有了基本的匹配算法，但大多数用户都依赖于“开放式搜索”。他们阅读了许多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个人资料，希望找到心仪的对象。

如果你现在向25岁的Tinder或Hinge用户描述这个过程，听起来就像传真机一样陈旧。在过去的10年中，技术和商业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移动电话。它们彻底改变了人们使用产品的方式，现在几乎完全通过应用程序和智能手机运行。这些产品的变化伴随着一种态度的转变:在《纽约时报》周日的婚礼版面，人们现在经常提到他们相见所使用的约会应用程序。研究表明，现在有35%的婚姻始于网络，而我开始在这里工作时仅为3%左右。

变化的速度是我喜欢这个行业的原因之一。每一次转变都让我们彻底地重新思考我们的方法。努力挖掘消费者洞察，并利用它们创造有吸引力的新产品，以此成就我的事业。MatchGroup就是这样一个很棒的地方。也许我从这次经历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公司需要不断创新——在技术，定价，产品特色和商业模式等诸多方面——以保持竞争优势并且不断增长。



三大影响

女性担任大公司CEO的情况并不多见，这就引起了我的反思:为什么自己的成长迫使我去追求这样一种职业。我认为，有三大影响使我成为现在的角色。首先，我在母系环境中长大。我有一位非常强势的母亲，我是三个女儿中的一个，我在达拉斯成长的过程中就读了一所全女子学校。我早期的所有榜样都是女性，对我和姐妹们的追求事业的期望很高。

第二个因素是我参加了竞争力强的足球比赛，并被招募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效力。这所大学拥有美国最强的球队之一。我不是个头最大或速度最快的球员，但我清楚球队的动态，能够认识到队员们的优点和缺点，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方法，以便更好地共同发挥。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当一个人在领导员工和团队经营的时候，这种技能的用处有多大。

三是我在一个非常具有创业精神的环境中长大。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拥有自己的企业。回想起来，我不曾记得任何一位家庭成员守着一份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工作。这种氛围让我明白像企业家一样思考和承担风险能够带来的益处。

大学毕业后，我移居以色列，在一家技术公司工作了几年。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任丈夫。1994年，我们搬到了旧金山，在那里我加入了爱德曼（Edelman）——一家大型公关公司。我在硅谷的科技公司工作了将近五年。在湾区度过的那段时光令人激动不已。我喜欢为高科技公司制定战略营销计划，但是我知道，我想经营一家企业，而不是一直待在营销领域。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继续前进，于是报名参加了沃顿商学院的MBA课程学习。这样，我和丈夫及年幼的女儿搬到了费城。

在我签署学生贷款一周后，丈夫告诉我，他要离开，想要离婚。我的整个世界瞬间改变了。我独自带着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在没有原本预期的支持系统的情况下，参加要求非常严格的MBA课程学习。这是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但是，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后，我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而且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许多终生的友谊和关系。

在我完成沃顿商学院的学业时，母亲被诊断出患有卵巢癌。我想搬回达拉斯，陪伴她和我的家人。在她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我成为一家制造供应链管理软件的B2B技术公司的营销负责人。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岗位，但重要的是，在后来证明是母亲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我应该陪伴在她左右。在那家公司，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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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Group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着几十种约会产品。总部的这面墙上展示了很多成功的用户连接。





两个重要的转变

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就接到了Match的招募电话。公司正在寻找具有营销背景的人来运营Chemistry.com。这是一家初创公司，它与几年前推出的eHarmony竞争。要加入eHarmony，用户必须填写冗长的心理档案，而网站声明的任务不是帮助人们约会，而是帮助他们结婚。因为Match的创立并不是明确地为了寻找配偶，eHarmony导致其形象发生变化:Match被视为一个偶然约会的网站，而eHarmony则是“严肃”的约会。从2006年到2008年，我一直在运行Chemistry.com。这是我的第一份综合性管理工作，我喜欢建设这支团队。我们网站的规模迅速扩大。

但是，即使在Chemistry.com扩展的情况下，公司的旗舰产品Match.com似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2008年，管理层要求我转移到Match.com，尝试重新激活这一品牌。

当时正在进行的两项重要转变对Match.com影响很大。首先，新近加入竞争行列的OkCupid和PlentyofFish开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它们不向用户收取月租费，而是依靠广告获取收入。这种模式吸引了那些对在线约会感兴趣却又不愿意付钱的人，也标志着在线约会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定价，如何通过平台来获利。

第二个转变涉及算法。早期的所有约会网站都有搜索功能，并且都要求用户明确说明他们希望遇到哪种类型的人。但是到了2008年，在分析和理解用户的偏好和行为上，各家公司都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推出了一项功能，Match.com的每位用户都会收到五个“每日匹配”(DailyMatches)，我们会监控人们是否喜欢它们。我们开始聘用更多的数据科学家，并更改我们的算法以便更加密切地跟踪用户的实际行为，而不是他们声明的偏好。例如，如果人们说他们更喜欢与高个子金发美女约会，但是却向身材娇小的深褐色头发女子发送消息，我们的算法应该能够识别，并向他们发送那些能够反映实际活动模式的匹配。因为数据告诉我们用户喜欢什么类型的个人资料，我们也开始鼓励他们发送消息、表示好感或者眨眼，而不仅是仔细阅读个人资料——毕竟，除非有人先伸出手，否则不会发生任何约会。我们开始在电视上做广告，这一举措非常成功，因为它使在线约会看起来已经成为主流方式。

随着这两个转变的发生，我们发起了第三个转变，这成为我们成长的重要推动力。在2009年，Match进行了第一次大型收购，收购了一家名为PeopleMedia的公司。与只运行两个网站的Match相比，PeopleMedia拥有各种各样针对特定人群的小型网站——例如，BlackPeopleMeet.com和SeniorPeopleMeet.com(现在称为OurTime.com)。在线约会依赖于网络效应，因此从理论上讲，一个非常大的网站应该会更加成功，因为它拥有更多的客户。但是，当市场细分为“严肃”和“随意”约会时，我们已经看到了拥有各种目标品牌的优势。现在Facebook和Twitter正在将更多人带入社交媒体，这引发了对网络约会的更多兴趣，特别是来自老年人的。如果在网上认识朋友突然被社会接受，为什么不约会呢?随着我们用户的年龄范围开始扩大，提供能够吸引不同人群的网站变得更加重要。没有人愿意和父母或祖父母出现在同一个约会平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Match还收购了其他品牌，包括OkCupid和PlentyofFish。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运营着数十种约会产品。在收购一个新品牌后，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帮助它成长。

但是毫无疑问，最大的技术转变发生在2008年之后。当时，苹果推出了应用商店(AppStore)。智能手机变得无处不在，大多数约会平台开始从台式电脑迁移到应用程序上。在短短几年内，我们整个行业的面貌被彻底改变了——这一变化主要是由Tinder引发的。



TINDER的创新

2012年，Tinder从Match的母公司IAC创办的孵化器中脱颖而出，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产品组合的一部分。与现有的约会产品截然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是为智能手机而设计的，仅作为应用程序存在。Tinder是基于位置的，因此用户可以看到附近的人，这给约会产品行业带来了自发性。Tinder没有采用移动设备上难以阅读的长配置文件，而是依赖于照片和非常短小的个人简历。其最大的创新在于滑动屏幕:如果你发现某人有吸引力的话，可以向右滑动，反之向左。当两个人互相为对方向右滑动时，Tinder就会通知双方，相互之间有吸引力。如果人们知道这种吸引力是相互的，那么接触起来就会变得更加舒服。这对女性来说非常棒:这是她们第一次能够过滤潜在的匹配对象并自主选择交谈对象，而不是获取未经请求的信息。

Tinder在多所大学推出了其产品。它在大学生中传播开来，其增长速度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在Tinder推出之前，30岁以下的人进行网上约会的相对较少。如今，Tinder已经拥有数千万用户，其中大部分介于18至25岁之间。使用它的年轻人往往也会使用两三个其他的约会应用程序，这使我们拥有品牌组合的策略变得更加强大。

大多数的约会应用程序，包括Tinder，已经转向“免费增值”或付费墙战略。注册是免费的，用户可以使用基本功能。他们可以选择付费以获取高级功能，例如看到谁喜欢你或者去另一座城市选择。2018年，Tinder的收入超过8亿美元，表明许多人愿意付费来使用这些功能。



[image: ]




如果我们创造的某个功能在某款应用程序上运行良好的话，我们会推广到其他品牌中。我们的竞争对手中也存在大量的模仿和抄袭，这导致很难一直维持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采取措施来保护知识产权。2017年，我们为Tinder的一些关键功能申请了专利，从那时起，我们就不断地采取措施保护那些知识产权。(编者注:Match已经对一款由Tinder最初的员工创建的约会应用程序Bumble提起诉讼，指控其侵犯专利权。Match还与使用滑动方式的其他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



下一阶段的增长

截至2017年，我已经负责了Match的一些最大的品牌，董事会让我担任CEO。现在，我花费大量时间努力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对我们产品的需求，以及如何创新以便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

目前我们正在制定几项新的战略，并且期待这些战略推动下一阶段的增长。我一直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将我们的行业称为“在线约会”，其实并没有人真正在网上“约会”——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会面对面交流。很多时候，当人们真正见面的时候，在网络上点燃的火花就会消失。我们行业正在不断地寻找圣杯的方法，以便利用技术来更好地预测互相吸引是否会在现实生活中持续存在。如果在线约会公司可以减少约会失败的数量，客户们可能会更加满意。

实现这个目标，视频是最好的工具之一。如果你不习惯通过视频与他人交谈，可能会让你感到很尴尬。但是你已经习惯了。我们公司广泛使用视频通话——可以说，我现在90%的工作电话都是通过视频完成的。当你能够看到对方时，你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们——他们的举手投足、幽默感以及自信。使用视频进行在线约会并不是什么新想法。几年前，我们就拥有一个允许用户发布视频的约会平台。人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在很多长达十分钟的视频里，有的人只是大声朗读书本上的内容。那样做并没有什么用处。但是，现在的市场能够更好地使用视频。千禧一代在Instagram和Snap上发布自己的视频，因此他们自然会很习惯这种方式。我们已经开始允许用户在Tinder上发布视频片段，这些用户往往比较年轻;对于我们的品牌，用户的年龄往往比较大，不太喜欢发布自己的视频，我们正在努力寻找更为自然的方式把他们的个性通过视频展现出来，同时又不会让他们感到尴尬。考虑到这个行业惊人的变化速度，我无法想象五年后如何在这些应用程序上使用视频。

我们也在在线约会还不太成熟的国际市场上扩张业务。亚洲各地的市场一般都有很多年轻的拥有智能手机的单身人士，而且那里约会的惯例在不断地发展。对于我这一代的印度人来说(我现在40多岁)，包办婚姻是很常见的。不过，那也在改变。事实上，我的第二任丈夫是印度人，他是家庭中第一个放弃包办婚姻的人。在日本，直到最近，在线约会依然被视为耻辱的事情。我们收购了一个名为Pairs的品牌。这是日本严肃约会的顶级应用程序，而且一直在快速增长。展望未来，这些市场对我们来说非常令人兴奋。

MatchGroup的规模很大，而且专业技术力量雄厚。我们正在努力运用这些优势，争取比竞争对手更智能、更快捷。我们需要不断创新，因为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世界上有一种叫孤独的流行病。人们开始了解它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解决它。即使在技术驱动的社会中，人们也渴望亲密的联系，无论是结婚还是仅坐在一起喝喝咖啡。我们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这些联系。已经证明，寻找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是很有成就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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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白领犯罪

WHITE-COLLAR CRIME

保罗·希利 乔治·塞拉菲姆 | 文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让公司远离丑闻

HOW TO SCANDAL-PROOF YOUR COMPANY




严格的合规制度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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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尽管政府强令企业投资遏制白领犯罪的制度，但数据和轶事证据显示，这类犯罪的数量仍在上升。




原因


大量研究表明，真正的罪魁祸首并非制度，而是低下的领导力和漏洞百出的企业文化促使员工不惜一切创造业绩。




解决方案


领导者应公开表示犯罪会伤害组织中所有人，在惩罚犯罪者时做到一视同仁，雇用正直的管理人员，创建降低非法或不道德行为出现几率的决策流程，以及倡导透明化。






20
 16年夏末，富国银行(WellsFargo)零售银行业务部员工被指控开设100多万个未经授权的账户，违法销售数千种产品。丑闻爆出后，轰动全国。富国银行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9月8日，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及美国货币监理署、洛杉矶市县)对富国银行罚款1.85亿美元，而在更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曝光后，富国银行本应被追加10亿美元罚款，最终理赔5.75亿美元。到该年9月末，公司股价下跌了13%，资本总额减少约200亿美元。尽管股市大幅上涨，但公司依然停滞不前。约翰·斯坦普夫(JohnStumpf)于10月辞去CEO一职，零售银行部总监卡莉·托尔斯泰德(CarrieTolstedt)已在7月宣布退休，而董事会强行没收了这两人高达数千万美元的工资。四名零售银行业务部的高管也因故被辞退。富国银行的声誉遭受重创——这是这家160年机构的耻辱。

尽管富国银行拥有受董事会监督的控制和风险管理系统，但在零售事业部内部，不当行为比比皆是。哪里出了问题?董事会委托的调查发现，扭曲的企业文化、分散的组织结构、低下的领导力都是罪魁祸首。事后分析显示，许多非法行为都因员工迫于压力，为完成与奖金和晋升挂钩的激进销售目标，不得已而为。管理层已经收到足够预警信号:从2000年到2004年，员工利用销售和薪酬目标投机取巧的案例数量增加十倍;2011年《华尔街日报》和2013年《洛杉矶时报》刊登的评论文章对新账户、销售人员的压力和不断上升的员工流动率提出了质疑。但零售银行的领导层将问题归咎于少数无良员工。斯坦普夫习惯于听从各事业部意见，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种解释。

然而，富国集团的遭遇并非个案。白领犯罪，如诈骗、挪用公款、贿赂和洗钱，已经破坏了众多公司巨大的股东价值，包括阿尔斯通(Alstom)、奥迪布里切特集团(Odebrecht)、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劳斯莱斯、西门子、特利亚(Telia)、梯瓦制药(TevaPharmaceutical)、Vimpelcom和大众汽车等。损失总计高达数十亿美元。公司可能面临严重法律处罚:西门子被罚款16亿美元，奥迪布里切特35亿美元，大众汽车约合200亿美元。还有商业成本:管理层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来收拾残局和协商解决方案，无暇考虑如何击败对手;声誉受损;销售、利润和股价均受影响;员工参与度和生产力下降;员工流动率上升。华盛顿大学乔纳森·卡波夫(JonathanKarpoff)等人的研究显示，法律罚款和这些费用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

对备受瞩目的案件和公众日益关注的问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已要求企业加大力度，制止不法行为。因此，现在几乎每家跨国公司都在合规方面投入巨资，并支持对员工不法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但实际上，仅仅加强监管和控制并不能保证及早发现或避免犯罪行为。轶事证据和数据都表明，白领犯罪不仅仍旧猖獗，事实上数量还在不断上升。普华永道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228个组织中，49%都表示曾经在前一年经历过经济犯罪和欺诈(2009年调查中，这一数字为30%)，一半以上犯罪者是“内部人士”。与此同时，媒体频频爆出白领犯罪新闻，比如高盛(GoldmanSachs)员工在马来西亚诈骗数十亿美元，德意志银行(DeutscheBank)帮助客户将非法收入转移到避税港，空客(Airbus)在合同签订方面涉嫌腐败。

但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无效的监管和合规制度，而是领导力低下和企业文化有漏洞。

我们的研究的确显示，很多受重大丑闻打击的公司控制系统和同行并无二致，而且像富国一样，都早早收到了即将出现问题的预警信号。但在这些公司中，不惜一切创造业绩的文化胜过了对目标实现方式的担忧。

过去十年中，我们研究了白领犯罪，并探讨公司如何创建阻止白领犯罪的环境。我们使用了公司内部的数据，以及普华永道、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成立于1993年的反腐败非政府组织)、世界银行、猎头公司等组织所做调查的数据。总之，我们研究了数千个组织以及个人数据。此外，我们采访了十家公司的50多名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他们所在组织都经历过丑闻风波。我们在研究中一次又一次发现，虽然合规制度很重要，但领导层的作用是关键——他们决定了组织对预防犯罪的态度，以及发现错误行为时的回应。但高管往往失职。

我们在采访时听到一种普遍看法:在多数曾因违法行为而被大肆报道的公司中，高管并不认为这些事件应亲自处理，或说明组织中存在严重问题。相反，他们将这些极其罕见的事件归咎于“几个坏家伙”，坚持认为错误不可避免。尽管领导者承认投资合规制度的重要性，声称自己期望员工诚信行事，但他们通常将最多注意力用在超过竞争对手和博得投资者称赞上，而非维持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高标准。更糟的是，太多领导者忽视了不正当商业行为，或选择不重罚被发现有商业欺诈行为的员工。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会蔓延到员工群体中，让他们产生一种“敷衍塞责”的心态:只关注达到培训和报告的要求，但没有内化合规计划灌输的标准。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那些在打击员工违法行为方面卓有成效的领导者，会积极参与制定公司的社会规范和管理不当行为的风险。他们会传递一条明确信息:犯罪伤害到组织中每一个人。在惩罚犯罪者时，他们不会破例。他们招募和提拔重视诚信的管理者，创建的决策流程会降低出现非法或不道德行为的几率。最后，他们会加倍努力，确保在腐败国家的交易也保持透明;积极制止本行业的肮脏行径;支持强化公司问责制和诚实商业行为的社会机构。



传播“犯罪不会有好结果”的理念

我们的研究有两个惊人发现: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业务很少或根本不会增加公司利润，而且一旦犯罪曝光，公司上下——不仅仅是犯罪者，他们的上司和CEO——都会遭殃。领导者必须了解这一点，并在整个组织中传播该理念。


非法收购的业务盈利并不多。
 跨国公司领导者在公开场合称，他们的公司不容许腐败。但如果组织中有人在反腐败法执行力度很弱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直接还是通过当地合作伙伴)行贿，很多领导者会视而不见。他们解释说:“我们别无选择。不行贿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些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并将蒙受经济损失。”

事实却是另一种情况。西门子和SNC-Lavalin就是两个典型例子。这两家工程和建筑公司在过去12年里都曾被控犯有行贿罪，其高管告诉我们，事后审计发现，涉及非法付款的交易利润出乎意料的低。这主要是因为贿赂费用太高——高达合同价值的10%。这两家公司的经历似乎是常态，而非

例外。我们在研究中调查了480家跨国公司的财务状况，而透明国际在2006年评估了这些公司在年度报告和网站上披露的反腐败制度和活动。我们比较了它们从2007年到2010年的业绩，同时控制了行业、东道国、股票上市等相关因素，最后发现，在监管不严的地区，反腐败评分低的公司年收入增长率会比评分高的公司高出5%。但评分低的跨国公司在监管不严的地区销售增长的利润率比评分高的公司低。利润率的差额与在这些地区行贿的费用相当。

非法获得的业务带来的额外销售增长也不会提高股东价值——即便贿赂未被发现。我们利用标准估值模型发现，在监管不严的地区，评分低的公司通过额外销售增加的股东价值被较低的利润率抵消。当然，如果腐败行为被曝光，公司声誉就会受损，股价也会受到冲击。这个风险可不小:我们调查从2007年到2010年的数据时发现，反腐败评分低的公司在媒体上被爆出丑闻的可能性要高出28%。


无人幸免。
 犯罪者显然在财务和职业发展方面都付出了代价。但不太明显或不被广为人知的是，与犯罪无关员工受到的牵连。我们研究了2000多名曾换过雇主的高管(C级别高管以及各事业部和职能的主管)，发现如果他们从爆出过犯罪丑闻的公司跳槽到新公司，薪酬会比同级低近4%。这种工资差距长期存在，导致受牵连高管财富大幅缩水，包括那些在丑闻爆发前离开公司和完全没参与犯罪的高管。层级越高，高管因污名而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年薪差距达6.5%;女性和在有强大监管和治理系统的国家办公的人同样要付出更大代价，年薪差分别为7%和6%。

以上所有调查结果(更不用提法律惩罚商业成本)都足以说服领导者申明个人立场，反对腐败。他们应利用我们和其他人的研究数据，向所在组织的员工表明，公司及其自身职业生涯都会因犯罪而蒙受巨大损失，打击犯罪是每个人的职责所在。

当然，领导者也必须认真对待员工对不当行为和绩效压力的担忧。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品行端正的员工会发现周围环境促使自己表现恶劣，或容忍逾矩行为。这似乎并不难理解，但我们发现，在太多情况下，领导者不会就眼前关切采取行动。富国银行董事会委托的丑闻事后分析发现，自2007年开始领导零售事业部的托尔斯泰德不喜欢被挑战或听到负面信息;她恐吓零售银行的员工，甚至高级经理。总行CEO斯坦普夫尽最大力量减少外界对零售银行不当行为的疑虑，这种关切于2002年、2004年和2012年到2014年间陆续被提出。《洛杉矶时报》2013年刊登相关评论文章时，斯坦普夫和董事会未能认识到客户受到的全部伤害，也没有对指控进行充分调查。尽管在托尔斯泰德领导之下，不当行为的报道持续不断，富国银行的首席独立董事和董事会的风险委员会主席在2015年末也提议解雇她，但斯坦普夫还是继续支持她。

保证举报措施有效实施十分关键。我们的同事尤金·索缇斯(EugeneSoltes)近期研究发现，20%的举报热线不能正常运行，内部管控不严的组织不允许匿名举报。领导者应尊重，或至少保护举报者，他们往往因为“出卖”犯罪者而受到管理者及其同事的不公正对待。即便以重金奖励举报行为(可能要花费数年时间收集证据)，这些钱和举报的高昂代价相比，依然显得微不足道。毕竟，你会失去人际关系，个人和家庭承担压力，也很难找到下一份工作。

最后，领导者必须明确告诉员工自己不能容忍的行为。我们在西门子和SNC-Lavalin所做采访表明，对于在严重腐败国家经营的销售和商业伙伴而言，这两家公司的高管没有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商业行为之间划分明确界限。某位西门子高管告诉我们，员工从经理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拉到业务就行——我不需要知道你怎么拉来的。”

相较之下，现在看一下某大型制造企业在经历欺诈丑闻后，为表明对此类行为的态度所采取的措施:公司委托哈佛商学院撰写关于此事件的案例，在内部培训课程中使用该案例，从而帮助管理者诊断问题原因，并集思广益，找到避免相似事件发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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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心

领导者必须果断回应犯罪行为，对所有犯罪者都一律予以开除并采取法律行动，才能让每个人都明白，他们决不容忍违法行为，而且说到做到。然而，轶事证据和我们的研究都表明，很多领导者未能做到这一点。

西门子允许在意大利被抓到行贿的管理者带着全额退休金退休，同时向负责监督相关合同的离职CFO支付了160万美元的安置费。#MeToo运动关注女性面临的性骚扰和侵犯问题;在被曝光的大量案件中，公司领导者(有时是董事会)允许涉案男性高管留任，尽管有多项指控称他们曾侮辱女性员工。罗马天主教会领袖从轻发落了被控猥亵儿童的神职人员，比如将他们调到其他教区，而非开除或支持起诉他们。

为调查这种放任现象在商界是否普遍存在，我们分析了公司对白领犯罪的惩罚。我们所用数据来自普华永道2011年对曾经历犯罪的公司的调查，涉及犯罪性质、惩罚措施和对主犯的人口统计。在给出回复的3877家公司中，有608家称当年发现了员工参与白领犯罪。我们在查看各公司报告的最严重犯罪时发现，42%的主犯已被开除或离开了组织，并面临法律诉讼;46%的人被开除，但没有被起诉;13%的人仍留在组织中(有人接受调动或警告，有人没有)。对犯罪者采取法律手段的比率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起诉白领罪犯的实际挑战:仅有个人实施犯罪的证据还不够;你还要证明，他们蓄意犯罪或者了解不法行为。考虑到可能的惩罚和声誉风险，公司律师往往建议高管不采取任何法律手段，私下辞退犯罪者。

然而，对犯罪者的宽大处理会向潜在罪犯发出这样一种信息:犯罪有利可图或没有风险。此外，诚实员工的士气会被打击。在几家受犯罪困扰的公司中，我们采访的员工表达了对领导层的失望，因为他们并未撤换被控行为不当的管理者。员工称，这打击了士气，一些人还为此辞职。

我们的研究还有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惩罚措施有偏差。我们对普华永道的数据分析控制了犯罪类型和严重性的变量，初级管理者或员工中的犯罪者面临法律诉讼和解雇的可能性高出了24%。即便高管和初级经理犯下类似罪行，前者更可能接受警告或内部调动，而后者被解雇的可能性更大。

无疑，领导者解雇高管的意愿更低。他们觉得，高管和客户的关系更紧密，或专业能力强，很难被取代。但我们通过调查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待遇，发现这些原因不足以解释问题，任用亲信和偏心也是重要因素。女性高管在非正式的男性社交网络中往往被当作外人，也不太可能与决定惩罚措施的男性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相比犯下同类和同等严重罪行的男性高管，女性高管受到的惩罚更严厉。

如果公司在人才市场存在性别严重不平等问题的国家经营，比如印度、土耳其、中东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意大利，相比男性高管，女性高管更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我们还发现，如果公司内部管控不到位，也没有向监管机构报告犯罪行为，惩罚措施更可能出现偏差，而女性高管受到的惩罚会更严厉。

最容易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制定并严格执行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惩罚政策。这就是埃里克·奥斯蒙森(ErikOsmundsen)在挪威废品管理公司NorskGjenvinning(简称NG)所采取的措施。他在2012年就任CEO后，着手解决公司内普遍存在欺诈、偷窃和腐败问题。他打造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包括“做个负责任、不走捷径的企业家”和“在公司和社会中都做好团队合作”。这些价值观转化成每项工作的具体行为守则，所有员工都要遵守。接下来公司安排了为期四周的赦免期;在这一期间，员工可供认自己所做或目睹的违法行为。此后，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违规行为受到惩罚。总共约有170名运营和人力经理(约占公司总人数的一半)在之后的18个月里相继离开。大多数选择辞职，有些人则是被辞退。(详见本期“从有组织犯罪到员工暴怒，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文。)



招募素来为人正直的领导者

如果你的公司因系统性犯罪备受困扰，要改变这种文化，你需要聘请有诚信美誉的新领导者。若行业本身腐败成风，你可能要雇用其他行业的高管。他们会有不同视角，还可能撼动当前格局。

西门子用制药行业的高管彼得·勒舍尔(PeterLöscher)换下了在贿赂调查期间辞去CEO一职的柯菲德(KlausKleinfeld)。根据公司发出的新闻稿(此类声明很少见报)，任命勒舍尔一个关键原因是，“他诚实正直”。勒舍尔清楚，改变西门子的文化极其困难，于是他从外部聘请了几位曾与自己共事且品格正直的高管。其中包括担任首席合规官的安德里亚斯·波尔曼(AndreasPohlmann)和任总法律顾问兼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彼得·索姆森(PeterSolmssen)。这两人和担任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杜裴然(BarbaraKux)，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确定方案，着手解决公司问题并改革企业文化。(详见《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11月刊《西门子CEO:不要错过危机带来的机会》一文。)

NG的问题在废品管理行业很常见，于是奥斯蒙森决定通过外部招聘，吸收来自建筑材料、铝业、零售、石油天然气和软饮公司的人才，为公司注入新鲜血液。为说服更多人加入NG，他这样描述公司的愿景:追求创新废品管理方法，对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让公司成为模范绿色企业。虽然短期内员工流失影响了公司的财务表现，但不到三年，NG不仅财务状况好转，并将迎来下一波利润更加丰厚的增长。



要求员工以团队的形式做出艰难决定

挪威能源公司Statoil(最近更名为Equinor)在安哥拉建立一定市场影响力后，高管和董事会发现，员工可能被迫在当地参与行贿。(透明国际将安哥拉列为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为减小员工屈从的可能性，公司领导者命令员工以团队形式做出决定。这种流程的制定可直接追溯到Statoil之前在伊朗的经历。2004年和2006年，由于在伊朗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得合同的行为，Statoil同意分别在挪威和美国支付罚款，虽然公司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罪。某高管告诉我们，从那次丑闻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如果员工能自行做决定，就很有可能走捷径和做错事。

以团队形式做出艰难决定要求所有成员进行开诚布公地讨论，但这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员工必须相信，团队中其他成员会全心全意倾听并重视自己的意见，而且公司领导者会支持团队的决定，即便公司会为此蒙受财务损失。如果领导者不能建立这种信任，仅仅将决策权交给团队就不太可能解决问题。我们哈佛同事艾米·埃德蒙森(AmyEdmondson)的研究表明，只有强势的领导，才能创建出让员工有心理安全感的环境。领导者必须在整个组织中积极促进他们期望的员工行为，比如表明员工完全可以提出尖锐问题和反对观点，赋权一线员工直言不讳地向上级反映潜在问题的迹象，以及承认自己对某一课题或专业领域的无知。



倡导透明化

在Statoil被控行贿后，当时的新任CEO赫尔吉·伦德(HelgeLund)决定，公司将公开披露为获取外国自然资源而向当地政府支付的款项——这在采掘行业还未有先例，但这是监管机构和公共利益集团一直以来提倡的做法。该决定向员工发出强烈信号:公司将不再接受过去的经营方式。

领导者还可以通过支持负责调查和举报腐败的组织，向员工表明，公司的经营方式应合乎道德，对此他们态度坚决。这些组织的工作促进了公平竞争，加强了公众对查明和惩处商业犯罪的信心，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进而刺激了经济发展。

Statoil是《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的创始成员之一，该计划旨在将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合力减少资源丰富国家的腐败现象，并提高石油、天然气和采矿公司在当地支付款项的透明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计划的参与者稳步增加。早期的EITI报告提供了有

关公司支出款项和国家收入的汇总信息，近期报告则通常提供公司付款情况的详细信息。集体行动似乎将一切带入正轨:我们的实证研究分析了来自186个国家超过十年的数据，发现加入EITI的国家腐败现象显著减少，其中腐败水平偏高的国家尤为如此。

西门子的勒舍尔和索姆森与竞争对手、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集团接洽，说服他们进行更广泛的改革。2009年，西门子与世界银行就过往不当行为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公司同意在15年内投入一亿美元，支持通过集体行动、教育和培训打击腐败的组织和项目。到2017年底，公司已为55个项目拨款7300万美元。此外，西门子还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联手打击腐败计划(PACI)成员，参与该计划的共有87家大公司。

透明国际和世界银行都在积极教导公司和公众，并为其提供必要知识，世界银行更是在1996年就创建了反腐败计划。这些组织支持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定期就各国对公共部门腐败程度的看法对其进行评级。

另一扮演重要角色的机构是媒体。除了几大新闻媒体，一些报道腐败问题的较小组织正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举例来说，全球反腐日志(TheFCPABlog)发布新闻、评论和研究结果，帮助合规专家和公司领袖等人了解反腐败法律如何执行、腐败如何产生以及个人和组织会受到哪些影响。俄罗斯有阿列克谢·纳瓦林(AlexeyNavalny)经营的RosPil，该非营利组织有一小队律师负责调查和举报潜在腐败事件。印度有拉梅什和斯瓦蒂·拉曼纳森夫妇(RameshandSwatiRamanathan)创建的ipaidabribe.com网站，如果有人被要求行贿，他们可以通过该平台举报。

伯尔尼大学的艾莫·布鲁奈蒂(AymoBrunetti)和日内瓦国际研究所的比阿特丽斯·韦德(BeatriceWeder)的研究可证明你可能会期望的结果:新闻自由可遏制腐败。但新闻自由正遭到攻击:对媒体的敌意不仅限于专制国家，已经蔓延到民主国家。每年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ersWithoutBorders)称，对媒体的威胁和非法化在民主国家正日益严重。对打击腐败态度坚决的企业领袖能够也应该给记者支持，公开承认媒体合法性并在记者受到攻击时维护他们。




大型组织还将继续犯错。
 世界太混乱，人类非圣贤。但如果领导者创建的文化鼓励员工以合乎道德和法律的方式办事，就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公司受到丑闻冲击，并提升在违法行为后重回正轨的能力。要确定正确基调，领导者必须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都坚持高标准并以身作则。

太多领导者不能坚持强调诚信组织的重要性。他们要不在合规制度上投资不足，要不对风险管理抱着敷衍塞责的心态，将自己的职责委托给律师和会计。危险信号得不到重视，而一旦犯罪被发现，整个处理过程都在私下进行，处理方式也不公平。这些领导者对自己行为的辩护理由包括:

“腐败是行业通病，我们解决不了”“在这些国家就要这么做生意”或“失去这些业务对我们来说代价太大”。

相比之下，其他领导者则设立高标准并做到言行一致，而他们中很多人也在高风险国家或粗放行业经营公司。他们建立完善的合规制度;支持培训项目、绩效反馈和举报制度;创造给员工有心理安全感的环境，让他们大胆指出问题所在;联合同行，共同打击腐败。我们的研究表明，有这种领导者的组织不会因诚信问题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虽然这些组织的增长可能赶不上那些不太正直的同行，但利润率更高。

诚信组织还有一些不太为人们广为讨论的好处。很多员工之所以选择在高风险国家和行业中的诚信公司工作，是因为认同这些公司的价值观。诚信公司及其领导者受到客户、监管机构和社区的尊重，也更可能实现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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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何处最容易

出现诚信缺失？

WHERE IS YOUR COMPANY MOST PRONE TO LAPSES IN INTEGRITY?

确定危险区的简单调查

尤金·索缇斯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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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型组织都有诚信漏洞
 ——这些危险区域中被视为合理的行为已经偏离了领导者设定的规范。攻击性语言、过于激进的销售行为或利益冲突等危险可能被忽视，甚至被默许。这种漏洞不仅危及公司声誉，还会带来监管和责任风险。

很多公司领导者只能在问题演变成危机并面临政府干预或诉讼之后，才意识到诚信漏洞的严重性。董事会成员往往被打个措手不及，纳闷“为何我们没早些发现问题”或“难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以及问题有多严重了吗”。合规和道德计划本应是预防此类危机的关键，但项目管理者总在弥补过错，而非在问题扩大和蔓延前就战略性地根除问题。但幸运的是，公司领导者可通过建立日常数据收集系统，提前发现并消除风险。

出现诚信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对于有多个办公地点的组织而言，不同规范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很大，确定统一标准和期望会非常困难。比如安永在对商业欺诈行为的全球调研中发现，瑞士的高管都不同意虚报财务业绩。但同一调查发现，超过1/4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经理愿意参与此类诈骗。对犯罪的态度和道德原则还会因人口结构而异。安永的调查显示，年龄在35岁以下的员工中，1/5的人认为，在经济低迷时期为帮助企业生存下去而用现金行贿，并不构成犯罪，但35岁以上的人中，只有1/8的人持同样看法。

在计划寻找文化中的诚信漏洞之前，组织应接受以下两件事:

首先，你的公司现在就有一些不当行为。我查看了三家创新《财富》100强公司(没有一家近期面临民事或刑事指控)通过多种内部举报方式收集到的数据，发现，每家公司平均每三天就会出现一次违法行为，比如贿赂或金融欺诈，并可能因此遭到监管处罚。虽然这三家公司因规模庞大，频频遇到多种问题，但也拥有我见到过的最稳健有效的控制系统之一。这些公司的违法事件比新闻报道的要小得多，但这也说明，即便是在合规制度上投入巨资的公司，其内部也会有一些渎职行为。

其次，大量不当行为不会被内部举报。公司领导者通过传统渠道了解到的违规行为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而这应当引起领导者的警惕。尽管有些律师认为，公司不应主动查出不当行为，因为这些违规操作可能变成对公司不利的明证，但“无知是福”(ignoranceisbliss)并非可持续的经营方式。在这个时代，如果员工认为领导层忽视问题所在，就可能直接通过媒体或监管机构提出指控。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因此任由诚信漏洞无限扩大是极其不明智的选择。

收集证据以查明漏洞

如果你承认组织中存在诚信缺失的问题，那么如何确定漏洞在哪里呢?靠提问就可以了。

随机让员工回答一份简单问卷，你就能大致了解到高层领导可能没有注意到的行为，这也有助于你发现问题所在。问卷有以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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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要问询的不当行为种类会随着商业模式和面临风险的变化而不同，但上述问题包含了最可能出现问题领域的案例。不同组织以及其内部分组对这部分调查的反应会有很大差异。我曾看到有些公司中，只有不到0.5%的员工称观察到某些类型的可疑行为，而在其他公司的地理区域和职能分组中，这一数字可达10%或更高。

在分析调查数据时，你要专注于寻找诚信问题，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举例来说，某高管可能经常说一些在法律上不构成性骚扰的话，但仍会让员工感到很不舒服。或者某员工可能认为自己亲眼看到了一笔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支付款项，而实际上这笔款项符合法律规定。这些问题仍值得关注，毕竟任何在员工看来有违法律的行为都会影响职场士气，而且经常是更严重不当行为的前兆，而这些行为可能演变成法律或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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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特别是关注法律的高管，有时会错误地以为，公司贯彻的行为准则能够要求员工举报自己看到的所有违规行为。但事实上，对很多员工来说自己只是在例行公事。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往往说明了行为准则和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

盖特纳(Gartner)咨询公司常受托调查公司员工对组织文化的看法，发现不同类型违规行为的举报率相差很大。员工最可能举报盗窃公司财产或会计违规;46%的人发现盗窃案后会举报，41%的人发现会计欺诈案后选择举报。然而，其他案件的举报率则低得多，比如不正当礼物的举报率只有27%，而利益冲突为34%。值得注意的是，盖特纳的数据显示，所有违规行为，不论是人力、销售，还是监管方面的违规，平均举报率都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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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不举报不当行为的可能原因很多。他们可能害怕报复，不愿牵涉其中，因为案件涉及朋友而感到矛盾，或担心曝光不当行为会影响公司目标或财务表现。害怕报复的情况最普遍，而公司内部所做调查中，10%到30%的员工将其列为主要担忧的问题。

举报的阻碍多是体制问题，这要求对员工担忧的原因有一定了解。其他阻碍，比如不愿牵涉其中，说明举报流程本身(或至少如传言所说的那样)复杂且低效。努力减少这种担忧的公司可提高举报率。金佰利(Kimberly-Clark)的领导者在近期内部预实验中，找到曾匿名举报诚信问题的员工，询问他们是否觉得举报流程是公平的以及是否会向同事推荐。值得注意的是，合规高管没有问举报问题的员工是否同意调查结果;相反，他们强调的目标是，改进流程，确保员工知道自己的意见得到组织的重视和尊重。金佰利还基于反馈，改进举报流程的员工沟通和培训方式。

要得到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组织可发给员工一份简单的“听诊”调查，或将调查融入日常合规培训中。重要的是，数据收集应匿名进行，也就是说，举报者不必透露姓名或身份，可以直言不讳。即使在收集员工(假设每个分组中都有几十个人)位置和级别等无法识别的元数据时，公司也可以保持匿名。管理者从这些信息中能了解到本组织有哪些地方需要多加留意。为确保员工信息保密，很多公司都聘请第三方顾问进行调查，并仅允许内部合规、法律和审计团队查看员工数据。



从数据中获得洞见

这一简单调查收集的数据给了我们三种洞见:


聚焦哪里。
 确定诚信漏洞出现的具体位置(包括地理和职能两方面)极其重要。通过分析这些领域中违规行为的数据，公司可以找到产生不当行为的原因，并制定解决相应问题的策略，比如重新设计激励机制、创建新管控系统或开展培训等。

在查找漏洞方面，HR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持续调查，才能揪出“坏家伙”并将他们和守法员工区分开来。违规行为往往出现在那些最敬业、最成功的员工身上。这些人甚至可能特别容易就做出某些不当行为。比如业绩出色的销售人员如果在季度末还未能按时完成预算，在销售账目上做手脚的动力会更大。这就是为何数据收集应当全年在不同员工群体中间定期进行。理想情况下，每季度都对一组随机抽选的员工进行调查。


让员工表达担忧的更佳方式。
 显然，不同国家、办公室，甚至不同团队的规范都大不相同，而要弄清不同规范之间的区别以及应对策略，也是一大挑战。某大型消费品公司通过上述调查方式，很好地应对了这一挑战。公司从员工调查结果中了解到，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害怕受到专制政府的监控和报复，那么这里的员工也很难决定是否拨打当地诚信热线。为让他们更放心地讲出自己的担忧，公司在英国为他们创建了一个免费电话号码。


冰山的真正体积。
 为预防不当行为，你必须了解冰面下不断扩大的问题。但你通常很难知道合规流程(如热线)和其他内部管控系统漏掉了哪类问题。调查数据可帮助公司更准确地预估组织内不当行为的实际数量，以及未被举报的不当行为数量。最终，这种模型会帮助高层领导者更清楚地了解，那些他们可能从来都不会注意到的诚信问题和违规行为。




很多领导者
 都宣扬公司对诚信的重视，称员工应认为自己有权在看到可疑行为时，大胆说出问题所在。但最卓越的领导者不只是说一些漂亮话。相反，他们通过收集数据，监控并评估组织是否真正遵守了自己的道德标准。维持公司的诚信文化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而衡量进步的最佳方式是有效管理进步。领导者可通过数据抢先确定新出现的漏洞——数据是在公司问题演变成新闻头条前，提前遏止这一趋势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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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索缇斯
 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Jakurski家族教席副教授，他的研究关注企业不当行为。





聚光灯 SPOTLIGHT




对话Norsk Gjenvinning公司CEO埃里克·奥斯蒙森


“从有组织犯罪到员

工暴怒，我们遇到

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 WE WERE COMING UP AGAINST EVERYTHING FROM ORGANIZED CRIME TO ANGRY EMPLOYEES ”




埃
 里克·奥斯蒙森2012年就任挪威最大废品管理和回收公司NorskGjenvinning（NG）CEO时，认为本行业进行整合、专业化和国际化扩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回收利用运动带来巨大商机。但奥斯蒙森没有意识到，挪威的废品管理行业和世界各地一样，都是腐败丛生。（2011年，他在一家收购NG的私募股权公司担任外部财务顾问。）现年50岁的奥斯蒙森在掌舵NG后很快发现了公司的问题，决定在公司中宣扬道德规范，并以此树立行业楷模。近期他接受《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史蒂文·普罗凯西（StevenProkesch）的采访，谈到了他如何领导本次改革。以下是本次对话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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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
 你怎么发现，NG和废品管理行业都受到腐败问题的困扰了？



奥斯蒙森：
 我实地考察了一段时间——到一线直接接触我们的员工、客户、竞争对手和供应商。虽然我遇到的员工都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但腐败、非法处理废品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们发现了挪用公款、内部和外部欺诈行为。还有一些非法活动——犯罪者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为之，而是因为行业的传统做法即如此。

这段时间里，我和非执行董事长达成共识：我们要在晚上频繁联系，讨论白天发生的事。后来董事会还就此事召开会议，表示：“只要你们对公司的事保持完全透明，并创造出竞争优势，我们就全力支持你们。”我们的董事长是收购NG的私募股权公司Altor的合伙人。他坚信，我们不仅要考虑整顿公司和行业的短期成本，还要权衡从中获得的长期收益。

于是我们决定，首先，我们必须对公司的发展有积极向上和能够鼓舞士气的规划，因为我们需要激励将重建公司的人。我们的愿景是，NG将成为循环经济（即循环利用所有废品的经济）中的领军者。




你是如何改变员工行为的？


虽然当时我们1500名员工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未涉嫌腐败，但我们还是要改变公司的基础文化——走捷径成为常态，因为“一直以来都如此，其他人都这么做”。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开始提出新的价值观，其中就包括在商业运营和道德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道德责任意味着不走捷径，不做违法的事。商业运营意味着真正了解客户，以负责任的态度创造和捕捉更多价值。另一价值观是主动促成变革，最后是有团队合作精神——在团队、公司乃至社会中都如此。

接下来，我们将这些价值观转化成各项工作中非常具体的行为准则。比如作为司机，你有哪些能做和不能做的事。然后我们让每个人都正式同意遵守这些准则，但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人不想在协议上签字，还有些人则持怀疑态度。

与此同时，我们宣布公司会安排为期四周的赦免期，让所有员工披露违法和不道德行为。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你主动提供信息，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证你不会被起诉。只要你保证不再做这种事，就能继续留在这里工作。”不过，我们很清楚，任何严重问题都必须上报给当局。赦免期的意义是划清界限。四周的时间一结束，我们就表明：“现在公司对故意违法行为零容忍。”很多游走在边缘或灰色地带的人不是被炒鱿鱼，就是被要求辞职，或者他们自己离开。




之后你们做了什么？


我们每周推行一套合规和控制系统，比如内部和外部举报制度；利用尖端技术进行背景调查，查明谁和谁之间有经济利益关系；开展黎明突袭（dawnraid），检查库存清单的申报价值是否属实。我们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为本行业的控制系统设立了新标准。我们有一位优秀的合规官，负责监督新系统。

赦免期结束的18个月后，职位最高的70名运营经理中有44%的人离开了。正常情况下，员工流动率是15%左右。大部分人是自愿离职，但也有部分人因解约而离开。此外，约有一半的公司高层和部分经理职位出现人事变动。在我就任CEO时，高层领导团队中有八位成员，后来只有两人留在NG工作。但最大的问题还是运营经理的流失。大多数人去了竞争对手那里，还带走了自己的客户资源。你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替换他们的人才，所以那段时期非常艰难，但也为留下的人创造了全新的环境。有人说：“我第一次觉得这家公司值得我信任和自豪。”




公司在动荡期怎么运营下去？


我们遭受了巨大打击，但并没有出现亏损。作为行业内最大的公司，我们有绝对优势，可以有效吸收成本，并与客户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我们还尽全力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和盈利能力——虽然所有私募股权公司通常都会这样做，但我们试着将速度加快一倍。我们是一家规模化经营企业，这意味着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




整个废品管理行业都有腐败的恶名，你到哪里去找可以取代离职人员的人才呢？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行业外找到合适人选，补充我们内部已经拥有的优秀员工队伍。我们希望招募到有正确价值观的人才。他们还要具备我们所需的新技能和新视角，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成为回收材料领域的领军者。所以我们会问：“谁有在全球销售原材料的技能？”然后我们聘请了大型铝和可再生能源公司海德鲁（NorskHydro）的下游经理。我们还会问：“谁有精益生产的技能？”之后我们聘请全球建筑材料制造商圣戈班（Saint-Gobain）的工厂经理。最后，我们很好地平衡了NG的老员工和来自其他行业的人，从而创造了公司老板寻求的竞争优势。




聘用不了解废品管理行业的外部人员会遇到什么挑战？


当然，最开始全是负面影响。我们试着让融合更简单一些。比如我们实行了“初级-高级策略”。公司有几位知识水平和个人价值都极高的资深员工，但他们想退居二线或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了。所以我们从其他行业聘用了求知若渴且善于分析的年轻员工，给资深员工当副手。几年后，我们让他们交换了职位。此外，我们将运营模式标准化——就像麦当劳的模式。我们告诉员工，“这是公司做上游物流的方式，这是操作机器的方式”等等。我们建立了专家团队，派他们到各个区域帮助员工提升自身表现。这个策略效果很不错。




据我所知，你取消了诱惑员工犯罪的流程。


的确。用现金支付运送到我们仓库的金属废料就是其中之一。挪威居然允许这种事，真是令人不解——英国已经取缔这种做法，将金属盗窃案减少了80%。我们找到监管机构，说：“这不是个好主意吗？”他们说“是啊”，但就没有下文了。然后我们去找竞争对手和行业协会，说：“我们应该实行自我监管。”回答是，“你们不知道当下是否有违法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自行取消了这一流程，发布新闻稿，公开督促其他公司效仿我们的做法。可惜一个追随者都没有。半年后，挪威主流金融报纸的头版新闻引用了我的话，称我们的行业道德低下，一切都糟糕透了。某行业协会要求我停止发声，表示如果我继续抗议，NG就会从该组织名单中除名。我们的回应基本上就是，“请便”。我们并未被除名。实际上，这个协会一年后宣布，将对用现金购买金属的公司下禁令。

就在这个贸易组织威胁要把我们赶出去后不久，我们认定，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整顿整个行业。我们应发起运动。我亲自联系了三个竞争对手的CEO。他们看似都是颇为正派的家族企业。其中两家企业支持我推动改革。这打破了行业格局，之后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也加入了我们。




董事会对你此次公开表态感到担忧了吗？


我们都认为，通过公开发声，我们向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表明了自己对整顿公司的决心。但当然，这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对内部事务和行业问题保持公开，媒体和政府可能因此对我们展开调查。所以我们的话术就变成，“我们的愿景是保证100%清廉。我们还没实现100%清廉，但以下是我们会采取的步骤”。这很有效。




警方和监管机构给了你们什么回应？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发现的所有违法行为都上报给当局，并对媒体保持透明。我们的立场是，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整顿本公司和行业，就不能有见不得光的暗箱操作。我们担心，保持公开可能会适得其反。若当局和媒体决定追查我们，后果可能很严重。我们有时需要支付罚款，但大多数时候会以改革者的身份获得宽大处理。我们付了罚款，还利用学到的经验教训改进了自身流程。




为了摧枯拉朽，你个人付出了什么代价？


最重要的是，这次经历让我更加相信我们有能力克服障碍，改革文化。但确实，我个人付出了巨大代价。2012年到2013年间，我们试图整顿公司，过程非常艰辛。我不确定改革是否可行，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领导改革的合适人选。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有组织犯罪到员工暴怒，再到被本地犯罪集团威胁。




本地犯罪集团？


我们和当地犯罪集团头目经营的上游收账公司签了合同。了解情况后，我们不得不立即解除合同。没有人想去签终止协议，所以我去签了。那段时间里，我们总部开始接到恐吓电话。打电话的人找不到我，就联系我的一个下属，开始聊他的儿子。他们跟他说：“你儿子是个好孩子，在那所学校上学。你要看好他。”




是匿名电话吗？


是，但我们知道是谁打的。然而，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心怀不满的前雇员——那些被解雇、进监狱和怨恨我们的人。我们为此雇了保安公司。但我们将所有事情都公开后，就没有更多矛盾了。他们真的没有理由纠缠我们。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当然。在有些艰难时刻，我确实有过这个想法。但我坚信我们的社会使命——回收废品和改善环境。我也认为，作为个体，你没有太多机会真正改变世界。而正因为我相信，我和我们组建这支极富才华的团队能够改变世界，我也得到了董事会的大力支持，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做这件事。但还是有些难以入眠的夜晚。




你觉得现在NG到了什么阶段？


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在2014年已经部署完毕。但我认为，只要是和文化相关的改革，就要一直贯彻下去。你不能阻止一个无赖做坏事。你能做的是，尽可能创建最好的控制系统和文化，然后持续管理和改进。





聚光灯 SPOTLIGHT



我对白领犯罪的看法

WHAT I’VE LEARNED ABOUT WHITE-COLLAR CRIME

玛丽·怀特 （Mary Jo White）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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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
 我最开始从事法律工作时，白领犯罪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讨论范围仅限于我原来的办公室——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更关注的是凶杀案、毒枭和黑帮。多数检察官都认为，金融犯罪算不上特别严重或有意思的案件。但出于多种原因，情况发生了变化。

过去30年里，我们审理了大量白领犯罪案件，发现威慑犯罪真的有效。举例来说，华尔街的人极其关注检察官如何处理内幕交易案。他们说:“天啊，和我差不多的人在监狱里蹲了好多年。”没有比坐监狱更具威慑力的手段了。多数白领犯罪案的被告都有不错的生活，他们珍惜自己的自由和自主权利。对这些案件提起公诉并让法官将犯人送进监狱，真的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作为一名检察官，我优先考虑白领犯罪，并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到越轨的代价。

我也做了很多辩护工作，借此了解到白领犯罪案被告的动机。作为检察官，你往往会与犯罪嫌疑人保持一定距离，但在为他们辩护的时候，你会和他们有深入接触，探究他们的作案动机。

为什么他们要犯法?部分原因在于，和人身侵犯等犯罪行为相比，白领犯罪似乎不会让犯案者有那么深的负罪感，因为是相对较轻的无形伤害。有些白领犯罪案，比如税务欺诈，可能被视为“无被害人犯罪”，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当然，部分犯罪动机是贪婪，但还有更多原因，比如被公众低估的“面子”因素。很多参与白领犯罪的人都是成功人士，他们不想失败。市场往往会浇他们冷水，但他们仍需要维持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形象。财务动机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但就充满诱惑且高度紧张的工作而言，你仍要考虑到人性和对地位、持续成功的需求。

我曾为一家在道德或法律方面犯过错误的公司做调查(现在我正做大量类似工作)，我没有试图做复盘。这个流程中标准化的部分是，就如何防止未来不当行为提出建议。合规计划非常重要，但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是领导者为组织设定的文化和基调——这通常是降低错误再犯概率的更有效方法。

丑闻发生后，有些领导者会声称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时的确如此。但这样的话，你就必须问领导者是否为自己的这个层级建立了获知丑闻的沟通系统，或这个系统是否将领导层隔离。每家公司都有举报热线;只有部分电话能直通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或CEO办公室。如果公司中最高层领导者主动获知有关投诉和指控的信息，那么合规文化会强势得多。相较之下，有些热线只是为了给领导者提供推诿的合理理由:我们有投诉举报系统，但案件并不多。领导者必须问，为何如此?员工是不是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愿站出来?

公司在试图预防犯罪或不当行为时，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只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来提高合规水平。这些公司认为，每多花一美元，就多一份回报。这大错特错。特别是在处理可能违反《反海外腐败法》

(针对贿赂)或《银行保密法》(针对洗钱)的案件时，你要明确且清醒地认识到，最大的风险在哪里。这在全球组织中尤为如此——这些组织的问题往往在离总部很远的地方，比如海外子公司或和合作伙伴开的合营公司。很多预防措施的核心都是文化。如果你是刚来组织的新领导，我的建议是让大家了解你，以及你的价值观。向他们表明你对走正路的决心。讲清楚，如果他们看到有人做错事，必须举报——这是对组织中所有人的支持。一旦有人不走正路，整个公司都会受到影响，员工不能容忍这种事情。这是领导者需要传递的信息，也是必须采取的行动。

推崇道德的文化有一个重要标志:对不当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很多公司都声称自己有这种政策，但如果打破规则的是高绩效员工或高管，出于对商业或忠诚的考虑，领导者会对他们手下留情。这会破坏一切。你不只需要合规和审计，你还必须准备好惩罚那些越轨的人。要建立合乎道德的文化，你必须兑现你的零容忍承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别只嘴上说说，拿出行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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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怀特
 是Debevoise&Plimpton律师事务所高级主任，曾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





特写 Feature 技术



构建AI型组织

BUILDING THE AI-POWERED ORGANIZATION

蒂姆·方汀（Tim Fountaine）

布赖恩·麦卡锡（Brian McCarthy）

塔米姆·萨利赫（Tamim Saleh）| 文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建立AI组织最大的难题不是技术，而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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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许多公司对于大规模应用AI的准备不够充分。这是因为只有8%的公司开展了支持大规模应用的核心工作。




解决方案


只有前沿技术和人才还不够，公司必须打破影响AI应用的组织及文化障碍。




领导者的责任


领导者必须表明对AI项目的迫切需求，以及应用AI对全体人员的益处；对支持AI应用的工作给予与AI技术本身同等的重视；根据公司AI成熟程度、业务复杂程度和创新速度，组织AI工作；投资对全体员工进行AI培训。






人
 工智能(AI)正在重塑商业，不过速度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快。的确，从农作物收成到银行贷款，现在各个领域的决策都由AI指导，而且，过去似乎遥不可及的东西，比如无需人工的纯AI客服，已经逐渐成为现实。开发平台、强大的处理能力以及庞大的数据存储空间等AI背后的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应用成本越来越低。眼下似乎是企业开始采用AI获利的好时机。据我们推测，今后十年，AI将为全球经济增加13万亿美元。

然而，AI发展前景虽好，许多公司却并未做好充分准备。我们开展调查，了解了数千名高管所在公司对AI及高级分析技术的应用和相应组织情况，调查数据表明，只有8%的公司开展了支持AI大规模应用的核心工作。多数公司只做了临时的试点项目，或只在某一项业务流程中采用AI。公司进展这么慢，原因何在?上升到最高层面，这反映了组织未能做好AI所需的转型。在调查以及与数百名客户的合作中，我们发现，AI项目面临着难以跨越的巨大文化及组织障碍。但我们也看到，在项目开端采取措施克服障碍的领导者，能够很好地抓住AI带来的机遇。



实现转变

领导者最大的一个错误是，将AI视为能够迅速带来回报的即插即用式技术。他们决定启动几个项目，就开始投资几百万给数据基础设施、AI软件工具、数据专业技能和模型开发。少数组织的一部分试点项目勉强实现了一点点盈利，但之后再过几个月乃至几年，都未能取得高管期望的巨大成功。公司很难将这类试点项目扩展到整个公司，也很难将AI工作重点从分散的问题(如增强客户细分)上升到大的商业难题(如优化整个客户旅程)。

还有，领导者往往对运用AI的必备条件考虑得不够充分。前沿技术和人才自然必不可少，但公司文化、结构和工作方式也要支持广泛应用AI，这方面的调整与技术和人才同等重要。但在多数并非天生数字化的公司，传统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与AI的需求相悖。

要扩大AI应用范围，公司必须做出三项转变:




从孤岛作业转为跨领域合作。
 由具备多种能力和视角的跨职能团队开发的AI最能发挥影响力。让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合作，加上分析专业人士，能够确保项目照应到整个组织的重点议题，不只关注单一部门的问题。多样性团队还可以充分考虑到应用新技术要求的运营变革——这样的团队更能发现和反映问题，比如说，要引入一项算法用来预测维护需求，应当同时对维护工作流程进行相应的调整。此外，如果开发团队在设计项目时让终端用户参与，项目得到应用的可能性会大幅度提升。


从由领导者推进的基于经验的决策，转为由数据推进的一线决策。
 AI得到广泛应用时，算法推荐会让组织上下各层级员工的判断和感知得到增强，得出人类或机器单独无法获得的更好的答案。不过，要想充分发挥这种作用，各层级员工必须信任算法给出的建议，并感到自己有权利做决定——这意味着要摒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法。如果员工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请示上级，AI应用就会受到阻碍。

某公司将一个复杂的手动排程方法换成了全新的AI系统，决策过程明显改变。过去，这家公司的活动策划者用彩色的标签、大头针和贴纸来标记时间冲突、参与者需求及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常常根据直觉和上级管理者的建议做决策，而管理者也是凭直觉行事。新系统能够迅速分析大量日程安排组合，先用一个算法在几亿种排法中提取出几百万种，再用另一个算法将这几百万种缩减为几百种，最后为每位参与者排出几种最佳日程供选择。随后，有经验的活动策划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数据支持下做出最终决定，无须向管理者征求意见。策划人迅速适应了这个新系统，十分信任系统给出的结果，因为他们参与了系统参数和限制条件的设置，而且知道最终做决定的还是自己。


从僵硬固化、趋避风险转为敏捷、试验、可适应。
 组织必须摆脱“只有完全成熟的创意才能实行”或“只有设计完善的商业工具才能使用”的思维。AI应用需要迭代，绝少在投入应用之初就具备组织需求的功能。组织要具备“从测试中学习”的态度，将错误转为新知的来源，减少对出错的担忧。收集初期用户的反馈，用于升级AI工具，会使公司在小问题发展成为代价高昂的大问题之前及时将其纠正。发展会逐渐加速，让小规模AI团队能在几周(而非几个月)内开发出最小可行产品。

要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转变绝非易事，需要领导者帮助员工做好准备，提供动力和相应的培训。但首先领导者自己必须先做好准备。我们看到过很多次由于高管对AI缺乏基础认知而导致的失败。(之后我们会进一步讨论分析培训班如何帮助领导者获得这种对AI的基础认知。)



为成功做好准备

为了让员工积极参与，并让AI顺利投入应用，领导者应当在初期重视以下几项工作:


解释原因。
 有说服力的解释，可以帮助组织上下理解对改变的迫切需求，以及改变能够为各方带来的益处。对于AI项目，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员工担心AI取代自己的工作，就会产生抵触情绪。

领导者必须提供一种愿景，让全体人员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员工必须了解AI对本公司的重要意义，以及自己如何适应以AI为主导的新文化。领导者必须向员工保证，AI会协助他们更好地工作，而非抹消乃至取代他们的作用。(我们的研究显示，绝大部分员工不会被AI取代，而是需要学习运用AI。)

某大型零售集团希望AI战略能够获得员工支持，管理层将之作为攸关集团存亡的重大事宜。领导者讲述了数字零售商带来的威胁，以及AI将如何改善公司的运营和响应效率、抵御这种威胁。管理层这样呼吁大家为生存而战，让员工理解了自己在AI转型中应当履行的重要职责。

分享愿景时，该公司领导者重点强调一些员工尝试应用新的AI工具协助优化门店产品搭配，提升了门店收入。这样可以鼓励其他员工思考如何用AI提升自己的表现。


预先考虑阻碍转变的独特障碍。
 员工担心自己被淘汰这一类的障碍在各个组织内普遍存在，但特定公司的文化也可能会有一些独特的属性，致使员工抵触改变。举例来说，如果一家公司的客户经理擅长回应客户需求并引以为豪，这些人就可能对“机器可能更了解客户想要什么”的概念感到排斥，不理会AI工具的定制化产品推荐;大型组织内部认为自己的地位取决于下属数量的管理者，会排斥AI可能带来的去中心化决策或下属人数减少。

此外，孤岛式流程也可能影响AI的广泛应用。按照职能部门分配预算的企业，可能很难组织起跨职能的敏捷团队。

回顾过去的转型项目如何跨越障碍，可以找到一些解决方案。将AI项目与看似是障碍的文化价值观相结合，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思路。例如，某金融机构十分注重关系理财(relationshipbanking)，领导者强调AI协助增进客户关系的能力。该机构为客户经理编写了一本手册，指导他们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AI的定制化产品推荐结合起来，提升客户体验，进而提高收入和利润。该机构AI项目中还有运用新工具实现的销售转化率竞赛，获胜者的成绩会通过CEO月报展示给其他员工。

新出现的一类专业人士——分析解读员(analyticstranslator)，能够协助公司找到影响AI发展的障碍。分析解读员在技术领域的数据工程师、科学家与经营领域的营销、供应链、制造和风险管理等员工之间架起桥梁，确保AI工具回应确实的商业需求，且能顺利推广。AI投入应用初期，分析解读员会对终端用户开展问卷调查，观察他们的工作习惯，研究工作流程，以期诊断并解决问题。了解影响改变的阻碍，不仅能使领导者了解如何与员工沟通，还能帮助领导者确定在何处投资、哪些AI项目最具可行性、应当提供怎样的培训、必须提供怎样的奖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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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为整合与推广应用安排跟技术本身相当(或更多)的预算。
 我们的一项调查显示，广泛应用AI获得成功的公司中，有近90%将一半以上的分析预算投入到推广应用相关的活动上，如工作流程调整、沟通和培训。其他公司则只有23%采取类似的资源分配方式。

例如，某电信服务提供商在呼叫中心启动了一个新的客户保留项目，由AI主导。在投资AI模型开发的同时，公司也投资协助呼叫中心员工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员工原本只对打电话要求取消服务的客户作出反应，在新项目中则是主动联系有流失风险的客户，按照AI生成的定制化推荐，为这些客户提供他们可能会接受的新服务。员工通过培训和在职辅导，获得了完成新工作所需的营销技能。培训师和管理者旁听他们的电话应对，根据具体情况给出反馈，并对培训材料和电话用语进行相应的调整。有了这些协调工作，新项目使得客户流失率减少了10%。


收支平衡的可行性，时间投入，以及价值。
 执着于实行起来过于困难的项目，或需要一年以上才能实行的项目，可能会对现在乃至未来的AI项目造成损害。

组织不必只关注能够快速带来回报的项目。应当设置多个回报时间长短不一的项目。举例来说，AI检测欺诈等无需人工干涉的项目，可以在几个月内带来回报，而需要人工干预的项目，如AI客服，回报时间则更长。确立重点时应当有长期(通常是三年)视角，还要考虑时间线不同的多个项目如何组合才能发挥出最大价值。例如，为获得有关客户的详细信息，让AI进行客户细分，公司可能需要设置一系列销售及营销活动。定制化推荐等AI项目会在几个月内带来价值，但整套项目完全发挥影响力可能需要12到18个月。

亚太地区某零售商认定，如果启动AI项目来优化店内布局和库存空间，那么公司必须彻底翻新所有门店，重新摆放每一类商品，否则无法充分发挥该项目的价值。经过一番争论，公司高管决定，这个项目对于未来盈利发展十分重要，应当继续进行，但必须分为两部分进行——在正式开始前，首先要利用AI工具向门店管理者推荐一些能大卖的增值商品。这个工具的建议只占预期总回报的一小部分，但管理者能够立刻引入新商品，迅速展示AI工具的益处，在开始为期数年的翻新之前帮助员工建立起对AI的信心。



调整组织结构

AI和分析能力在组织里应当占据怎样的位置，这个话题一直有许多争论。领导者往往只会问:“哪个组织模型效果最好?”然后听取其他公司的成功经验，在以下三种模式中选择一种:将AI和分析能力的大部分集合在某个“中心”部门;将AI和分析能力分散开来，集中于业务部门(“分支”);将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运用混合(“中心及分支”)模式。我们发现，要扩大AI应用规模，这三种模式不相上下，哪一种最合适，取决于公司的具体情况。

比如我们服务过的两家大型金融机构。一家把AI和分析团队集中在一个中心部门，全体分析人员向首席数据及分析官汇报工作，并按需分配到业务部门。另一家机构将所有分析人员分散到各业务部门，以团队形式向业务部门汇报。这两个公司的AI推广程度都达到了行业顶尖水平，第二家公司的盈利AI项目在两年内从30个增加到200个。两家公司都是在充分考虑过组织结构、能力、战略和特性之后选择了合适的模式。


中心。
 有几项责任最好由中心部门负责，由首席分析官或首席数据官主导。这类责任包括数据治理、AI招聘及培训战略，以及与第三方数据、AI服务和软件提供商合作。中心应当栽培AI人才，建立社区供AI专业人士分享最佳工作方法，并为AI在组织中的全局应用做好布局。我们的研究表明，成功地推广了AI的公司设置中心部门的可能性是其他公司的3倍，对于建立模型、解读洞见和部署AI新能力有明确方法的可能性是其他公司的2.5倍。

中心还应当负责与AI相关的体系和标准。这些方面应当由公司项目的需求决定，换言之，应该循序渐进，而非在业务开始前一蹴而就。我们看到过许多组织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几亿美元——浪费在整个公司的数据清理和数据整合项目上，然而这些项目半途而废，回报极少，甚至毫无用处。

与之相比，欧洲一家银行发现彼此冲突的数据管理战略阻碍了新AI工具的开发，于是放慢速度，规划在接下来四年里统一数据架构和管理，同时打造多个业务计划以实现AI转型。这个项目多层次并行，还包括重新设计组织和调整人才战略，预计一年内产生的影响将超过9亿美元。


分支。
 还有一些责任与AI系统的使用者关系最为密切，应当固定由分支部门负责。其中有与推广相关的任务，包括培训终端用户、重新设计工作流程、激励项目、绩效管理和影响追踪。

为鼓励客户积极使用由智能互联设备提供的AI服务，某制造商的销售及服务部门建立了SWAT团队，为使用产品的客户提供服务，并设置折扣促进推广。这项工作显然属于分支部门的范畴，无法委托给负责分析的中心部门。


灰色地带。
 成功的AI转型中，许多工作在责任上来讲都属于灰色领域。关键任务如为AI项目设定方向、分析AI要解决的问题、制定算法、设计工具、与终端用户测试工具、管理变更，以及设置IT配套基础设施，都可以交给中心或分支部门中任意一方，或双方共同承担，或与IT部门一同完成（
见图表“为推广AI调整组织结构”

 ）。确定组织内部的责任归属不算是一门精密科学，但应当参考以下三个因素:


▶AI能力的成熟程度。
 公司开始AI应用早期，通常需要设置分析高管、数据科学家、数据工程师、用户界面设计师和用图形表示分析结果的可视化专家等专业人员，集中在中心部门，并根据需求分配到分支部门。这些专业人士合作，可以为公司建立起核心AI资产和能力，如通用分析工具、数据处理和交付方式。但一段时间后，流程逐渐标准化，专业人士分散在分支部门也能够达到同样乃至更高的工作效率。


▶商业模式复杂程度。
 AI工具要支持的职能部门、业务线和地区越多，就越有必要为AI专业人士(如数据科学家或设计师)建立同行业公会。业务复杂的公司通常把这些公会集中在中心，再根据需求分配到不同的业务部门、职能部门或地区。


▶所需技术创新的速度和级别。
 如果需要迅速创新，一些公司会把更多灰色地带的战略和能力构建任务交给中心部门，这样可以更好地观察行业和技术变化，迅速安排AI资源应对竞争挑战。

我们回到前文提到的两家金融机构。两家公司都面临竞争压力，需要快速创新，但双方分析能力成熟程度和业务复杂度不同。

把分析团队放在中心部门的金融机构，商业模式更为复杂，AI成熟程度相对较低。该公司已有的AI专业人士主要在风险管理部门。将数据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许多灰色地带的专业人士集中到中心部门，确保了所有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都能迅速获得所需的专门技术。

另一家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更为简单，涉及的金融服务数量较少，且有大量AI相关经验和专业人士。因此，该机构将AI人才分散，把许多灰色地带的分析、战略和技术专业人员派到各个业务分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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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说明，确定责任分配需要一些技巧。每家公司的能力和竞争压力各不相同，以上三个关键因素不能单独考虑，必须综合起来进行考量。例如，某组织的业务复杂性很高，需要迅速创新(亦即应该将更多的责任转移到中心)，但AI能力也非常成熟(亦即应当把责任分散到分支部门)。该组织领导者必须权衡这三个因素的重要程度，确定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分配人才。人才水平(AI成熟度的一个指标)往往会对这方面决策产生极大的影响。组织内数据专业人员的数量是否足够，能否确保在长期分配到分支部门后依然满足所有业务部门、职能部门和不同地区的需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大概还是让这些人留在中心，根据组织各部门具体需求临时调配为好。


监管与执行。
 虽然各个组织AI和分析职责的分配不尽相同，但成功推广了AI的组织有两个共同点:


▶由业务、IT和分析部门领导者组成的联合治理团队。
 彻底整合AI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建立联合工作团队对该过程进行监督，可以确保三项职能相互协作，共同承担责任，不受职责和功能分配的影响。这样的团队通常由首席分析官牵头，还有助于强力推进AI项目，在初期尤其如此。


▶根据任务划分执行团队。
 成功推广AI的组织在分支部门内部建立跨职能团队的可能性是其他组织的两倍。这样的跨职能团队，将不同的视角聚合在一起，在培养、分配和监督新的AI能力的过程中向一线员工征求意见。此类团队通常在项目启动之初组建，向中心部门和分支部门双方寻求所需人才。一个团队通常包括一位负责新AI工具的管理者(“产品负责人”)、解读员、数据架构师、数据工程师、数据科学家、设计师、可视化专家，以及业务分析员。这种团队能够及早解决执行上的问题，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价值。

举例来说，上文提及的运用AI优化门店布局的亚太地区零售商，组建了跨职能执行团队，协助打破销售商(决定门店商品如何摆放)和采购者(决定商品种类)之间的隔阂。在此之前，销售商和采购者各自行动，由采购者依照自己的判断调整AI生成的推荐，导致采购的库存与门店可用空间不匹配。跨职能团队邀请双方合作，一同调整AI工具，建立起了更有效的模型，为采购者提供加权选项。随后采购者可以根据销售商的意见，从中选出最合适的商品。优化结束时，应用了AI工具的各产品类别总利润均上升了4%至7%。



培训员工

为确保AI工具得以推广，公司必须自上而下对全体人员进行培训。为此，一些企业建立内部AI培训班，一般包括课堂教学(在线课程或面授)、研讨会、在职培训，乃至前往有经验的同行业公司参观学习。多数AI培训班一开始是邀请外部机构编写课程和提供培训，但也经常自行培养内部教学能力。

各公司设置的培训班不尽相同，但多半都提供四大类课程:


领导者。
 多数培训班努力培训高管和业务部门领导者，让他们对AI工作原理有一个高层次的认识，学会识别AI机遇并判断其重要程度。培训班还会讨论AI对员工职能的影响、推广AI的障碍以及人才培养，并为逐渐推进AI组织所需的文化转型提供指导。


分析人员。
 这部分课程关注的是数据科学家、工程师、架构师以及其他负责数据分析、治理和AI解决方案的员工，持续培养他们的硬技能和软技能。


解读员。
 分析解读员一般是业务人员，需要基础的技术培训，例如运用分析方法解决商业问题、构建AI实践案例等。这部分课程可以包含在线课程、实际操作、模仿有经验的解读员，在“期末考试”中要求参与培训的员工实际执行一个AI项目并获得成功。


终端用户。
 对于一线员工，可能只需要大致介绍一下新的AI工具，之后提供在职培训，教他们使用AI工具即可。负责营销和财务等方面的战略决策者可能需要更高层次的培训课程，学习在真实商业场景中运用AI工具辅助产品发布等决策。




破坏AI项目的十种方法

很多组织为AI及分析工作投入大量资金，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是什么破坏了AI项目?公司推广AI失败通常是由于以下几项:



一、缺乏对高级分析方法的明确认知，配备了数据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重要人才，却不了解高级分析与传统分析的不同之处。

二、不评估项目可行性、商业价值和投资回报期，启动试点项目之前没有充分考虑如何平衡第一年的短期成就和之后的长期回报。

三、只有用例，没有战略，根据当前状况随意处理AI，不考虑AI为本公司所在行业全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四、没有对关键职能进行明确定义，因为不了解强大的AI项目所需的各种技能和要完成的任务。

五、没有负责“解读”的专业人士辨别高价值AI用例，向技术人员解释业务需求，说服业务人员应用AI工具，即在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六、将分析部门严格限制在中心部门，或协调能力低下的孤岛部门，与业务部门彼此隔离，未能让分析人员和业务人员紧密合作。

七、浪费时间和资金进行全公司范围内的数据清理，而不是集中在最有价值的方面进行数据整理。

八、尚未找到业务应用实例就盲目构建分析平台，尚不了解数据用途就建立起数据库等框架，还经常对新平台和旧有系统进行不必要的整合。

九、未能量化分析对企业损益的影响，没有高效的绩效管理方法，未能以清晰的指标跟踪评估每个项目。

十、没有重点关注伦理、社会和监管影响，在数据获取及运用、算法误差等多个方面容易出错，也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和法律影响。

详情参见McKinsey.com网站文章《分析项目失败的十个危险信号》(“TenRedFlagsSignalingYourAnalyticsProgramWillFail”)。





对改变加以巩固

AI转型多半要花18到36个月，还有一些转型长达5年之久。为避免项目失去动力，领导者要做好以下四件事:


说到做到。
 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AI转型开始时，领导者可以带头参加培训班，表现自己的积极性。

不过领导者也必须主动鼓励员工采用新的工作方式。AI需要试验，而且初期的迭代往往无法按照计划顺利进展。这个时候，领导者应当强调从试点项目中获得的价值。这样有助于鼓励员工适当承担风险。

我们遇到过的领导者里，以身作则最有成效的人十分谦逊。他们乐于提问，强调多元化视角的价值。他们定期与员工会面，讨论数据，提出“我们做得对的时候有多少”“今天的决策有什么数据支持”这样的问题。

我们知道的一个特色产品零售商的CE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每次会议上都邀请参与者分享经验和意见，自己最后开口。每过几周，她就安排时间与业务部门和分析部门的员工见面，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无论是否启动了新的试点项目或扩大了原有项目规模，她都会这样做。


让业务部门负责。
 由分析人员担任AI产品负责人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过，分析只是解决商业问题的一种手段，因此业务部门必须领导项目，负责让项目取得成功。项目责任应当指派给相关业务人员，由业务人员负责分配工作，从头到尾引导项目。有时组织会在项目发展周期中的不同节点(如证明项目价值、配置资源和扩大规模)安排不同的负责人。这样做也不对，因为会在交接时遗漏一些问题，或者错失机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记录项目绩效指标的计分卡，可以将分析团队和业务团队的目标整合一致，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例如，某航空公司引入AI解决方案优化航班价格和预订，使用多部门公用的计分卡评估该AI方案的推广应用率、发挥全部作用的速度以及商业成果。


跟踪推广情况并加以推进。
 对比使用和不使用AI辅助的决策带来的成果，可以鼓励员工应用AI。例如，某日用品公司的经销者发现没有AI支持的预测准确率一般只有一半，比瞎猜好不了多少，这个发现使得经销者更加积极使用AI工具辅助预测。

监督执行的团队可以根据需求调整流程。北美某零售商的AI项目负责人，发现门店管理者很难把AI试点项目的结果应用在跟踪门店绩效的实际工作中。这个AI工具的用户界面不友好，而且给出的结论并未整合进门店管理者每天决策参考的控制面板。为解决这一问题，AI团队简化了用户界面，调整了数据输出方式，让新的数据流出现在门店管理者的控制面板上。


为改变提供激励。
 认同员工的工作，可以在漫长的过程中激励他们。上文提到的特色产品零售商CEO，在会议开始时公开表扬一位帮助公司AI项目取得成功的员工(如产品经理、数据科学家或一线员工)。在这家大型零售企业里，CEO为参与AI转型的优秀员工提供新的职位。例如，他让在项目试点期间协助测试优化解决方案的品类经理负责该方案在各门店上线的工作，强调了积极参与AI转型对个人职业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最后，公司必须确保对员工的激励与AI应用相关。这里有一个反例，某实体零售店用AI模型优化商品折扣，希望清空积压的库存。AI模型表明，与打折出售相比，丢弃积压商品对利润增长更有利。然而门店员工卖出商品可以得到奖励，即使以极低的折扣价出售也是如此。由于AI建议与标准的奖励模式相冲突，员工开始怀疑AI工具，弃之不用。销售奖励写在员工合同里，无法轻易修改，于是公司修改AI模型，对利润和奖励的冲突做出妥协，帮助终端用户接受AI工具，最后提升了收益。


扩大AI应用规模
 的举措可以产生良性循环。从单一职能团队转为跨职能团队，可以聚合不同的技能、视角和用户意见，更好地改进工具。一段时间后，组织各部门的员工还可以再投入新的合作。

员工与其他职能、其他地区的同事关系拉近，思路就会得以扩展，从尝试解决单个问题转为彻底重新构想业务和运营模式。因此，试点项目获得成功，其采用的从测试中学习的方法推广到组织的其他部门，创新速度就会提升。AI工具推广到整个组织，终端用户越来越能够承担过去由上级管理者负责的决策任务，使得组织结构扁平化。这又能鼓励进一步的合作，提升员工大局观。

运用AI辅助决策的方法还在增加。新的应用方式将会在工作流程、职能和文化方面推动根本性的改变，有时改变还会十分艰难。领导者必须谨慎地带领组织渡过这一阶段。人与机器合作可以获得高于双方单独作业的成绩，未来这种合作将会越来越多，在整个组织内成功推广AI应用的公司会拥有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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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寻求全球扩张的西方跨国品牌迅速将它们的媒体和广告战略运用到发展中市场。但这些主要在西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并不足以在中国新的市场格局取得成功。




背景


中国的营销者依赖制作出可分享的、适于疯狂传播的内容，以及存在主导市场的跨渠道的媒体巨头。中国的营销模式比西方模式更快、成本更低，往往更有效，也更容忍风险。




前景


西方企业要在中国成功营销必须在六个方面学会改变。这些技巧也可能有助于它们在全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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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7年，中国增长迅速的白酒品牌习酒希望通过广告来提高春节前的销量。如果习酒是发达市场的一个西方大企业，其品牌经理会提前几个月制定计划——与广告公司磋商，分配广告预算给电视、线上和户外广告牌;进行创意头脑风暴;拍摄广告。

但习酒在中国市场的做法截然不同:它与中国最受欢迎的新闻应用腾讯新闻直接合作。这家白酒公司和科技巨头联手制作了一系列一个小时长的网上直播节目，邀请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大厨教观众烹饪当地特色菜，然后搭配习酒享用。腾讯在旗下的新闻、社交媒体、娱乐和游戏平台首页推广这个原创广告节目，每天有超过120万用户在手机上点击观看。习酒和腾讯没有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精心计划广告宣传，而是只花了五天制作了这个节目——包括节目构思、谈判、制作和播出。节目播出时，并没有提及降价促销活动，节目完全旨在提高知名度和吸引消费者。

几十年来，寻求全球扩张的西方跨国品牌都在一个简单的前提下运作:尽管营销内容和渠道选择应根据当地市场量身定制，但西方的营销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跨国公司特别快速地将其媒体和广告策略运用到发展中市场，虽然广告和媒体在这些市场仍是新兴事物。我在中国对十几家中国公司(包括腾讯、OPPO和蒙牛)以及在中国拥有巨大市场的15家跨国公司(包括麦当劳、Visa和宝马)的高管进行了深入采访，之后我确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中国的营销者制定出一种专门针对中国手机消费者量身定制的独特营销策略。这种策略依赖制作出可分享的、适于疯狂传播的内容，以及存在主导市场的跨渠道媒体巨头。这种策略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在某些方面，比传统的西方营销模式更有效。这种策略的风险容忍度也更高。对希望进入中国或扩大中国业务的公司来说，了解中国营销思维模式对获取成功至关重要。尽管这一整体策略源于中国市场的特有结构，可能不能直接运用于每个国家的媒体格局，但在某些方式下，相比传统的西方模式，这一策略可能更适于当今的全球市场。

作为前营销主管，我曾帮助一些全球品牌开拓海外市场，现在在大学研究企业营销，我对中国的营销现状感到既激动又警惕。令人激动的是看到新一代营销者发明出吸引消费者的全新方式，需要警惕的是，由于西方企业高管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可能会低估这种新的竞争力，或者认为它们只适用于特定市场，只是战术上的细微差别。然而西方高管这么想是很危险的:要在中国有效竞争，西方企业必须明白在中国市场营销不能照搬经验，最理想的做法的是，它们能学会将一些中国的经验也运用到发达市场。



中国市场截然不同

中国不断演变的营销策略与发达经济的营销策略截然不同，因为中国市场截然不同，体现在四个主要方面:


跨渠道媒体巨头。
 首先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国存在跨渠道媒体巨头。最著名的包括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通常合称BAT。在西方国家，想象一下如果亚马逊、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谷歌、Facebook、ActivisionBlizzard、CNN和ESPN同属一家公司。这就是中国这些媒体巨头的运作方式，BAT公司控制了各个行业的大部分数字内容。例如，腾讯拥有全球最大的游戏平台、众多新闻媒体、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金融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和QQ红包支付)、零售投资(腾讯是中国最大电商平台京东的第二大股东)、腾讯视频(中国最大的流媒体服务，用户超过4300万)以及腾讯体育(中国最大网上体育媒体平台)。中国几乎所有的媒体活动都整合在手机上，消费者平均每天看手机长达七个小时——是美国人两倍。惊人的是，根据KleinerPerkins的数据，中国消费者所有上网时间的55%是花在腾讯系公司内。

西方国家的监管环境不允许这种集中垄断，因此西方营销者接受的培训是利用高度分散、渠道集中的策略来吸引消费者。在这种媒体格局下发展出来的营销理论不能直接套用到中国市场上——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可能蒙蔽了西方公司，让它们看不到数据集中在一个跨渠道公司时存在的机会。


闭环数据的世界。
 在西方国家，营销者通常会分别分析来自Facebook、CNN、《人物》(People)杂志和《华尔街日报》的数据，因为在消费者层面，不同渠道的信息并不容易连通。但尽管隐私保护倡导者不喜欢信息的连通、出售和整合，但企业需要获取消费者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闭环数据，以便深入了解消费者需求并提高营销的相关性。这正是BAT拥有的整合数据。营销者可以看到顾客如何使用银行服务、娱乐、游戏、社交媒体和新闻平台，然后为他们打造更具相关性和有吸引力的体验。

打个比方，一个叫乔伊的美国电脑编程师，他今年28岁，年薪7万美元，他大部分衣服都购自一个品牌，该零售商获得了他在实体店和网店每次购物的数据。但乔伊的生活不仅仅是买衣服。跟大多数人一样，他也花很多时间在他的智能手机上。每天早上，他都会查看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他在上班通勤的公交车上玩网络游戏。午休时他会浏览体育新闻。下班路上，他会在网上看书。在Facebook上看到比萨店的优惠券，他可能会订一份比萨。他收到一封关于音乐会的电子邮件，在音乐会门票售罄之前订了票。他还为去听音乐会买了一件新衬衣。

这件衬衣的购买记录是服装零售商看到的唯一数据点，就像比萨店只注意到优惠券的作用，音乐会主办方只捕获了门票购买信息。每个公司只能窥视到乔伊生活的一小部分;这种状况解释了为什么西方营销者擅长基于渠道的营销手段——电视、电台、印刷媒体、数字媒体、社交媒体等等。相比之下，BAT的庞大数据生态系统可以通过所有渠道了解顾客的全部生活，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有了这种整体的了解，营销者就可以创造出广告节目，将顾客的购物、游戏、新闻、阅读、观看视频和追星习惯与更智能、更相关的广告内容关联起来。

假设乔伊的社交媒体网页上经常有他身穿大学篮球队球衣的照片，他还花很多时间玩《堡垒之夜》(Fortnite)游戏。在闭环数据的世界中，营销者可以通过乔伊的不同兴趣来吸引他，创造他能产生共鸣的内容(如采用基于游戏的形式)。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整合消费者生活所有方面可能带来的潜力。在中国，这已经日益普遍。尽管一些人担心谷歌等西方公司可以窥探我们生活的所有角落，实际上这些公司掌握的顾客数据相比BAT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手机为先的市场发展。
 在西方国家，过去100年来媒体发展的先后顺序是，电台让位于电视，之后由个人电脑取代，然后是手机。在中国，这一发展要迅速得多，基本上越过个人电脑时期，直接发展到了手机。因此，中国发展出来的营销理论、原则和方法建立在手机是吸引消费者的主要渠道这一假设之上。电通安吉斯集团(DentsuAegisNetwork)旗下的AmplifiChina总裁菅波刚(TsuyoshiSuganami)指出，在中国最大规模的购物节双11，消费者的购物总额超过250亿美元，超过美国黑色星期五和网购星期一的销售总额，其中90%的购物是在手机上完成的。

几十年来，西方营销者通过多种开放的渠道来吸引消费者:电脑、直邮广告、杂志、电台、广告牌、报纸、电子邮件、网站等等。这些渠道造就了以促销为中心的思维模式，部分原因是每种渠道都需要立即产生结果，来证明广告支出有所回报。

相比之下，中国以手机为中心的平台令营销者可以专注于基于内容的体验，能迅速与消费者建立共鸣，并能迅速变化。“中国的营销方法首先考虑有吸引力、能够分享的内容、信息和知识，”Visa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金昱冬说，“而不是广告和降价促销。”


注重速度。
 中国营销者做决定比西方营销者更迅速，主要是由于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中，公司需要显示增长势头来吸引投资者。谷歌负责中国和韩国销售业务的斯考特·博蒙特(ScottBeaumont)说:“企业争相成为最后幸存下来的两三个公司，一旦明确一个公司不会是最后的那个赢家，投资很快就会枯竭。”他指出，营销者认识到，广告宣传不需要完美，只要明显能够提高知名度和客流量就行。

当然，西方营销者也并非有意缓慢。但两者在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西方大企业强调规模和效率(利润为先的思维模式)，而中国营销者则注重速度和增长(收入为先的思维模式)。我遇到的西方跨国公司的中国团队中，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别。本地经理受到全球管理层的层层阻碍，往往会使决策过程放慢，甚至他们与习惯快速工作的中国营销者打交道时也是如此。“他们的工作速度令人生畏，”博蒙特对我说，“很难理解这种速度有多大的影响。”



西方企业必须如何改变

总而言之，上述这四个因素决定了企业在计划和执行营销战略方面，以及营销者在中国取得成功所需要的竞争力方面必须作出认真的调整。公司必须:


与BAT建立更密切更深入的关系。
 营销者应停止依赖广告公司来建立与企业集团和主要渠道运营商的关系，而是应直接与BAT建立联系，利用它们的数据、知识和专业知识来制定更好的营销计划。

这种关系对西方营销者来说很熟悉，他们与家乐福和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巨头就是这么建立关系的。过去，制造商一般依赖销售团队来与零售商建立关系。但随着零售巨头市场影响力的扩大，公司开始将其营销人员与这些重要伙伴结合使用，来获取数据和顾客反馈，从而打造更强大的伙伴关系。营销者现在必须与BAT也建立同样的伙伴关系。

我们来以宝马和腾讯如何合作设计在北京汽车展上推出新款SUV为例。宝马中国市场副总裁梅晓群与腾讯的营销主管直接磋商。目标是打造一种车展体验，不仅在参加车展的观众当中，还包括全国的消费者中立刻带来知名度和兴趣。通过涵盖腾讯娱乐、体育、新闻、游戏和金融子公司的跨平台推广，营销者设计了一个现场演唱会，作为虚拟车展的平台，邀请来自不同时期的歌手来参加。现场演唱会旨在打造卓越的手机参与体验，邀请了一些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关键意见领袖”(KOL)参加，他们还进行虚拟试驾，并与他们的数百万粉丝分享。推广活动还包括实时互动体验，年轻人可以投票推选他们最喜欢的试驾体验，引发粉丝的竞争感。最后约1000万人观看了演唱会，超过2.2万人与KOL一起虚拟试驾，听他们介绍汽车的性能。如果不是宝马与腾讯系公司直接合作，推广活动构思和执行的速度及其规模和影响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广告推广超出了营销者与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这样的美国互联网巨头合作时通常会考虑的任何活动。腾讯当时的公司副总裁郑香霖告诉我，中国企业集团与

西方跨国公司之间的直接合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刚刚开始触及可能的表面。”他说，“我们创建连通的、跨渠道推广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要激活这一潜力将需要更大规模的合作。”


采用移动优先的思维模式。
 营销者应开始创建以移动优先思维模式为中心的体验。亚伦·夏皮罗(AaronShapiro)讲过一个案例，他是全球数字营销公司Huge的创始人兼前CEO(该公司已出售给IPG)。他的公司曾与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旗下的护肤品品牌SK-II合作利用虚拟现实体验在中国进行广告推广，将智能手机嵌入一个虚拟现实眼罩，这一方式在非移动环境下将很难复制。该品牌请当红台湾演员霍建华出演宣传视频，在广告中探寻Pitera的来源，它是SK-II所有产品的一种“神奇”基础成分。“霍建华在一段360度的视频中，探寻从一个清酒酿造厂(科学家注意到酿酒工人的双手非同寻常的白嫩细滑)的发现到来之不易的发现Pitera的过程。”夏皮罗告诉我。在一周内，卖出了20000个用来观看这个视频的VR眼罩，这个以内容为中心的推广帮助SK-II在2016年双11创下史上单日最高销量。

很多西方营销者认为手机只不过是小屏幕电视。事实并非如此。手机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应该成为营销者的主要重心，而不是只有完成下一年超级碗半场广告计划后才会考虑手机营销。谈到在手机上做广告，美国企业远远落后于中国。例如，过去三年中，移动广告大赛每一年的最佳广告奖得主都不是美国公司。“美国的营销者一贯大量支持除了手机以外的渠道，我认为这阻止了他们花时间去想如何在手机广告方面创新，”全球无线营销联盟(MobileMarketingAssociation)全球CEO格雷格·斯图尔特(GregStuart)说，“其他国家更早了解手机的影响力，并更早开始更多利用这一影响力，因为他们吸引消费者的选择也较少。”


全力押注社交病毒式传播。
 如果让西方营销者在不使用传统广告渠道的情况下——没有电台、电视、数字、广告牌、印刷媒体或其他常见渠道——立即提高知名度，他们会怎么做呢?中国很多营销者正是这么开始的。他们认为通过社交互动内容实现的病毒式传播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并且比广告效果更好。

KOL被视为对这种营销方式至关重要。“在中国，使用KOL营销的强度相比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非常独特，”尼尔森(Nielsen)董事总经理维沙尔·巴里(VishalBali)说“，它不仅仅是一个KOL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某个东西。他们现在做很多直播和流媒体，粉丝可以与他们进行互动。你可以实时看到关注、吸引和品牌影响。KOL开始涉猎体育、电视剧、游戏、直播......无处不在。”确实，中国的“粉丝经济”——明星和网红可以通过带动他们代言商品的销售而靠名气赚钱——比西方的Instagram文化更加发达，并且是重要得多的营销工具，甚至超过卡戴珊这样的超级巨星的影响力。

麦当劳就曾用KOL方式在中国产生巨大效果。例如，超红职业视频游戏玩家周泽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麦当劳新款“那么大甜筒”冰激凌后，10天之内就卖出超过550万个甜筒。巴宝莉(Burberry)与时尚博主陶亮(网名“包先生”)合作，向他超过270万微博粉丝和60万微信粉丝推广巴宝莉新款DK88手袋。陶亮可以通过他自己的微信账号独家向他的“包粉”出售某款特定颜色的DK88手袋(亮太妃糖色)。这个活动上线后，他的整个限量版皮包在短短八分钟内售罄。2017年2月，在另一个类似推广中，包先生在12分钟内卖出80个粉色纪梵希(Givenchy)Horizon手袋，每个手袋售价人民币14900元(2164美元)。

尽管西方营销者，特别是B2B公司，日益认识到网红的重要性，但这类推广仍不是他们的首选，通常由较初级的营销人员来管理，无论从人力还是资金配置上来说，投资水平都更低。但在速度对成功至关重要的环境下，病毒式传播应该是中心战略。西方营销者必须提高这一领域的技能，加大投资，由资深营销人员参与。


从促销转变为基于内容的吸引。
 在西方，营销团队在跟沃尔玛、亚马逊和其他零售巨头合作时，他们的目标是战术。他们可以制定什么样的价格促销?他们能否获得更好的货架位置?他们如何可以让品牌在搜索结果中大幅提升排位?这种基于降价促销的计划是提前几个月、甚至几年制定的，令消费者习惯在降价时购买。吸引为先的营销方式——例如宝马、宝洁、麦当劳和巴宝莉推出的推广案例——鼓励消费者出于激情和快乐来购买产品，从而加强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这种方式并非“联合广告”或基于价格的促销。消费者愿意观看和分享的是内容，从而可以带动对消费者的吸引并影响他们的行为。这种推广比制定一个买一赠一或暂时降价计划更难，但可以产生更持久的消费行为的改变。


从渠道管理转变为跨平台整合。
 营销者应考虑创造一个跨渠道(西方)或跨平台(中国)的品牌体验。以麦当劳中国首席营销官须聪和腾讯广告客户部总经理栾娜负责的一个项目为例，她们合作打造了一个无缝连通的消费者体验。2017年，腾讯收购了中国小说《全职高手》版权，并根据小说制作了一款颇受欢迎的游戏、包含九册的系列图书以及动画网剧。麦当劳和腾讯合作将麦当劳整合入该动画剧集中，整合方式远远超过了产品植入，而且将产品作为故事本身的一部分。这个推广在腾讯的游戏、电子书、社交平台、银行和动画平台一起推出，然后通过整合产品创新、内容、KOL，甚至一家复制动画中麦当劳门店的实体店，扩大到线下体验，这些手段给麦当劳带来前所未有的客流量，粉丝专程来朝圣，希望亲身体验动画场景的现实版。推广达到前所未有的效果，超过1700万人观看了这部动画剧集。

习惯在分散的市场运营的跨国企业应与这些中国集团联合制作、测试、开发和学习。随着更多中国公司向西方市场扩张或投资西方企业，在中国没有业务的公司将需要学习它们新的竞争对手如何利用跨平台整合来获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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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计划相比速度的价值。
 营销者必须认识到，流程创新可以提高速度，与产品创新一样重要。Visa的金昱冬回想她在美国包装消费品行业做营销时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我们会提前一两年就跟沃尔玛坐下来，讨论我们希望做哪些季节性促销，”她说，“我们会制定一个以降价促销为主的详细日程，这种几十年来形成的系统和流程是基于一个有些死板的计划流程。”她解释说，相比之下，“拥有中国思维模式的营销者会讨论如何制作可以跨多种平台且是暂时相关的无缝传播内容。”

在中国，营销主管说起“战略”时通常很不屑，但他们所说的战略与西方营销者所说的不尽相同。他们所说的战略是指公司进行的痛苦的、官僚式、程序繁复的计划，在公司中，规模经济、效率和风险管理已经变得比速度更重要。这种思维模式与敏捷性和冒风险直接相冲突。“中国公司拥有增长型思维模式，”麦肯锡(McKinsey&Company)合伙人叶海解释说，“很多中国公司为迅速扩大规模，可以容忍相对较低的盈利性。这一差异——选择扩大市场份额还是提高利润——给了中国公司优势，因为为了获得市场长期主导地位，它们愿意投入巨额投资，并承受短期亏损。”

考虑跨国公司常用的将不同市场的产品标准化的做法。例如，一个公司在A国、B国和C国生产和销售洗衣液，发现相比为每个国家开发不同的产品，在三个国家用同一个配方可能更能节约成本(尽管会用不同的品牌)。虽然这么做可以提高效率，但没有考虑到对速度、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潜在(负面)影响。每个国家的消费者口味和价值观不同，因此质量标准也不同。当制造商决定为多个市场开发同一个产品时，通常会按最高标准来设计。即使洗衣液公司可以很快开发并推出一款可以在A国畅销的基础产品，由于A国消费者的要求较低，公司需要等到产品对市场最挑剔的C国来说足够精良，才能在所有三个国家推出。为所有市场开发生产一个产品所获得的效率是有代价的:只专注于一个市场的竞争对手可以更快地创新推出竞争产品，可能提高市场份额。这家洗衣液生产商只需要协调三个国家;想象一下当跨国公司必须协调几十个国家时对速度的影响。

更快的速度需要对风险有更大的容忍度，并且强调敏捷的系统、流程和决策。要求具有像初创公司一样的思维模式。要达到这种敏捷性，公司应像重视规模和效率一样重视能够提高速度的流程改进。同样，营销者应像重视产品创新一样重视流程创新。公司还应找到方法如何像量化效率低下的成本一样精确地量化延迟成本。




20世纪90年代，
 我在宝洁公司个人清洁产品负责全球战略。宝洁该业务很大部分来自中国市场，因此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到中国出差，专注于如何扩大中国业务。基于这些经验，转到学术界后，我感觉我对如何在中国营销有根本的认识。20年后，我对中国的首席营销官们进行的研究令我相信，那些主要在西方发展并在今天的学校教授的营销理论和实践并不足以在中国新的市场格局中取得成功。中国市场截然不同，因此造就了截然不同的营销思维模式，需要截然不同的竞争力。西方企业领导者是接受还是忽视这种新兴思维模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中国能否成功，并最终决定他们在全球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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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理解生命的逝去，不提出任何要求，是管理者所能做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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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挑战


企业文化通常对处于丧亲之痛中的员工不够友好。管理者需要指导，以人性化方式帮助员工恢复效率。




挑战


虽然悲伤的情绪很少以规律的形式释放，但它包括三个阶段：愤怒，绝望和生活中的缓慢再投入。管理者应该了解各阶段以及对每个人最有帮助的回应。




挑战


第一时间理解生命的逝去，不提出任何要求，是管理者所能做的最佳选择。在悲伤的员工返岗后，管理者应耐心对待他们绩效和态度的落差。当员工最终走出悲痛，管理者应视之为成长的机会，并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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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是人类

共通的经历，


但企业文化往往对正在承受丧亲之痛的人们不够友好。“工作中有很多禁忌，”拉斯路·伯克(LaszloBock)告诉我们，“死亡是几大禁忌之一。”伯克是前谷歌首席人力官和Humu的联合创始人。Humu是一家致力于帮助高管使工作场所更具人情味的硅谷初创公司。我们交流的那天是11月2日，恰逢亡灵节(D􏰋adelosMuertos)。根据同事的建议，Humu遵照墨西哥的传统来纪念逝者。“我们办公室里有花边纸传单，还有糖果摊位，员工们摆上了已故家人的照片，”伯克解释道，“我们为故去的亲人摆放祭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希望打破在公司里谈论死亡的禁忌，并承认大家都是人。”

我们很早就与伯克接触过，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赞成以更人性化方式对待死亡的高管之一。除了他，还有Facebook的雪莉·桑德伯格(SherylSandberg)，经历丧夫之痛后，她与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Grant)合著了一本书。在谷歌工作期间，伯克通过倡导一项独特的人力资源政策，来直面工作中的死亡禁忌。政策规定，无论员工岗位和工作年限，任何一名故去员工的伴侣可在未来十年内领取该员工50%的薪水，以及每月每名学龄儿童补贴。伯克告诉我们，这项政策的影响“非常巨大”。“它反映了你的价值观，你的同理心，并给予了患有绝症的员工极大的宽慰。”该政策也帮助了管理者，他们不再需要临时决定如何支持已故团队成员的家人。但正如伯克所熟知的，与悲痛随之而来的财务困难仅是冰山一角。




应对同事去世

对管理者而言，员工的去世尤为棘手。集体性损失会立即影响组织中的许多人，造成明显的情绪不安和日常工作的中断，并激发悲伤、后悔和震惊等情绪。管理者未能承认并回应悲伤，可能会对直接受影响的人和其他人产生重大影响，而充分的回应可能会有所帮助。在某些情况下，在同事意外死亡后立即为员工提供休假可能是适当的，这可以让他们以对每个人最有利的方式处理所发生的事情。

组织所做的最有效回应是，承认悲痛是人类共同的特质，并允许失去亲人的员工互相联系。首先，管理者应鼓励团队成员以非正式方式谈论死亡，承认工作可能受到干扰，并鼓励大家开诚布公地谈论感受。管理者还可以提供更正式的集体仪式，比如举办集会，让员工聚在一起分享回忆和感受；营造安静的空间，让人们坐下来哀悼并追忆；组织纪念故去员工的活动。在网上平台进行悼念活动、分享其人其事和照片也很有帮助，在员工异地办公时尤其如此。不仅对那些最受影响的员工，富有同情心的领导的作为，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此类事件处理得好坏，可以成为未来很多年组织文化的象征。





宽松的休假政策，体贴的上级，以及公开交谈，都能为处于丧亲之痛中的员工带来巨大帮助。然而，这些都是工作场合中的奢侈品。作为心理治疗师、导师、教练和同事，我们私下会遇到在工作中受到死亡和悲伤煎熬的人，却很少在工作场所，或者管理研讨会上听到或看到此类话题。在为这篇文章做研究时，我们与管理者、治愈专家(griefexpert)、高管教练和学者进行了交谈，并研究了关于死亡和哀悼的开创性研究、书籍和文章。整体上我们发现，管理者上班时会做好庆祝新生儿和生日，甚至处理病痛的打算。但谈到死亡时，他们会沉默并转移视线。默认的处理方法是，尽量消除办公室中的悲伤气氛，让失去亲人的员工独自待几天，然后期待他们以全新职业面貌回归工作岗位。这种方法意味着，管理层默许了围绕死亡的“沉默共谋”(conspiracyofsilence)。心理治疗师茱莉亚·塞缪尔(JuliaSamuel)发明了这个词汇，她是一位专攻丧亲之痛的心理治疗师和《悲伤的效用》(GriefWorks)一书的作者。塞缪尔发现，这种共谋可能比丧亲本身造成的伤害更大。它剥夺了人们在哀悼期间本可从工作中获得的支持，损害合作关系，让工作生活和工作场所失去意义。

公司需要更好的方法来化解悲痛。显然，找到有效和人性化的方法帮助员工恢复效率是有价值的，但管理者还负有更深刻的责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大家庭、宗教团体和政府机构等传统支持系统失去影响力，工作场所已成为人们寻求满足其精神和社会(以及经济)需求的主要领域。公司承诺员工有意义的工作和社区意识，而不仅仅是薪水。我们将工作作为我们身份的支柱，人生中有很多时候都需要在工作场所寻找慰藉。

我们撰写本文时，采访了高管教练让-克劳德·诺埃尔(JeanClaudeNoel)。他解释说，对于那些在工作中经历悲痛的人而言，公司的承诺不再适用:“他们在最需要交流的时候反而被孤立。”结果就是“连悲伤的权利都没有”。“心理学家将这种损失定义为‘无法被公开承认、公开哀悼或获得社会支持的损失’。”研究发现，与痛苦相关的耻辱是罪魁祸首，对领导者、知名组织和竞争激烈工作环境中的员工，或者说，对在那些必须“振作起来”的环境中的员工来说，这种羞耻尤为突出。但当然，围绕死亡的耻辱，正如死亡本身，不分地位或财富，对CEO和工厂工人的影响相同。当人们被剥夺了悲伤的权利时，伴随哀思的消极态度会更深刻和持久，短期内会影响绩效，长期来看会影响对组织的责任感和忠诚度。

塞缪尔所谴责的沉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备感煎熬且显而易见的。他们发现自己被抛弃了，突然被孤立了。这不足为奇。死亡似乎毁掉了我们在工作中所重视的一切:掌控感、成长、效率、关系。你无法挽回或掌控死亡，它无关战略、人才或未来计划。因此在工作中，我们无从谈起死亡。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在他的开创性论文《哀悼和忧郁症》中首次提到的那样，悲伤是一种力量，但我们无法控制悲伤，是悲伤控制我们。如果能获得支持，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可以“度过”悲伤期。

“人们对死亡有两种本能的反应，”塞缪尔解释说，“一是悲痛，感到痛苦，难过。二是生存，继续下去，不被死亡击败。”管理者可以帮助员工应对这两种反应。如果管理者“在员工经受打击的情况下与他们建立起信任，就会成为他们恢复的支柱。”塞缪尔还指出:“他们所获得的忠诚度和工作质量将会远远超出投入。”



管理者如何帮助悲痛中的员工

半世纪前，约翰·鲍尔比(JohnBowlby)对悲痛的研究确定了三大哀悼阶段:一、拒绝和愤怒;二、痛苦，绝望和混乱;三、缓慢地重组和对生活的再投入。鲍尔比的提醒是，不要以为这三个阶段会按顺序展开。虽然大卫·克斯勒(DavidKessler)和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sabethK􏰌bler-Ross)对悲伤五阶段的著名解读将之描绘成稳步发展的过程，但研究人员已经证实了鲍尔比的观点——悲伤犹如潮涨潮落。在丧亲后的一年中，最初的强烈悲伤和沮丧通常会减弱，但悲伤并非以整齐、线性的方式展开。悲痛的员工在丧亲后状态会时好时坏。这就是为什么管理者应该理解这三个阶段，以及对每一阶段最有帮助的回应。

应对空虚:在场。在亲人过世，或者在悲伤突然爆发的任何时刻，管理者接纳这种感受同时不提出任何要求，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让悲痛中的人做主。在这个阶段，重要的一点是，抑制驱动大多数管理行为的“修复”冲动。死亡无法修复。反之，管理者应该在场并通过管理员工和工作场所间的界限来支持他们。高管教练诺埃尔告诉我们，失去亲人后，“人们总被小事打动”，“而且如果你留心，就会看到最有用的东西。”亲近的同事通常会主动联系悲伤中的员工，但是管理者尤其应该这样做。管理者代表组织，他们表现出支持，相当于释放人性化企业文化的信号。克斯勒将丧亲之痛描述为管理者和员工可以分享的“最重要历练之一”，“他们会记住你如何处理这一切”。

无论是打电话，还是亲自拜访(如果受到欢迎)，管理者到场意义重大，相当于向员工证明他们受到重视且获得了支持。这还表明你认识到他们所经历的伤痛，并了解到他们希望你告诉同事哪些事。送花或慰问卡也非常贴心，你也可以询问出席追悼会是否适当。你可以直接告知失去亲人的员工关于假期和返工的政策，以及是否有灵活的方案。你还可以向员工保证，当他们返工时，同事们会欢迎他们回来。尽管某些管理者可能会觉得，事发后立即和员工讨论重返岗位很尴尬，但对方往往希望获得清楚的答案。在生活陷入漩涡的那一刻，工作中熟悉的方案和选择堪比救生艇。

关于何时返回岗位，这里并没有任何公式或一定之规。联邦法律并未规定公司须提供休假，但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统计，2018年美国近90%的组织提供带薪丧假。2016年，丧偶或丧子的员工平均丧假为四天，失去亲密的家庭成员为三天，其他亲属为一到两天。虽然这可能让员工有时间处理丧事，但对于排解他们的情绪远远不够。在《后备选项》(OptionB)一书中，桑德伯格和格兰特提出了强有力的观点，即大多数公司的丧假都不够人性化。近年来，Facebook和万事达卡已将直系亲属丧假增至20天。公司可以考虑允许员工将休假时间捐赠给有需要的人。这些政策在许多组织中很常见，包括埃森哲、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一些小公司。另一种可能是员工援助基金(同事可捐款，由公司进行分配)，帮助员工承担葬礼或其他费用。如果公司团队中既有全职员工，也有分包商、顾问或自由职业者，管理者须注意的一点是，后者很可能无法享受全职员工的福利，这或将引发问题甚至加剧不满和怨恨。

伯克告诉我们，制定明确和包容的政策，也确保管理者不会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因为他们可能会偏向职级更高、任期更长，或人际关系更密切的员工。但最终，耐心和支持才是根本。克斯勒写道，比起抱怨人力资源政策本身，悲痛中的员工更多抱怨的是管理者如何应用这些政策以及归队后同事如何对待他们。

塞缪尔同意。“员工经常被告知，‘你的休息天数有限’，通常是亲人去世后前三天，然后就没有假期了。”她告诉我们，

“这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当事人会感觉自己被当作一台机器来对待。”更重要的是，人们应对悲伤的方式不同。有些人渴望重新开始工作，作为缓解悲伤的喘息机会，提醒自己依然对生活的一部分有一些控制权。出于实际原因或是难以承受的悲痛，其他人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一些员工可能希望能带着悲伤工作，并希望其他同事能理解这一点。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取决于其所经历的死亡——他们与逝者的亲密程度以及死亡本身的性质。意外死亡、暴力死亡和自杀可能更具创伤性。在确定休假天数时应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在没有正式相关政策的组织中尤其如此。当员工准备好返岗时，管理者在为同事做好铺垫上具有重要作用，比如与他们沟通返岗者的意愿，甚至在专家协助下召开应对悲痛的研讨会。塞缪尔鼓励管理者询问失去亲人的员工的所想和所需:“你希望同事如何回应?不然先来公司一两个小时，跟大伙儿打个招呼?这样就不会显得返岗太匆忙?最近几周工时减半是否对你有帮助?”让悲痛中的员工选择并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不能确定最好的选择，请给他们一些时间。


应对不在状态:等待。
 几天或几周后，大多数员工开始继续工作，但悲伤通常会持续数月。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悲伤还可能会在几年后爆发。因此，即使返岗的过程非常谨慎，管理者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会恢复如常。哀悼中的人会继续处于高度迷惘、疲惫和痛苦中。此外，最初巨大情绪震撼之后的几个月，通常是情绪摇摆期。我们在痛苦折磨和忘记过去之间摇摆不定。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摇摆，更不用说将之表达出来，因此外在工作表现会出现波动。某些时候，我们投入充满挑战的项目，而下一刻，甚至无法回复一封电子邮件。无论对经历者本身还是周围的人，这种波动令人困惑和恼怒。不仅他们的亲人不在了，他们也会开始注意到自己的不在状态。

在这种波动中，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希望恢复正常，回到以前的自己，但觉得已经不可能了。对管理者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悲伤会模糊焦点、破坏稳定性和动力——这些要素正是工作中“人才”所具备的。丧亲后的一段时间内，员工因为失去了对挑战和变化的兴趣，工作表现不稳定很正常。这并不能说明员工已经江郎才尽或工作热情殆尽。识别和管理这些行为可以避免大量的误解和冲突。

“人们在悲伤时会自我批评，”塞缪尔说，特别是那些在工作中非常成功并且发现努力工作并无法减轻丧亲之痛的人。“他们经常折磨自己，这是一种特别残忍的存在方式，但很常见。”她告诉我们，“你不希望你的管理者和你一起陷入绝望。你需要他/她相信你，同时不要给你太大的压力。做到这些不容易，但绝非学不会。它需要倾听的能力，并允许人们在正常工作的同时，可以充分释放自己的悲痛。”

通常让承受丧亲之痛的人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的管理者会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们，但在一段时间里不会期望他们表现得跟从前一样。这甚至还帮助他们接受这一点:虽然他们不能再回到“以前的自己”，但他们在失去亲人后，才华和敬业度并不会改变。在制度上，有助于这一阶段的政策就是保持灵活。管理者可能会分配员工到机构最需要的地方，或支持他们需要料理生活其他方面的需求。管理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允许远程办公或灵活工作时间;在常规考核之外，提供“升迁或离职”的扩展评估，讨论员工的适应情况，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灵活性能帮助员工在重返岗位的安排中不会感觉太过突然。如果员工在丧亲数月后仍继续挣扎，管理者可委婉建议他/她寻求专业人士咨询。许多公司的员工援助计划包括提供短期咨询的花费，这在丧亲的早期阶段提供了宝贵支持。丧亲六个月后，如仍无法维持正常工作职责，可能属于“复杂悲伤”的症状，这与普通的悲痛过程不同，需要临床关注，甚至病假。


应对新的开始:开放。
 大量研究和故事记录了患者在他人耐心和稳定的支持和关怀中，随着时间推移对抗死亡的自我生成效应(generativeeffects，这里指患者自身产生的能力——译者注)。桑德伯格和格兰特写道，“死亡会带来新生”，这与维克多·弗兰克(ViktorFrankl)的经典著作《人类追寻的意义》(Man’sSearchforMeaning)相呼应。这些影响被称为“创伤后成长”，它包括对生活的新认识，更具复原力的希望，与他人更深层次的联系，以及充分享受自己现有一切的决心。创伤后的成长并不能代替毁灭性的失落感或感到悲伤的需求。相反，它强化了人们生存下来的意识，让人懂得人间值得。无论是更真实、更专注地工作，写一本书来打破死亡禁忌，或是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创伤后的成长并不意味着忘却或回到原地，它关乎接纳丧亲之痛并继续生活。

失去亲人之后，很难预测人们何时能够重获希望和决心，但一旦出现类似迹象，管理者就应该鼓励。当员工可能对生活和工作态度有所感悟时，管理者可以通过表达适当的兴趣对此予以肯定。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尤其应该这样做，因为当事人可能会对新的感受和看待生活的不同视角感到内疚。最有帮助的管理者不是那些以光明未来愿景吸引员工的人，而是那些倾听并支持他们的人，同时他们开辟了一条前进的新路，为当下创造意义留出了空间。

管理者谈论他们自己失去亲人的经历也可能有所帮助。伯克在担任Humu的CEO早期就是这样做的。兄弟去世后他重返工作岗位，在与公司的每个人分享他经验时，他意在安抚员工，或许也包括他自己。“我知道(兄弟的死)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我不想让他们怀疑我有什么问题。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他告诉我们。但他的坦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伯克“心怀感激并颇为惊讶，因为自己收获了泉涌般的支持、同情和认可”。其他面临类似挣扎的人将他的坦诚视为在工作场所谈论亲人去世的通行证。“我作为联合创始人和CEO所学到的是，谈论此事让他人更容易分享他们的经历。”他的本意是不让别人担心，结果让人们敞开了心扉。“如果你有兴趣创造一个人们愿意谈论失去亲人的环境，”他总结道，“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莫妮卡·沃尔林(MonicaWorline)和简·达顿(JaneDutton)撰写的《唤醒工作中的同情心》(AwakeningCompassionatWork)一书，有力支持这一观点。

当然，并非每位管理者都经历过亲人过世，并以同理心将其表达出来。即使你尚未遭遇丧亲之痛，或许也经历过痛苦的挣扎，并可以此为鉴。诺尔告诉我们，他发现自己与癌症斗争后，更容易与客户讨论临终话题。或者你可以关注失去亲人的员工在态度和注意力上的变化，并委婉地向他们提问。“过去几个月里，我注意到你似乎对......更感兴趣”通常是不错的开头。如果人们有足够空间并获得许可，就容易向发展深层关系、诚恳交流和进行有意义工作的方向行动。在得到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会逐渐鼓起勇气公开谈论他们是如何在失去亲人后成长起来的。




以上所描述的三种能力——
 事发时在场，对表现波动保持耐心，以及对成长潜力的开放心态，不仅仅是你帮助悲伤员工的方式，还是对愿景、计划和指导，这些我们以往期待管理者所具备能力的补充。面对悲痛，管理者能帮助组织做得更好。他们也能发展成履行公司承诺的领导者，让员工发挥出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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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皮罗·派崔列
 是英士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他还是专业医生和精神病专家，负责英士商学院的管理加速项目。萨利·麦丽斯
 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和领导力教授。她还是执业心理治疗师和高管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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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无需改头换面，通过调整改造就能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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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很多管理者认为，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彻底颠覆原有业务，追加技术投资，彻底从线下渠道改为线上，收购技术初创公司。




原因


数字技术的应用几乎遍布公司价值链的各个方面，管理者很难找出优先顺序。




解决


作者对数字化转型的5种关键迷思解惑，帮助高管更好地理解如何应对当前趋势。






在
 一间可以俯瞰平静的日内瓦湖的餐厅，我们和一家全球巨头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共进午餐，午餐持续时间很长，临近结束时这位高级副总裁向我们坦言，“我们公司有十多个数字化转型委员会，也有很多数字化转型的举措，可以说是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数字化转型......但是没人能给我解释清楚，数字化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最基本答案是:数字化转型被大家说得太多了，简单来讲，它意味着调整机构战略和构架，抓住数字技术带来的机会。这个挑战并不新鲜，毕竟计算机和软件已经存在了数十年，改变了产品、服务和人类生产及交付产品的方式。但这位高级副总裁想说的是，对企业来说，弄懂数字化转型的本质，转化为可践行的计划，变得越来越难了。如今，人们可以将计算机装进兜里，戴在手腕上，过去由人类完成的任务(例如管理支出)，越来越多地通过软件应用，由机器自动完成，硬件虚拟化程度有所增强，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程度达到史上最精准。

更重要的是，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能接触到这些应用:

嵌入各种设备和交互接口的传感器可以实时传输数据，提供更多决策所需信息，让基于算法的推荐更精准。简言之，数字技术不囿于IT领域，其应用几乎涉及企业价值链的各个部分。因此，对管理者来说，弄懂数字化转型的意义，知道要抓住哪些机会，优先采取什么举措，并非易事。

面对这一现实，很多管理者难免会认为，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彻底的颠覆，追加技术投资，完全从实体转向线上，收购科技初创公司。在某些案例中，的确涉及这类思维范式的转换，但我们的研究和工作表明，对多数公司来说，数字化转型绝非彻底颠覆和破旧立新。改变必然存在，企业有时必须彻底更新制造流程、分销渠道或商业模式;但数字化转型更多意味着通过渐进式的措施，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主张。

我们采访了通过授课认识的60多家公司的数百名高管，将在下文分享我们从中获得的研究洞见，解开数字化转型的几个关键迷思，帮助高管更好地理解公司应对当前趋势的方法。

一些管理者认为，想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公司必须彻底改变价值主张或冒险经历颠覆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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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很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初期，希望像苹果公司一样，打造一款能够满足顾客全新需求的高科技核心产品或平台。虽然这种情况也有成功者，但我们认为，多数公司服务的顾客需求并不会改变。挑战在于，如何找到一种最佳方式，通过数字化工具满足这些需求。正如法国高端时尚零售公司老佛爷百货(GaleriesLafayette)的一位高管告诉我们的“，这是又一次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公司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目睹了历史上其他各种变革，包括大型综合超市、购物中心、专业连锁店、快消时尚，之后经历了品牌零售商化，最后是电子商务。”

集装箱公司马士基(Maersk)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全球贸易壁垒和国内供应链的低效，影响了货运成本。该行业还缺乏透明度。这些挑战都存在已久。

马士基通过数字化找到了解决这些挑战的新方法。公司和IBM及政府合作，部署了区块链技术，从单一源头快速安全获得端到端供应链信息。这一技术还能接收来自传感器的实时数据，确保跨机构工作流程的可靠性，降低了行政支出，获得更优化的全球货运风险评估。通过转变，马士基得以更好地服务核心顾客，但是它并没有转型为谷歌。它的价值主张仍然是做一家货运公司，为顾客提供快捷、可靠、价格合理的服务，只不过有了数字化技术的辅助，它有潜力成为流程最优化、最透明的公司。

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也是一例。该公司从全球最差航空公司转变为最优秀的公司之一。根据公司提供的数据，用户净推荐值从2010年的44%变为2016年的72%，载客量从2009年的64.5%增长到2016年的81.3%。那么，Aeroflot是怎么做到的?公司利用数字技术，极大地提升了运营、汇报、乘客预订、航班安排和乘客服务等核心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创建了一个可以让管理层即刻了解超过450个关键绩效指标(KPI)的仪表盘。

公司还通过安装在飞机上的传感器收集信息，观察飞机的各项数据及定期检修情况，从而降低运营成本。由于员工现在可以在仪表盘上找到公司数据，回复记者问询的工作容易了很多，公关部因此减少了人员数量。此外，Aeroflot还重新设计了网络架构，在运营主要航线的同时，兼营一个廉价航空——几乎没有其他航空公司成功做到这一点。同样，公司的价值定位并未改变，它仍然是一家为乘客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出售飞往各个目的地的机上座位，只不过通过数字工具让自己变得更高效，对顾客更友好。

尽管如此，不要误以为这代表颠覆不会发生，事态发展速度极快，原地踏步的企业会被那些成功完成数字化转型的公司颠覆，至少会被超越。但是，即使在数字化颠覆最严重的经典行业，如果你深入观察，也会看到更复杂的真相。是否会被颠覆，取决于你为顾客提供的服务。如果和新进入的颠覆者相比，在位企业可以使用数字化工具，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仍然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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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作品





这组照片叫做“计算机世界”，摄影师克里斯托弗·莫林豪斯向我们揭示了微处理器的微观宇宙，每个处理器大小都不超过一粒米。这组照片将平时不会被注意的科技展现在我们面前。





以出租车行业为例。谈到数字化颠覆的例子，最常被提及的是优步给出租车行业带来的影响。优步出现时，出租司机认为生计受到威胁，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罢工，特别是在作者的家乡巴黎。对此，公众仍然记忆犹新。但直到今天，巴黎的出租汽车公司依然发展良好。G7是一家成立于1905年的传统出租车公司。和巴黎很多出租车公司一样，这家公司的司机服务也是出了名的粗鲁无礼。现在呢?和优步一样，G7也开发了一个可以让乘客通过手机预约车辆的app。这个app提供的服务有:拼车、普通出租车、环保车(混合动力或者电动车)，小货车和VIP服务。你可以通过app从路边打车，或者直接搭乘等客出租，通过司机的4位编码付款。

不过，G7和优步有几个重要区别:G7的司机驾驶技术更专业，车辆更整洁，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叫车，不必像优步那样受15分钟局限。最重要的是，尽管平均而言，G7可能比优步贵一些，但在乘客最需要车辆的时候，它的价格便宜很多:优步会强制收取两倍、三倍甚至高达八倍的高峰叫车费，而G7的收费一致。很明显，优步的出现迫使传统出租车公司改进了自身服务:G7司机现在需要学习礼仪课程。但你不能说数字化的出现彻底转变了G7的价值定位。

同样，酒店业也是遭受数字化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首先出现了Expedia这样的线上代理，接着是Airbnb这样的平台，现在谷歌等搜索引擎的提供商也加入竞争行列。我们采访了万豪集团的CEO苏安励(ArneSorenson)，谈及数字技术的影响，他并未对威胁轻描淡写:“数字力量肯定是革命性的，而且很强大，有时会令人生畏，”他说，“在争夺顾客方面，我们绝对是在正面交战。”

苏安励强调，技术将是赢得这场战争的主要因素:“我们要确保使用技术让运营和服务更高效，创造出黏性很高的数字平台，同时确保平台足够大，为客户提供价值，让他们直接在官网订房。我们并非要战胜谷歌，而是希望确保顾客感到宾至如归。这一切必须通过数字平台来实现，但这个平台的目的是和顾客互动。”这也是万豪一直在做的。尽管公司推出了和Airbnb竞争的平台，导流顾客到万豪官网，但它也在专注自己最大的优势——打造一流酒店，为顾客提供出色的服务。那些曾在万豪或姐妹酒店喜达屋下榻过的顾客都知道，在一般的Airbnb民宿，他们不太可能享受到前者提供的奢华床垫和床品。

数字平台不会改变公司的立身之本，理解了这点，可以帮助你找到公司应该关注的技术。那些认为数字化颠覆需要彻底重塑公司核心业务的管理者，最终会迷失方向。但是，如果企业将重点放在如何更好地解决顾客需要，会更关注对顾客影响最大的技术(例如客户体验或关系协同)或者核心能力(例如成本协同效应)。你的公司和马士基、Aeroflot以及G7一样，很可能在数字时代继续服务同样的核心客户，这些客户的需求不会改变，但企业肯定可以通过数字化，更好地为顾客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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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通常会淘汰低效的中介和造价昂贵的实体基础设施，但并不意味着实体会完全消失。事实上，很多零售商正在寻找线上线下的结合方式，以便发挥出两者优势，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很多。不仅零售商，很多其他2C的公司也有相同趋势。

老佛爷百货是零售业的经典案例。尽管来自线上店铺的竞争激烈，老佛爷百货深知，只有一砖一瓦搭建的实体店铺，才能为顾客提供真实的购物感受，这点很重要。两种模式各有优势:实体店可以和顾客建立情感联结，线上(特别是AI)店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顾客需要。过去企业过度关注产品，对顾客关注不够，混合模式可以让顾客成为业务中心。

老佛爷百货希望进一步了解顾客，同时与其建立情感联结。公司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新店铺，无缝融合了线上线下。商场出售的奢侈品经过精心挑选和陈列，店铺销售人员擅长和顾客互动，精通时尚搭配和社交媒体。这些员工作为私人购物顾问或造型师，会和顾客建立情感联结，让实体店铺成为最先吸引顾客的场所和接触点。购物者之后可以在交易中使用数字化辅助工具。新技术还能帮助销售人员“记住”顾客的信息和偏好，找出吸引他们的营销方式。

老佛爷百货在豪斯曼大街的旗舰店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这种结合，公司给员工配备了平板电脑。通过网络搜索，顾客在进店前对某些产品的了解，已经超过了销售人员。员工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搜索线上产品目录，获得和顾客同样多的信息。

购物者看重实体店，因为这里的产品看得见摸得着。他们可以在网上预留产品，到店铺试穿，不必承担购买压力。他们也可以网购，然后到店取货。无论哪种情况，销售人员必须知道如何成为顾客的私人购物顾问，产品和顾客数据会帮助他们实现。

很多纯数字化品牌也殊途同归。例如从创立之初就在线上零售的Bonobos，现在也开设了实体店铺，让顾客试穿产品。

美国眼镜电商WarbyParker是另一家线上零售店。顾客购物后，公司会从中控库存直接发货。现在该公司也开始尝试实体店铺，为顾客打造舒适的购物体验。和老佛爷百货一样，这些零售商在解决数字化难以完全满足的顾客需求——建立情感联结，解决试穿或试戴的难题。同时，他们也在通过技术更好地利用数据，实现成本效率。在能源领域，我们也看到类似案例。

一些欧洲电气设施公司的智能互联家居系统，包含了恒温控制器、各类传感器及探测器，通过这种方式，公司有效利用了实体和数字化的双重优势。谷歌和亚马逊也进入了智能家居设备市场，但电气设施公司的优势在于它们拥有工程师(或者可信赖的承包商)，客户在安装、维修方面信任这些专业人士，公司因此拥有了智能恒温控制器的价值定位。一些公司还能提供定期维修:如果传感器监测到供暖系统可能会出故障，会通过恒温控制器提醒客户，客户可以预约工程师上门提前维修。

这样的操作也会帮助工程师在上门服务前，了解问题所在，准备好合适的工具。线上线下的无缝整合，减少了上门次数和零部件损耗，同时还能让顾客安心。

TUIUK是一家旅行社，也是线上线下结合的代表。起初，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被颠覆了，公司在市场上四面楚歌。但在开始数字化转型后，TUI发现虽然很多顾客想在网上定制旅行计划，但也希望能和门店员工交流，进一步了解复杂的旅游线路，从而安心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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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往往会通过并购创业公司，获得新技术或新创意。这种方式的风险在于，可能会扼杀创业公司的文化，在过程中流失人才。明智的企业更希望能与创业公司建立强度适中的混合关系:可以向对方学习并找到协同效应，但又不至于摧毁创业公司的文化。因此，即便它们收购了创业公司，也会允许它们以半独立的方式运营。

在这方面，安富利(Avne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家市值190亿美元的全球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这家公司完成了两项很重要的数字化收购:第一家是Hackster.io，来自全球的制造者在其平台上发布自己的新产品创意(例如监测城市噪声和污染水平的传感器、AR耳机、婴儿氧气监护仪等);另一家公司是DragonInnovation，帮助企业弥合原型产品和产业规模化电子产品的鸿沟。这些公司以半独立实体的方式运营，安富利委派新兴业务副总裁戴娜·巴洪(DaynaBadhorn)和它们联络。她的任务是，防止收购公司受到母公司运营效率的负面影响，例如过度规划和过度缓慢的产品研发周期，同时帮助安富利学习这些公司敏捷和快速实验的重要性。Hackster和DragonInnovation称戴娜为“守护天使”。

老佛爷百货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守护天使的重要性，该公司和包括历峰集团(Richemont)、家乐福(Carrefour)、拉加代尔旅行公司(LagardèreTravel)和Kiabi等在内的很多传统大型零售商合作，建立了初创企业加速器LafayettePlugandPlay。尽管老佛爷的高管花了大量时间和加速器里的公司互动，但因为没有项目领导者跟进，公司最初很难将这些互动转化为老佛爷内部实际的项目。后来老佛爷百货任命了一位管理者解决这个问题，情况得到改善。老佛爷并没有收购加速器中的任何初创公司(不希望扼杀这些公司的创新文化)，而是通过指派一位管理者，长期和加速器中的企业联络沟通，维护亲密关系，执行合作项目。

其他成员企业也效仿这种方式，从合作中获得更多收益。在各案例中，守护天使都致力于更好地利用双方机构的优势:努力维护初创企业的使命(从而激励多数人才留在公司)，保护初创企业不受大公司官僚体系和汇报机制的损害，降低效率。在这一前提下，将大公司的使命融入其中，帮助大公司充分利用初创企业的创意、流程、文化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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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往往认为，数字化转型主要涉及技术变革。技术变革当然会包含其中，但明智的企业懂得，变革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顾客需求，无论是通过更高效的运营、大规模定制还是新产品和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数字化会将此前孤立的活动联系起来，甚至必须联系起来，所以公司往往要重新组织人力和技术。在实践中，这也许会改变公司架构。例如，有时公司需要更敏捷的架构，必须组建内部小分队，既具备项目所需能力，也有决策权，全程跟进项目。尽管小分队是一个团队，但和多数大公司团队不同，它们就像创业者一样，有条件快速解决关键问题。

信用卡巨头万事达(Mastercard)通过系统化流程，组建此类小分队，并由万事达实验室监管。来自不同部门的员工可以提交创意，满足条件者获得奖励，创意分三个阶段:橙盒、红盒和绿盒。在橙盒阶段员工有机会探索并推销自己的创意，拥有1000美元的预付卡，并获得指导，向公司介绍他们将如何解决某个特殊的客户问题。在红盒阶段，员工将创意变为概念:团队会收到用于测试、开发原型和研究所需的2.5万美元，并获得90天的指导，找出优化这一概念所需的步骤。绿盒阶段则是在实验室的官方孵化项目中，打造一个商业化产品。在这个阶段，团队要停下手头的工作，在这一项目上工作六个月的时间。

一家大型国际银行ING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让这样的小分队，在更传统的组织架构内工作。银行意识到，如果想让合适的员工参与跨部门项目，避免他们在前途暗淡的项目上耗时太久，公司需要帮助这些内部创业人员完成角色转换。银行开发了名为PIE的系列内部流程:P是保护(protect)，意味着停下手头工作，参与到小分队项目的员工，一旦项目失败，可以重返工作岗位;I代表独立(independence)，小分队成员有自己的资源，可自行决策;E是鼓励(encouragement)，如果小分队成功了，公司会在内部广为庆祝其成果。当然，公司必须允许小分队失败。即使是项目后期的失败，也不该危及个人职业生涯。ING的CEO拉尔夫·哈默尔(RalphHamers)说，“我们要诚实地面对失败。同时也要诚实地面对过程中学到的教训，并承认我们只用了竞争对手所用的一部分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学到了这些教训。”

企业还要考虑框架因素。挪威电信巨头Telenor(南森曾担任该公司咨询顾问)在数字化转型中，尝试重新定义工作内容。员工不再是监管各项职能和公司损益的“产品拥有者”，而是项目经理，负责设计顾客旅程。这一转变鼓励员工像简化版CEO一样工作，对外关注顾客问题，对内跨部门运作，给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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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要明白转型为小分队的过程可能会很痛苦。ING重组是一个极端案例，公司全面撤销了各部门和分部，采用敏捷组织架构，通过小分队完成优化顾客旅程的任务。重组时，仅用一周，所有员工都被解雇，然后以如何解决客户问题为标准，重新申请工作。ING在这类项目的帮助下，5年间将荷兰和比利时的员工数减少了30%-40%。并非所有转型都如此震荡，但在多数案例中，当工作被重新定义，摩擦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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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最终也许要彻底变革后端遗留系统，但从一开始选择彻底变革IT部门会带来极大风险。明智企业会选择模块化的方式和敏捷形态，逐步缓慢变革遗留系统，同时快速开发前端应用。为此，公司可以构建中间交互界面，将前后端连接起来，或者当IT在改变后端的同时继续运作时，允许业务部门采取应对现状的必要解决方案。

一段时间后，遗留系统可以逐渐退役，但不会耽误公司满足顾客需要的过程。例如，TUI在开始数字化转型时，面临艰难挑战:公司在门店、电话和网络平台的业务互不相关，运营地区也不同。在英国的后端遗留系统已经运行35年了。当时对公司来说，技术至关重要:Expedia和其他在线旅游代理商全面威胁着旅行社的业务。在这种背景下，TUI彻底变革IT，开展数字化旅程，是很诱人的选择。

但经验告诉我们，一次性取代多个复杂、关键任务系统往往会带来灾难。正如公司领导团队的成员之一杰克·西蒙斯(JackySimmonds)所说，“重点是勾画出理想化的客户旅程，看看如何通过数字化的方式盘活公司业务。”

TUI没有进行全面“检修”，而是开始了更新技术的“三年计划”，先通过量身打造的解决方案，专注于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体验。

公司利用这段时间，了解客户在数字时代的需求，然后通过中间接口将前端应用和后端遗留系统联系起来。接着，公司将后端分解为模块化的子系统，缓慢淘汰，并随之增加前端功能。每次公司升级后端或前端的一个组件，首先要在单一市场测试，然后不断完善迭代原型，之后再和其他业务部门合作。

由于市场的多样化，TUI决定不扩展遗留系统，但通过一以贯之的数字化战略，不同市场得以共同发展，技术投资的收益得到最大化。通过针对客户旅程的数字化转型，该公司十多年来稳步增长。

中间界面的桥梁角色在金融服务领域尤为明显。2015年，欧洲议会采用了新的付款服务指令(PSD2)。立法目标之一，是让第三方开发商可以围绕一家金融机构构建应用和服务。如果个人客户对银行转账费用不满，根据PSD2，可以更简单地更换第三方提供的服务。德意志银行和位于匈牙利的OTP等银行没有坐等机构通过改变遗留系统，来解决PSD2带来的挑战，而是专注于构建应用程序接口(APIs)，借此将他们的遗留基础设施和外部服务提供商(例如TransferWise和AI赋能的理财顾问Wealthify)联系起来。

我们并非建议大型企业永远不去更新遗留系统。但是，不断推迟数字化转型，希望等到技术成熟，一次性解决问题，这样做很危险。如果你将问题分解成几个模块，创造中间界面，企业就能在维持核心运营稳定的情况下，不断尝试满足客户需求。




对多数公司来说，
 即便真的面临颠覆威胁，数字化转型也不意味着要彻底重塑价值定位或商业模式。更好的做法是，一边使用数字化工具变革核心，一边开发并抓住数字化带来的新机遇。上文提到的公司，都在商业模式中融入了不同的数字化元素，其中一些并没有颠覆性或侵入性。成功关键在于关注客户需求，保持机构灵活，尊重渐进式变革，并且懂得企业不仅要通过收购创业公司获取新技术和新技能，还要保护这些公司——在这些方面，很多最优秀的传统企业一直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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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热血与年轻的专属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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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科技底层研发到商业场景革新，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辽阔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催生出万物互联与万物智能的新图景。只历经了短短十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出海征程已从星星之火变为寻常步伐，在日新月异的全球互联网大图景下，成为中国社会软实力对外扩张和渗透影响的一个具象体现。相比全球紧绷时代的硬实力冲撞，以企业产品与服务为载体的文明输出，则显得更为细水长流，更具韧劲，更加自然从容。

其中，各大国产智能手机厂商出海的号角尤为令人瞩目:头部的四家华米OV从国内杀到海外，大举割据全球市场与供应链。在历经中国品牌的数十载国际化博弈后，人们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和差异化的模式案例，来观测品牌出海潮汐的起落。在所有头部玩家当中，小米就是这样一个全球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原住民”品牌。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成立仅九年的企业成长过程中，看到中国品牌出海战役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缩影。



小米出海：

“中国制造”的一次非典型突围

身在这场不断走出去的大浪潮中，小米虽不是中国企业出海梯队里的第一拨，如今却成长为了一个现象级的独特范本:市场扩张地区多元、海外用户口碑良好，产品生态布局完善。九岁的小米用了四年时间，在中国品牌国际化进程的群像图中，逐步描绘出了一个独具辨识度的出海案例，行走脚步轻盈却不单薄，稳扎稳打地沉淀在了全球多元社会的普通生活里。

在此之前，中国品牌的出海形象，大多或厚重木讷，或面目模糊，品牌力很难下沉到海外普通消费者端，更无法形成具象有感且富有辨识度的品牌沟通。在不具备差异化优势和鲜明品牌形象的情况下，中国厂商早期的“走出去”，更多的是比拼同质化的廉价快速，或比拼以国资为导向布局的体量优势。寻找品牌突围的新模式，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征程而言显得尤为关键。

除了理想主义层面的出海探索，布局国际看向海的彼端，对中国科技互联网企业而言同样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



《新摘商业评论》指出，与二十年前的商业环境相比，如今中国互联网对用户流量的抢夺更为迫切，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严峻的流量红利触顶现状:移动互联网用户比率已经达90%，曾经的竞争格局已从蓝海染为红海，线上线下流量增速都在递减，获客成本与日俱增，经济上行压力胶着，各家可供增长的国内市场潜力都在被一再被压缩。

回顾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短短十年出海路，从庞杂琐碎无人关注的互联网工具、游戏、电商开启试水型第一阶段，到资本大举收购与新锐科技产品渗入的成熟型第二阶段，再到IoT、AI、和5G等前端技术浪潮的引领型第三阶段，中国科技玩家们不断整合资本+技术+人才+产品的综合竞争力，调整出海的脚步，在全球市场格局中走向更为复杂多元、深耕细作与研发前置的方向。

故事的A面是唯快不破的效率。年轻的小米赶上了其中的第二阶段，并迅速成为了其中的代表，现已加足马力驶向第三阶段。

而全面升级出征第三阶段的理由很简单。用小米的话说，既要用感动人心的厚道价格和用户交朋友，以此扩充全球流量基本盘，也需要新的高端旗舰产品支撑技术亮点和盈利空间扩展的想象力。

基于此，2019年的小米在巴塞罗那MWC大会上抢先官宣了5G手机发布，并将品牌战略正式更替为“智能手机+AIoT”双引擎战略，寄期望用智能家居的全面布局，打通万物连接的IoT+AI+5G新生态。

Canalys数据显示，小米2019年第一季度智能手机海外市场出货量比重已占据整体出货量的62.2%，其中在印度市场尤其体现出了持续领先的高光表现。回顾出海路，从最初试水、谋兵布阵再到实实在在扎根海外，现在的小米，已抢先其他中国品牌半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级市场玩家。

与此同时，在刚刚发布的2019全球BrandZ品牌价值排行中，小米以198.05亿美元的品牌价值第一次跻身榜单，成为了十五个中国品牌中的一员。面对这样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小米国际业务负责人王翔却显得颇为平静，他对此表示:“只要坚持做感动人心的好产品，放眼90多个国家，小米这个名字永远莫愁前路无知己。”

故事的B面是此起彼伏的质疑。资本市场一天都不能缺少新故事来刺激关注和股价。抛开已不再令人新鲜的舞台掌声之外，小米该如何寻找下一阶段的鲜明品牌定位与突破，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自香港联交所上市后，市场观察者们围绕小米的评测、猜测与争论从未曾停止，人们摆开放大镜甚至显微镜，仔细着研究与小米有关的所有动态起伏与财报细节: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排位连季度提振乏力、线上线下渠道毛利偏低、旗舰机市场声量与竞品全方位对比声量弱势、外部依赖性强的供应链与专利结构引发不稳定猜想......即使在引以为傲的国际市场布局中，也面临着诸多厂商纷纷开辟副牌，复制小米打法的围剿态势。

从产品配置，技术整合再到营销创新，智能手机行业里可以奇袭出兵的新花样，似乎真的不多了，各大厂商由此几经洗牌浪潮，这两年的日子都委实不太好过。九岁之后的小米，从挑战他人到被人挑战，面对着变化万千的世界，仿佛也提前感受到了三十而立的一丝困惑。

而当一家年轻的公司拥有了年迈的成就，注定需要为这个充满挑战和迷茫的时代担起责任，拓展可能。人们不禁反复追问:小米还在为发烧而生吗?还是已从年轻热血沦为庸常中年?2016年奇袭印度的逆转胜战役之后，下一个突围前路究竟在哪?




王翔：“出海不能简单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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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品牌出海的战略意义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起来，各家都在布局出海。有人认为品牌出海就是为了消耗国内过剩的产能，有人认为出海是利用类似于软银孙正义的时间机器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打一个时间差，先把好东西做成熟，摸索到规律，再回到相对发展滞后的地方进行推广。小米作为“出海前辈”，对于出海的步骤和模式怎么看待?




王翔:
 绝不能仅仅把品牌出海看作是消耗过剩产能、简单复制国内模式的大规模标准化处理，而是要有的放矢，悉心选择，有策略有预期地合理排序进入各个市场的顺序，当地的相关法律和专利产权情况、市场体量现状、生活消费方式、文化沟通偏好、已有竞品调研、本地团队管理......这些无不决定着出海战略的步骤成败。

像我们能连续拿下印度市场份额第一也不是偶然灵光一现，也是经过了各地市场推进的探索、磨合和失败反思的:与其四处开花，不如力攻一处，出海不是简单复制。痛定思痛，当时决定把所有其他地方资源撤回来，allin印度，才有了今天这个不错的结果。




HBR中文版:
 现在自主研发是科技行业最常谈论的热点词。关于专利数量和研发力度。包括小米如何抗击国际市场的专利风险，被业界一些声音认为稳定性不足，您作为集团内部这一方面业务的主要负责人怎么看?




王翔:
 这是特别好的问题。当今的技术极为复杂，复杂到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只靠自己就能够做出一款完整的智能产品，大家都只能靠国际合作。一个智能手机里面有1000多个不同的元器件，以万级计的不同技术都是通过交叉许可相互授权来获得的。你如果查一查这些跨国企业们，每天都面临多少专利数字，会发现所有人都一样。

小米在过去几年里面，在知识产权投资和积累的进步非常巨大，每年通过自研和收购，积累非常多的专利。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盈利，主要是为了防守，也就是保护好自己。小米在业界具有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信誉，同时我们也追求的是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专利许可模式。




HBR中文版:
 对于小米一路走下来的起伏跌宕，您从个人的视角来看，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王翔:
 我拿自己打比方吧。我在跨国公司干了许多年，有时难免觉得有些沉闷，问题很多，人要做非常非常多妥协才能做一件事。而进入小米，面对全是崭新的问题和情况。一个领导者需要的是想象力，从不断妥协快速转变到不断决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很刺激，超速行进被视为平常，推进的过程也会犯错。试错、修正是被允许的，但要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冒风险。你能冒的风险越大，你犯错的机会也越多，但做对的机会也越多。





Alo能否破解智能手机领域困局

挣扎有时，断腕有时。2019年，雷军重返一线，携各高管大刀阔斧整顿业务线组织架构。在得到一份拿得出手的新季度财报数字，又获得BrandZ全球品牌价值排行榜单认可之后，小米最近总算从过往的质疑声中松一口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服务增值和AIoT业务的明显增长和品牌力成功扩张海外的强势拉抬，都让小米看起来更像是一家具有生态塑造能力的互联网公司，而非廉价智能硬件的组装厂商。2018年4月，小米董事会通过“每年整体硬件业务的综合税后净利率不超过5%”的决议，背后的逻辑和归因，在于智能家居和互联网新兴业务被集团赋予了平台增值的殷切想象。

无论是主动转型还是逼上梁山，背水一战的小米这次都没有让观众失望。事实上，互联网服务这块业务已成为拉动小米盈利潜力的最重要推手之一。2019年第一季度，小米互联网服务营收以不到智能手机业务1/6的营收规模贡献了集团业务超一半的毛利润，其中包括海外市场开始冲高的MiPay、MiVideo、MiMusic等互联网应用变现。

移动互联网业务增长之外的核心差异化亮点还在于AIoT布局迎来爆发。AI+IoT，AllinIoT，对于这个出奇制胜的小米式组合词，雷军曾表示:AI+IoT时代将产生比移动互联网时代还要大至少一个数量级的机遇。虎嗅近期同样断言:2019年注定将成为IoT行业大爆发的一年，而其中IoT最频繁的应用场景还在家庭。

这也意味着，智能家居产业终于走出多年来业界展望的“概念式生活”，成为诸多公司眼中催生崭新盈利点的新大陆。

早已包抄林林总总各类小家电流量入口，并将整合野心扩展大家电品类的小米，自然不会错过引爆IoT时代的最后一公里路:在过去的四个季度中，IoT业务正持续成为小米三大主营业务同比增速的领跑者。国内智能家电布局节节开花之外，在西欧等更为成熟的海外市场，小米AIoT的声量突起尤为显著，也刚好迎合了欧洲用户理性消费、重视实用，又关注家居整体升级的需求理念。

决战智能家居，连接AI生活，这当然是一个崭新的故事论述角度。但面临智能家居流量入口众多，设计标准繁杂，变现模式尚未成熟的现状，小米能否在现有优势之下真的将这块新大陆收入囊中，整合并打通家电行业其他传统大玩家，最终形成互联网业务的又一现金牛，势必还要持续穿越波折和迷雾，在凶险的无人区中独自开辟出一条陌生前路。



轻盈，随性与体贴：推动品牌本地化策略

从意气少年迅速蜕变成“老牌劲旅”的小米，在洪流裹挟的大浪之中，在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之时，从不忘记维持自身轻盈的身姿和灵巧的步伐。而着力打造“轻”的形象，实际上承载的是一种超越国界视角与多元文化的锐意和态度。器不在重，轻可封喉。看过太多沉重的全球格局之下冷硬碰撞的篇章，小米简单、年轻、朋友式的随性存在，轻便而温和，在沉重的大时代之下，这种无缝嵌入的灵动身段显得有些难能可贵。

为发烧而生，为消费者而生，才能让品牌价值观燃烧出海。从亚洲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到地球彼端的拉美大陆;从台北商圈小米之家的熙熙攘攘到欧洲街头的大排长龙，平实理性追求高质量低溢价，这份理想与坚守，收获了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不同用户的好人缘和美誉度。中国大陆之外的海外米粉们热情汇聚在手机自带的小米社区和附属的社区APP，维持着讨论热度，自发测评，搜罗反馈，为品牌进驻当地的每一场新品发布策划party......现如今，海外小米社区谷歌市场APP下载量已经超过一千万。



未来十年，出海前路何在

小米的四年出海路，背后映衬的恰是中国科技企业探索全球化时代的一幅全景图;质疑不绝于耳，前路起起伏伏，战国英豪群雄逐鹿，科技江山多娇，稍不留神即刻山河变色。好在小米这一路不缺筑梦与逆转的能力:叛逆之中改写规则，热血之后向死而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过行业内最快成长，也将极致追求降本增效与技术整合的能力写入了品牌基因。

其他刚刚走上出海之路的中国品牌也要经历相似的阵痛:被认知，被质疑，被尝试，被接纳，到最终融入本地化的历程。征途坎坷，考验的是企业对于跨文化社会的理解与尊重，对于当地价值观的融合，对于团队管理和授权的有的放矢，以及对多元消费者内在需求的深刻洞察。

放眼未来十年的万物互联时代，不知不觉间，几经鏖战，众多中国科技品牌已和全球头部玩家们一道，走上同一起跑线。AI、5G、IoT与云计算密集爆发于下一阶段的科技角逐，旌旗招展却又唇齿相依。即使全球化进程有进有退，科研合作时抑时扬，可百川归海的全球化齿轮始终向前，不知疲惫，永不停歇。

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之下，是一个对中国品牌出海极为艰困的时代。毕竟在国际市场的舞台上，大多数企业比小米更加年轻。年轻注定迷茫。而最终，技术与产品真诚与否，会为品牌说话。

因为迷茫的另一面就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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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迩溪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特约撰稿。





特写 Feature



隐形冠军：

穿越周期而不衰

吴晓波 雷李楠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在细分领域中占据行业领先地位的“隐形冠军”，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本文提出，成绩中国的隐形冠军需要克服三大挑战：成本攀升，低端锁定和“专业化”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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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使得产品价值链被无限细分。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再仅仅体现为一个具体的产业或行业，而更多的是在整个价值创造链条上某一环节或工序上组织要素投入和生产的能力。为了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制高点，在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下中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部署，力争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然而，“细节决定成败”，制造强国的“筋骨”更仰仗千千万万脚踏实地的“螺钉螺帽”们，它们才是中国制造真正的“中流砥柱”。切实有效地认知并指导这些在细分领域中占据行业领先地位的“隐形冠军”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



浮出水面的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HiddenChampion)”是由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HermannSimon)提出。1986年，时任欧洲市场营销研究院院长的赫尔曼·西蒙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遇到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西多尔·利维特教授，讨论起“联邦德国经济总量不及美国的1/4，但出口额却能够雄踞世界第一”的现象。源于对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的思考，西蒙发现德国出口贸易主要得益于大量“中型巨人”的贡献。这些企业规模不大，产品种类比较单一，它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大多在70%以上，但很少受到媒体、商学院以及公众的关注。

西蒙于1990年和1992年分别在《企业管理学》和《哈佛商业评论》将“隐形冠军”的概念引入企业界与学术界。“隐形冠军”是指，在所处的细分市场具有全球性或区域(大陆)的领先地位，却不是众所周知的企业。
 根据西蒙最新的标准，隐形冠军企业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市场份额在其从事的细分行业中位于世界前三或某区域(大陆)市场第一;营业额低于50亿欧元;公众知名度低。西蒙的筛选标准被广泛接受，并运用于学术研究和企业管理中。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价值长期处于全球前列。而通过对出口量与《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与出口总量有着正向线性的关系，但在西蒙看来，中国和德国这两个出口大国是例外，“这两个国家的共同之处是，中国出口总量的68%来自那些只有不到2000名员工的公司;在德国，中小企业同样贡献了60%-70%的出口量。”而大批出口导向的隐形冠军正是支撑着中国和德国出口能力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强劲驱动力[
见图“中德美日的出口价值(1995-2016)”和“部分国家世界500强企业与出口量”)

 ]。

除了全球市场战略，创新是所有隐形冠军建立全球市场地位的另一大支柱。全球范围内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而创新因素是推动制造业大迁移的重要动力。作为制造强国，德国、日本也曾经有大量的“低、小、散”企业，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主动重点发展汽车、机械、电子等产业，更是以高效完美的国家工业协作体系承接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机械制造业和汽车业是德国两大支柱产业，但“德国制造”之所以成就了世界制造标准的顶峰，离不开在各自行业中位居全球领先地位的1307家企业所默默发挥的强劲推动力。正是这些“隐形冠军”创造的竞争力，使德国在欧债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

相比于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高动态变化与非均衡发展。在这样的特殊发展情境下，中国制造业中的隐形冠军如何发展，新时代中隐形冠军又将迎来哪些机遇与挑战呢?



隐形冠军在中国

纵观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继农耕文明时代的强盛和跌落之后，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和融入世界经济大生态的过程中“，中国制造”所焕发出的创造力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更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者。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小企业的发展。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广泛推广，农村地区的私营经济开始以个体户的形式出现，并催生了大量乡镇企业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将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刚刚打开国门且拥有巨大劳动力市场的中国恰好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顺利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而且借此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小企业数量不断壮大。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9814.8万户，其中企业3033.7万户。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测算，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合计占企业总量的99.7%。其中，在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在201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2.2万亿元，占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62.7%[
见图“中国中小工业企业数量变化(1998-2016)”

 ]。

然而，贸易开放带来了制造转移，但并没有发生技术转移。中国制造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能力在长期代工生产中停滞不前，陷入了“低端锁定”的局面。具体的，在关键零部件的制造能力和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比较薄弱，尤其在光学、发动机、运输、半导体、基础通信程序、音像技术、医学技术等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中国汽车市场名列世界前茅，但发动机却一直受制于人;中国的PC产量第一，但计算机芯片却基本被美国英特尔和AMD垄断。因此，这个“制造大国”却面临着“大而不强”的困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受市场、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力密集型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通过转型升级，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大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高。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国家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创新驱动摆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中小企业开始从快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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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隐形冠军的涌现。
 值得高兴的是，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加速工业化进程和全球头号制造大国的确立，隐形冠军在中国已成“涌现”之势，作为细分市场龙头屹立在世界竞技场上。大族激光、日新电气、轴研科技、菲达环保等等，这些并不知名的企业，让“中国制造”的旗帜飘扬在行业之首。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长期代工模式使“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链主企业的重重阻碍下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作为下游企业的专业供应商，隐形冠军的培育和成长是提升中国制造基础技术和关键基础零部件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中国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要求恰恰要求企业提高供给质量，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满足国内外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

为改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2015年5月19日，国家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伟大战略部署，旨在通过10年的努力使中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进一步地，为引导制造企业专注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2016年3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旨在到2025年总结提升2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巩固和提升企业全球市场地位，技术水平进一步跃升，经营业绩持续提升;发现和培育600家有潜力成长为单项冠军的企业，支持企业培育成长为单项冠军企业。在工信部的号召下，各省市也纷纷开展了隐形冠军或单项冠军企业的认定与培育工作，例如浙江省经信委在2016年8月9日组织开展《培育隐形冠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工作，并在2017年2月3日启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工作。中国“自上而下”日益完善的制度体系孕育着越来越多隐形冠军的诞生。

通过2016年和2017年的申报和选拔，截至目前由工信部认定的隐形冠军示范企业已有125家，隐形冠军培育企业70家。通过对隐形冠军示范企业的地域分布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中国隐形冠军的分布展现出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同时，目前占有数量优势的省份(例如山东、浙江、江苏等)恰是具备了相应的制度体系驱动和支撑。可以说，区域制度体系的建设与隐形冠军的发展可谓是相辅相成（
见图“中国单项冠军企业地域分布”

 ）。


“另类”隐形冠军的崛起。
 近年来，在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推动下，国内又催生出了一大批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中的佼佼者与传统隐形冠军相比，显得非常“另类”，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成长为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

一方面，跨行业大平台的兴起为“另类”隐形冠军的成长赋能。2017年年底，小米宣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物联网平台，连接超过1亿台设备，超过90家小米生态链企业的产品都能通过米家APP发生联动。面对下一个新零售和物联网风口，小米2013年利用“投资+孵化”的模式创造了竹林式生态体系，通过参股不控股合作方式，向生态链内合作企业输出成熟的价值观并对经过挑选同意使用小米或米家商标的产品赋予品牌背书。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自主品牌获得市场认可是一个漫长过程，但如果贴上小米的标签，就可以短期内迅速提升关注度，缩短市场培育期。具体来说，对于通过小米内测的产品，对科技类、极客类相关的产品向其开放小米品牌;对以智能家居、消费类硬件、生活耗材为主的产品向其开放“米家”品牌。同时，小米与生态链企业共享渠道及粉丝等资源，帮助其快速抢占所处的利基市场份额。另外，小米通过统一的基础设施和生态资源双向赋能，使整个生态链共享共用技术架构，从而保持轻体量、低成本运转。在小米生态圈的赋能之下，成立于2014年的华米科技2018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小米生态链首家在美上市企业。其产品主要包括智能手表及智能手环等，共14次获得德国iF、德国RedDot、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等全球工业设计奖。目前的市场格局中，华米与苹果占据前两名。据IDC数据显示，在2018年第二季度，苹果出货量占比17%，华米为15.2%，是仅有的两家占比在10%以上的厂商。截至2018年3月底，小米投资或孵化超过210家公司，其中包括90多家专注于发展智能硬件的公司。通过平台赋能，帮助更多“另类”隐形冠军的崛起与发展。

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增长带来的需求变化为“另类”隐形冠军的成长创造了更多的利基市场。麦肯锡《Meetthe2020ChineseConsumer》报告指出，到2020年“主流”消费群(家庭年收入1.6万-3.4万美元)将会占到中国城市人口的51%，这个群体有1.67亿户家庭。中产阶层的增长，反映在消费市场中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的高增长、愿望驱动的消费升级、对审美价值的需求快速上升，将有更多的人愿意并有能力为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需求侧的进阶升级以及供给侧的动能转换为“另类”隐形冠军营造了极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强调制造中产品设计创造的价值。消费品的外观设计要像一个艺术品给人以美的享受，特别是当产业逐渐成熟，设计的价值则越发凸显。其次，针对特定人群仍有大量的细分市场待挖掘。例如创立于2009年的ROYALBABY(优贝)，专注于高端儿童自行车的研发生产，选用2.4英寸加宽轮胎，首创永不折弯的辅佐轮，首创最小握距儿童分体刹把等技术创新等等，一步步完成其成为全球品牌的愿望。如今，优贝不仅仅多年蝉联天猫、京东、唯品会等各大电商渠道销量榜首桂冠，更是成功打入40多个国家的高端儿童自行车市场，成为美国亚马逊儿童自行车销售冠军。另外，由于消费形态正从购买产品到购买服务、从关注有形到关注无形的转变，因此除了传统制造业中的“另类”隐形冠军，还有大批内容产业、设计产业中的隐形冠军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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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机遇

德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隐形冠军，大多在企业成立之初便拥有了领先的技术、卓越的工艺水平或独特的资源，因此它们大多数以“科技领导者”的优势在平稳发展的产业环境下获得细分行业领导者的地位。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储备，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大多成长于“成本领先”的模式，技术基础薄弱。植根于中国的情境，尤其是老一批的民营企业，往往是在资源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依赖于OEM代工模式一步步由小到大、由大到强，成就了一大批的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然而，相比于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高动态变化、非均衡发展是中国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所面临的特殊发展情境。综合企业的资源能力基础以及宏观环境的动态性，中国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增长的“持续性”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挑战1:成本攀升。
 中国制造企业在初期利用人口红利和丰富的资源要素打出了“低成本”的王牌，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和资源要素的日益匮乏，“低成本”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例如，劳动力在传统企业的生产成本结构中是仅次于原材料的第二大成本。尽管低端劳动者曾是中小企业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来源，但如今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


挑战2:低端锁定。
 当“中国制造”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叱咤风云扬名立万，亦有另一种声音为“中国制造”贴上了“山寨”“廉价劣质”等标签。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似，长期代工模式使“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而如今发达国家的“回归制造业”战略，以及东南亚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在低端制造业的崛起，从高、低端两个维度对传统中国制造业形成了巨大冲击。而由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二次创新不足，中国制造企业往往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挑战3:“专业化”悖论。
 与西蒙教授的规律总结类似，中国隐形冠军在业务布局上大多数是长期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然而，选择业务聚焦还是选择多元化一直是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选择难题。一方面，业务聚焦能够帮助企业在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条件下，集中有限的资源“重点突破”某个特定的细分领域，使企业通过“专、精”的发展模式取得行业竞争优势;而另一方面，利基市场中有限的市场容量对企业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带来了挑战。长期专业化的战略布局下，除了利基市场容量的有限性，企业往往还面临着政府反垄断措施、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以及纵向一体化成长中的不平衡问题。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在当今全球化、网络化、可持续化的环境中，中国隐形冠军的培育与发展也充满机遇，有着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企业绽放光芒。那么在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推动下，中国隐形冠军的成长在面临艰难挑战的同时，又迎来了哪些新机遇呢?


机遇1:中国大制造中的“小机会”。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天宫”“蛟龙”“悟空”“墨子”“C919大飞机”“复兴号”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中国制造实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梦想。这是中国工业的最好时代，每一件大国重器的背后，都是众多产业的不断发展与演化。以C919大型客机为例，作为一个集成创新系统，其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对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基础学科进步及航空工业发展有重要的带动辐射作用。而更值得强调的是，C919大飞机串起了一条完整的飞机制造产业链，其零部件供应商多达240家，例如结构强度极高的蜂窝复合材料、多种机翼连接结构件、装配刀具等;再如“复兴号”动车组上包含有50多万个零部件。这样的集成创新系统为一大批零部件隐形冠军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了无数的“小机会”，同时也是中国制造在关键零部件实现超越追赶的机遇。


机遇2:新兴产业崛起中的“机会”。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成为各主要国家寻找新的增长点、培育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德国工业4.0”“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法国未来工业计划”等，其核心理念和重点领域都是围绕发展新兴产业。

《中国制造2025》的发布确定了十大重点发展的领域，而2017年年末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更是支撑着战略新兴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发展。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中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国家提出要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动力电池产业链、系统推进燃料电池汽车研发与产业化。近几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图“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2011-2017)”]，2018年1-1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105.4万辆和103万辆，双双突破百万大关。在如此强劲的新兴市场中，不仅为大量新进入供应商创造了发展机会，同时也为传统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电气化”转型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电机、电池、电控设备、充电设备、制导系统、车身材料、座椅材料等的制造等，大量的细分市场都迎来了范式转变期，让更多的隐形冠军把握“机会窗口”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超越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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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3:完整产业链、工业体系中的“机会”。
 20世纪50年代初，在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帮助下，中国开始搭建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基础骨架。经过多年来的曲折、持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释放的强大企业家精神加之开放的竞争环境中释放出的巨大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已经深刻而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进入到21世纪后，曾经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局面已逐渐转变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导，产业内分工和产业间分工相补充的局面，而产品内分工这种分工方式不仅为发达国家带了更多的利益，而且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

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挥其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如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以手机制造为例，全球手机产业链主要分布在美国、韩国、日本、中国等地，其中美国以品牌和技术为核心，韩国和日本以核心零部件和技术为优势，而中国是全球手机产业链最为完善的制造大国。根据2018年苹果公司公布的最新前200大供应商名单，中国企业占比42.5%。仅仅在深圳，就有瑞声科技、恒铭达、久威、立讯精密、良维、德赛电池、美盈森、富诚达、欧菲光、信维通信、裕同包装、建准电机、欣旺达等企业列入供应商名单中。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手机产业版图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三大手机制造重镇深莞惠又是重中之重，不仅让大批的零部件企业成长为各自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更是助力着从这里成长起来的华为、OPPO和vivo占据着全球智能手机前五品牌中的三席。


机遇4:全球化浪潮中的“机会”。
 100多年前的德国是一群小国的集合，而在1871年以前这些小国甚至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在这种环境下，任何想要成长的企业都必须国际化。这种对国际化的强烈渴望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尽管中国不同于德国拥有大容量、多层次的市场空间，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由国内经营向全球经营发展是隐形冠军成长过程中所要做出的必然选择。然而，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低于欧美同行业巨头们。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市场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制造企业的跨国并购创造了良机。

三一重工作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是一流的中国民营大型上市企业并已跻身世界500强行列。更确切地说，三一重工应被称为“显性冠军”。早在1996年西蒙便提及中国的隐形冠军“三一重工”，同年邓地等也在《专注——解读中国隐形冠军企业》书中更是将中国的隐形冠军三一重工与德国的隐形冠军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作了对比。可出乎意料的是，在2012年3月，三一重工作为一家年轻的中国企业竟然一举收购了这家有着58年历史、在全球专注于混凝土泵车领域的“隐形冠军”——普茨迈斯特，实现国际化的新突破。除此之外，2013年正泰集团兼并德国太阳能板公司Conergy、上工申贝收购德国缝纫机巨头百福、潍柴动力收购德国叉车公司凯傲集团和液压机械巨头林德公司;2015年，中国化工收购德国塑料机械巨头克劳斯玛菲公司;2016年，美的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巨头库卡;2017年，郑煤机收购汽车自动启停技术巨头德国博世SG;楚天科技收购德国制药设备巨头Romaco;2018年，哈工智能收购德国工业焊接冠军NIMAK集团......对隐形冠军的并购，不仅能够帮助中国企业获得领先的技术、将产品品类做进一步延伸，更是带来丰富的客户资源，助力多边市场的开拓。一系列的案例无不凸显着国际化浪潮中隐形冠军成长新机遇的重要性。

在中国制造快速崛起的伟大进程中，广大中小企业群体中的佼佼者——“隐形冠军”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生力军作用。随着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零售、新科技、新金融、新制造、新能源等新经济扑面而来，新时代、新变化必然带来新要求。

首先，创新驱动发展呼吁更多的“数量冠军”向“质量冠军”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也导致中国的制造业很大一批在市场份额领先的企业，大多是“数量冠军”，而不是“质量冠军”。随着逐年上升的单位劳动成本和不断加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赖以支撑的“人口红利”将难以为继。中国制造需要在技术导向下向行业创新链的上游延伸，从被动的学习者、追赶者，更快地升级变成超越追赶的领先者，从根本上

扭转“血汗工厂”模式。其次，高质量的发展需要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并举
 。虽然德国等发达国家隐形冠军企业大多数为“科技领导者”，而植根于中国的情境，我们不能忽视中小企业作为工艺领导者的发展路径。流程创新不仅能够提高质量、缩短工序，从而提高客户利益;同时，通过流程创新实现自主研发的生产设备、生产方法等，帮助企业形成独有的竞争优势。同时，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创新
 也是新时代对隐形冠军发展的新要求。

如今，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产生支撑效应和引领作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既表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研发、生产、物流、管理等环节的改造提升，也体现在其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体系。因此，与数字经济的融合不仅需要隐形冠军在细分垂直领域深度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转型，鼓励企业运用基于制造全生命周期产生的大数据资源提升生产效率，更是呼吁隐形冠军在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体系中提前布局，获得下一范式中牢牢把握行业控制权的国际竞争优势。最后，新时代的到来也伴随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在纷繁芜杂的市场竞争中隐形冠军更需要保持其低调、务实、不屈不挠的定力，做中国制造的中流砥柱，做引领社会发展的健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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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和高级分析的时代已经到来。本文提炼出九个洞见，帮助领导者提升企业基于数据事实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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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每天都有数十亿部手机、传感器、支付系统和相机等设备催生出指数级增长的数据量，可以说，大数据和高级分析的时代已经到来。错失高级分析带来的代价颇高。最有远见且敏捷的企业竞争优势最大，而落后的企业将会逐渐衰落。数据分析不应仅仅是企业首席信息官(CIO)的职责。虽然，CIO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但其对全盘业务缺乏充分理解会导致错失重大机会，也缺乏推动公司进行高级分析变革的权力。因此，高级分析工作一定要由首席执行官(CEO)和业务部门领导共同参与指导，才能加快企业内部变革步伐，同时保证投资决定的科学性。麦肯锡研究发现，这种模式已经逐渐形成常态:超过一半的CEO认为自己在牵头管理企业的高级分析工作，而且这一比例还在稳步增长。

麦肯锡就高管领导高级分析的现状访问了300多名优秀企业的高管。本文提炼出九个深刻洞见，帮助管理者推动企业高级分析的变革工作。



洞见1:厘清高级分析背后的逻辑

高级分析可以创造新机会，从而颠覆行业，但很少有高管能够厘清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在高级分析渐成主流的大趋势下，企业的五年愿景是什么?与之对应的，我们要如何重新定义商业模式、企业文化、投资组合和价值主张?”全球的CEO们都该考虑这些问题。高级分析的崛起会颠覆许多行业的主流商业模式，对于CEO来说，当务之急是厘清背后的逻辑。

除了对现有商业模式重新定位，那些重视发展高级分析能力的领先企业还在积极探索如何创造并把握新机遇。企业也从单纯的囤积数据转变为共享数据。一些企业将数据汇集工作视为行业联盟的必要部分，以此丰富数据库的同时也赋予了数据更高价值。一些过去专注于产品的企业开始把数据和分析作为增值服务添加到产品中打包销售。部分企业走得更远:它们向客户提供付费分析服务，而不是直接销售产品。例如，某喷气发动机厂商已经把标价单位从发动机的台数改成了飞行时长，这项战略转型得以落实主要依靠从接入发动机的传感器直接获取数据，实时监控发动机使用情况，确保维修维护工作及时开展。

这一洞见有两方面值得企业深思:第一，在解读高级分析能力的潜力和长期趋势之前，企业应充分理解，其将如何颠覆现有商业模式?可以从领先行业学到哪些先进经验?如何通过迭代商业模式更好满足客户需求?第二，以数据为切入点开始抓住新机会，分析数据价值、了解数据的不同之处、洞察其价值、学会与其他资源结合实现增值。然后，企业方可认真思考其商业模式。一个简单的入门方法是对市场上的数据分析类公司和同业深入考察，了解其动向，由此诊断企业当前的市场定位和竞争方式，并在生态系统中找准长期方向。



洞见2:明确高级分析应用的领域以及发现创造价值的方法

只有通过在实际业务问题中运用大数据分析和高级算法设计出优化的解决方案，高级分析才能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可以通过对可实施的使用案例进行识别、衡量、优先级排序，搭建一个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高级分析战略。例如，某国际消费品公司的CEO表示，通过在收入增长管理、供应链优化等业务领域应用高级分析和机器学习，企业实现了多达40亿美元的收入增长。

然而，能够对公司业务和职能部门有如此详细的价值洞察的高管实在寥寥无几。访谈中我们听到更多是类似的观点:

“有时候我们更多像是为了分析而分析，要说具体是在创造什么样的商业价值我们自己也是云里雾里。”不少企业都是浅尝辄止，缺乏通盘考虑，而能真正思考如何将分析能力变现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在缺少全局视野的情况下，企业领导人很难制定出可靠的商业方案，同时也难以传达高级分析能力的重要意义，而这恰恰是驱动企业下决心开展高级分析变革的关键。

对这种情况的建议是:与高管团队明确高级分析能带来最有前景的价值来源。首先，企业要确定价值链中最具潜力的部分。例如对于消费品公司来说可能是产品开发或库存优化;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可能是风险模型。然后根据公司规模提出相应数量的可行使用案例，大公司可能达到上百个，小公司可适当减少，并分析数据和技术能力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对每个使用案例进行外部对标以衡量其价值。最后按照使用案例的经济效益、适配性、可行性和实现速度等条件进行优先排序。



洞见3:数据分析的难点是如何获取并分析正确的数据

随着数据科学渐入主流，有不少商业分析和代码共享平台纷纷推出算法库和分析工具产品，这还是没有解决如何利用这些分析工具的问题。在访谈中，某工业企业高管反复重申一点:“我们把大量时间花在了数据获取上，一旦能够获取并准确储存这些数据，建模就是立竿见影的事。”

每个数据集都是独特的，准备分析数据需要时间，其中关键问题是公司内部很难就什么是“单一事实来源”达成共识，不同部门经常采用各自方法衡量同一个指标。例如，销售部门可能会通过交易总数来衡量产品销量，而运营部门会通过库存增减来衡量。大多数公司尚未将实时数据纳入日常业务流程，部分公司还没有确定自身真正所需的数据。企业还面临着如何统一标准实现数据集互通(例如交易数据和客户档案)、提高数据质量和数据可用性等常见挑战。

对这一点的建议是:数据是一片汪洋大海，同时还在呈现指数级增长。为避免翻船，企业高管必须将数据战略与分析战略相结合。在探索新数据源时高管要牢记从特定使用案例出发，并思考数据的来源是商业供应商还是开源，对业务数据的熟悉度是企业实现数据变现的第一步。企业

要不断提高数据质量，落实企业治理和商业流程，确保所有获得授权用户的直接访问数据的权限，鼓励优秀的数据和元数据实践，自动构建数据协调过程，不断验证新数据是否符合质量标准。企业可以选择在集中式存储库(又称“数据湖”)中实现不同数据集互联。同时企业要化繁为简，避免为所有历史数据构建数据湖这样耗时数年的行为。麦肯锡建议企业应从优先使用案例所需的数据开始，再逐步添加其他数据，数据构建始于已有数据，避免过度追求完美而作茧自缚。



洞见4:数据所有权和访问权需要民主化

企业拒绝采用与直觉相违背的高级分析洞见的最常见理由是基础数据无效。避免这一问题的前提是由业务部门负责数据质量，同时授权业务负责人随时访问数据。具备卓越分析能力的企业会尽可能提供数据访问权限，同时确保内部统一“单一事实来源”的定义，帮助员工共同使用数据，群策群力，与时俱进。某大型制药公司的CIO对麦肯锡表示:“向公司全员公开数据，是消除业务部门和科技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职责的关键”，这种做法有利于在企业中贯彻数据驱动的决策思维。

对这一点的建议是:企业应设计有效的数据治理方案，落实权责，指定负责数据定义、创建、校对、管理和验证的牵头部门，如业务、科技和分析中心等。同时对数据采取“业务主责，通用访问”的双重原则。即使储存和支持数据的是科技部门，业务部门也应当对数据负主要责任。企业还可以创建数据利用平台，便于前线员工轻松自助提取数据的服务门户，同时举办数据利用教程，提升全员对数据分析的认知水平。



洞见5:内化高级分析能力时，变革管理和数据科学同样重要

企业内传统的工作方式素来根深蒂固，包括对分析工作的潜在不信任。高管们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说服一线员工利用高级分析获得的洞见改变其决策方式。通用电气前CEO杰夫·伊梅尔特对麦肯锡表示:“一开始我以为，增加几千名技术人员，再升级软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证明我错了，产品经理、销售人员和一线支持人员必须一起改变。”

业界不乏成功案例，而成功的一项必要前提是高管要公开、坚定地支持高级分析能力建设。某高管曾向麦肯锡介绍业务部门负责人怎样通过高级分析工具处理库存数据，每周呈送领导班子会议，指导所有渠道经理采取相应行动。

同时，企业必须重视把这些洞见融入日常工作流程。另一位高管谈到，企业内部的销售人员对分析模型结果不屑一顾，而依赖于直觉判断。于是他指导团队重新设计了工作流程，“隐藏”分析推介系统的步骤，销售团队只需看到终端建议并依此执行。

对这一点的建议是:只有当员工理解改革，并把自己看作是改革力量的一部分时，他们才真正接受改变。因此，在设计高级分析解决方案时要以用户为本，在最初环节就要引入业务部门的参与，最好搭配一位既懂数据科学，又理解如何落实于业务应用的“翻译”，全程主导使用案例开发。企业要做到人尽其才:业务人员识别机遇，数据科学家开发算法，用户体验设计师塑造交互界面，软件开发人员专注开发原型，流程工程师实施修正工作流程，变革小组执行落地。企业要为每个使用案例设计一套战术手册，抓好培训和沟通。除了单个使用案例之外，企业还要设计一份宏观层面的改革方案，培养高级分析能力，驱动企业范围内的整体数字化转型。



洞见6:学习关注指标，然后衡量，衡量，再衡量

某大型保险公司高管曾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何确保我们在分析方面的投资是值得的?衡量的指标是什么?如何量化分析能力创造了多少价值?怎么判断分析能力对团队进步的贡献?”这些问题十分常见，但在麦肯锡的访谈中却很少有人能够解答。

如果缺乏明确衡量高级分析能力价值的指标，又无法保障内部顺畅沟通，企业很难为其对分析能力的投资提供有力支持和佐证。而由于分析能力通常应用在支持决策制定，很难与其他计划分隔来看，所以对分析能力的量化评判更难实现。

一个有效的衡量策略一般包含具体的指标并直接关联于业务绩效。对于正在制订的具体分析使用案例，企业应该检视其相关联的业绩指标，并判断这些使用案例对实现业绩做出了多少贡献。例如:成功的分析运用能够降低2%的客户流失率，那么这一举措为公司节约了多少成本?

对这一点的建议是:企业可以建立包含所有关键业绩指标的绩效仪表盘，并关联数据库实现自动更新，轻松掌握实时动态。在此基础上，企业必须相信数据。某投行的CEO表示:“通过参考统计信息，而不是光凭直觉，我们得以利用数据的指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学会摒除情绪影响和对当前焦点的干扰是成功的必经之路。”自动化和数字化帮助企业实现实时查看业务数据，必要时改变业务策略，而不是等一个月、一季度或者一年结束再回头分析。衡量业绩的指标更新频率得到了提升，对企业来说其价值斐然。高级分析的价值产生在正在运用数据分析的企业，因此企业领袖应该决策开展高级分析的进度节奏，并严格执行。



洞见7:诸四海而皆准的流程

在此要强调两条原则。其一，分析功能应集中化以确保最佳实践落实;其二，应由承担利润目标的业务部门负责推动实现高级分析的价值，一旦开发出了解决方案，业务部门高管就要肩负起创造价值的责任。

高级分析的最佳运营模式是什么样的?核心问题在于集中化负责数据分析的卓越中心(COE)和业务部门应如何分配职责。事实上，只要使用得当，每一种模式都可以成功。麦肯锡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分析部门的组织模式与其成效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重点在于高级分析的运营模式应该与商业模式协同一致。

对这一点的建议是:企业领袖应评估高级分析的决策权位置:到底是在总部还是在业务部门，基于此设计一个充分利用现有结构优势的分析组织模型。对于已经存在的卓越中心(COE)则需要评估其效用，包括:决策速度有多快?分析解决方案有否足够的业务投入?这些解决方案是否捕获了预期价值?



洞见8:人才梯度建设不仅要关注数据科学家，还有“转译人员”

高级分析人才市场依旧紧张，大多数接受采访的CEO均表示自己的企业已经雇用了数据科学家，反而现在更需要的是精通分析的商业专家，也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些能发现机遇、构建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掌控变革的“转译人员”。某CEO对麦肯锡表示:“要找个会做生意的业务人员或者通晓技术的软件工程师不难，真正紧缺的是那些既懂业务又会技术的人才。”可见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能够理解和处理数据，并能将数据转化为价值的人才。

对这一点的建议是:找准一批有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数理背景的优秀人才，然后设计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来强化他们的分析能力。培训课程不应局限于数据科学，还应包括领导力和管理技能用来领导端到端的使用案例识别和实施，同时引领文化变革。课程设计要结合在职培训、面对面授课和在线复习等授课方法，并授予毕业认证。通过这类举措，企业可以形成统一的内部沟通方式和标准。



洞见9:实现重大创新的捷径是培养数据驱动，测试与学习相结合的文化

企业总是报喜不报忧，成功时总是大张旗鼓，遇到困难就习惯遮遮掩掩。与此同时，许多初创公司和敏捷型企业则遵循数据驱动、测试和学习相结合的文化准则。公司高层在明确愿景之后，乐于鼓励员工探索新机会，快速完成概念证明，然后用数据说话。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迅速产生非直觉的新观点，测试后进行决策取舍。此时，企业可以尽快坦然地公布失败信息，并从中汲取利于再次迭代的经验。诚然，短时间内并不要求企业所有部门都做到这一点，但对那些致力于打造分析卓越中心并保持领先地位的业务及职能部门来说，这么做至关重要。

对这一点的建议是:企业可以采用沙盒模式。顾名思义，这种模式的可塑性很强，用户可以快速进行拆建。沙盒模式可以提供有效发现新功能、运行相关性测试并执行分析的工具、技术和计算机能力。当出现新的信息和需求时，企业也可以快速拆除旧框架，无需再走一遍冗长的数据安全性、合规性和清理流程。

要打造一种基于数据事实解决问题、员工乐于拥抱变革的企业文化，上述要点必不可少，同时企业要习惯接受并能坦然应对日常运作中不可避免的负面消息。企业在设定投资标准时，应该接受大部分实验将失败这一事实，同时明白每实现一个里程碑式的目标就意味着投资规模的增加，铭记速度就是一切。某消费品公司业务负责人表示:“在分析方面，我们失败的次数要比成功多，但我们尽量加速从失败中学习并开启下一次迭代的过程。”当然，眼下还有不少行业在数据利用和分析方面进展缓慢。想要脱颖而出的企业必须心怀紧迫感，并且勇于创新。从访谈的结果来看，多数高管均认同这一观点。

全面转型要求企业全体业务部门围绕共同的战略愿景进行变革，打造基本功和转型动力。这一过程通常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因此，企业采取行动的时间窗口已经十分紧迫。这是一个不进则退的境地，落后的企业很难翻盘，正如某CEO说的，“现在已经不是大鱼吃小鱼的时代，而是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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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基清
 是麦肯锡前咨询顾问。米克尔·哈格斯特罗姆
 是麦肯锡前咨询顾问。阿里·利巴里亚
 是麦肯锡驻纽约分公司的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哈立德·利福
 是麦肯锡驻纽约分公司的全球董事合伙人。（本文选自《麦肯锡中国银行业CEO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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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挑战及应对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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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是一家受人尊敬
 的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而且是一位准爸爸——这让他欣喜不已。然而，随着预产期不断临近，他越来越担心，因为他和妻子都是医生，需要长时间工作。如何才能找到最佳的托儿服务呢?如果使用公司提供的“慷慨的”陪产假，是否会引起同事和客户的负面评价?作为一名“旅途战士”(roadwarrior)，终日在外奔忙，他如何才能在女儿出生时在场，做一个关爱满满的父亲?

加布里埃拉是一位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筹集人。她竭尽全力平衡老练的投资者、公司合伙人和两个孩子的需求。但是，她经常感到不堪重负，想知道经理们是否对她感到不满，因为她经常要去儿科医生诊室和幼儿园。她有些紧张地承认，自己现在一般是下午5点半离开办公室(“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早离开过”)。她担心，自己可能没有机会获得那些有助于晋升的拓展性任务(stretchassignments)。

康妮是一家消费品公司的高级IT经理，也是一个十几岁男孩的单身母亲。一面指导儿子参加复杂的大学录取，一面克服工作中的紧张局面，让她感到时日艰难。每个在办公室里加班的深夜，都在提醒她在家里陪伴儿子的时间是多么少。面对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康妮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变得暴躁起来——高级管理层也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

雅各布、加布里埃拉和康妮，我对他们进行了化名处理，并且修改了某些关于他们的细节。他们都是聪明、勤奋的职场人士，对所在的机构恪尽职守。但是，对孩子他们同样也需要尽职尽责。因此，这三个人都在努力解决我所说的职场父母问题(working-parentproblem):后勤和情感方面的工作都很繁重，一方面要养家糊口、建功立业，另一方面还要抚养子女，做一个好母亲(父亲)。

他们并非个例。超过5000万美国人需要兼顾工作和抚养孩子——并且发现很难做到。实际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2015年的一项研究，65%拥有大学学历的职场父母——他们的职业和收入前景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更好——声称，同时满足工作和家庭的需求“有点困难”或“非常困难”。这一问题并不仅限于美国，其他国家的统计数据也同样惊人。

这一问题确实存在，而且非常普遍。对于每天都要应对它的妈妈和爸爸来说，它几乎永无休止。要做到工作、家庭两不误，就必须去处理没完没了的待办事项、各种问题和尴尬局面。取得成功并没有剧本或者明确的基准，而与经理坦诚讨论是一件非常忌讳的事情;也许你会担心被贴上不专注、爱发牢骚的标签，或者更糟糕。而且，这个问题会持续长达18年，或者更长时间，丝毫不会变得更容易。许多年过去了，你可能仍然会感到十分紧张，就像产假刚刚结束时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会感到疲惫，怀疑自己的选择和表现，将自己的生活视为一种持续的、高风险的即兴创作。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但也不一定必然如此。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冷静，更有信心，更有掌控力，这样，我们就能够增强工作生活两不误的能力，甚至去享受这种生活。

在过去的15年里，我曾在两个《财富》500强企业担任领导力发展主管，现在是一位专注于职场父母问题的独立高管教练。我教导了数百名父母，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三位。他们正在努力将职业和子女培养结合起来——而且我自己也“像那样”地做过一名职场母亲。虽然我们面临很多挑战，而且细节也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属于五个核心类别:角色转变、现实压力、沟通难题、顾此失彼和身份认同。当那些与我共事过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学会审视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模式时，他们会立即感到能力和掌控力的增强。这就为一些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打开了大门。

在本文中，我们将仔细研究核心挑战，然后具体介绍一些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方法。我们还将看到雅各布、加布里埃拉和康妮如何成功地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以及你将如何做到。



了解五个核心挑战

在面对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时，请扪心自问:我在应对什么样的困难?很有可能，是下面的一种或者多种困难。


角色转变。
 当你的生活完全改变，而你正在慌乱地去适应时，这种挑战就出现了。产假结束后返回工作岗位就是典型而明显的例子。但是，工作-家庭的模式转变经常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发生。夏天到了，孩子们要放暑假了，他们的日程安排也随之改变;你雇用了一个新保姆，需要将她融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当出差回来走进家门时，你不得不突然地从职业模式转变为看护模式。


现实压力。
 这一挑战包括所有待办事项和后勤事务，无论大小，都会耗费白昼和夜晚的大量时间。寻找合适的幼儿园，按时到预约的儿科医生处就诊(然后冲到药房去拿抗生素)，每天晚上照顾孩子们吃饭，在小孩哭闹声中参加重要的电话会议，这些都属于这一类。


沟通难题。
 当你有工作-家庭方面的事情需要讨论，而你发现自己不知所措或者很可能被误解时，你就正在面临这一挑战了。也许你要宣布自己怀孕了，要求你的老板做出灵活的工作安排;或许是与同事协商幼儿园的接送时间;再或者是告诉五岁的孩子你又要出差了。事关重大，你的意图也很好。但是，你发现坦承而富有建设性的沟通竟然那么遥不可及，真是令人沮丧。


顾此失彼。
 这一挑战尤为让人难过。也许宝宝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你在上班，或者因为你特意减少了工作时间而错过某个职业发展项目。现在，你可能会担心，在努力做到工作和家庭两不误的同时，你已经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事情。


身份认同。
 努力做到工作和家庭两不误，不可避免会带来非此即彼的想法和个人冲突，这时你就要经历身份认同的挑战了。星期四去参加儿子的辩论赛还是与新客户一起参加大型销售会议?你是一个强势的职场人士，还是一个颇有风度、平易近人的家长?孰是孰非?何去何从?你希望自己能有更清晰的答案。



应对与预防

每一个职场父母都知道，这些挑战永远不会完全得到解决。但是，可以预先取代，减轻和管理它们。五种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排练实现过渡;审核自己的承诺并规划好日程;构建职场父母的信息;运用“今天+20年”的思维;重新审视和塑造自己的职业身份和品牌。让我们依次探讨这些技巧。


排练。
 角色转换不可避免，但通过练习，这种转换会变得更容易。例如，如果产假马上结束，即将重返工作岗位，你可以提前几天进入“仿佛如此”的早晨:让宝宝准备好，做好看护工作的交接，然后假装上班，就像真的一样。如果要给孩子换保姆，那么可以趁你在家工作，方便回答问题时，让新保姆在第一天来练习一下。如果出差或长时间工作后回家，你可以在途中花点时间来计划自己怎样回到父母模式:如何问候孩子，如何共度夜晚等。

这样的排练可以暴露潜在问题(重返岗位的适应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保姆不知道去哪找额外的尿布;哄上小学一年纪的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绩效评价)。更重要的是，排练让你有时间解决问题。它能让你摆脱工作-父母的“即兴模式”，并提供一种慰藉:“我能行;我知道我的做法会有效果。”


审核和计划。
 像每个忙碌的职场父母一样，你付出得更多，承担的责任也比以前更广。这意味着，你需要尽可能地留意和思考自己时间和汗水的流向，及其原因——否则就会冒着超过实际挑战的风险。

尝试坐下来，准备好完整的日历、待办事项列表和红笔。对于过去一周内的承诺、任务和义务，明确标出那些本可以推迟的、可以更有效处理的、可以委托他人的、可以自动处理的或者可以拒绝的——然后对未来的一周做同样的事情。例如，如果你不必参加某个即将召开的会议，那就退出，空出来这一小时;如果你每周都订购相同的日用品，那么可以要求定期发货。你要做事坚决，主次分明。也许你很难拒绝来自孩子学校的志愿者请求，或者你经常对季度预算数据做出过多的修订。

实际上，这种练习可以让你在繁忙的日程安排中忙里偷闲，并且缩短待办事项列表。在情感上，它能给你一种掌控感:做事积极主动，运筹帷幄。从中得出的个人见解(“我太频繁地说是”“我可以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可以帮助你对自己的时间和对未来的承诺做出更多理智的判断。


构建。
 为了使职场父母的沟通变得更容易，更有效，可以将自己放入一个框架中，从四个方面进行定义:优先级、任务步骤、承诺和热情。

比如说，在一个工作特别忙碌的下午，你需要溜出办公室，参加女儿的芭蕾演奏会。告诉同事，“我现在要离开去参加女儿的独奏会，但会在三点半前返回。到时候我会处理好营销摘要，这样明天就会有一个新的版本供大家审核。我很期待把它放在客户面前!”与羞怯地说一句“我要出去几个小时”相比，这样表述的效果会好得多，因为它会让听众参与到你完整的职业和个人计划中，减轻对紧迫工作进展情况的担忧，并且展示出你对团队的奉献精神。你已经控制了自己的陈述，积极而又真实，同时尽量减少了误解的可能性。




管理者可以做什么

保留和吸引职场父母的最大力量是什么?工作一线的管理者。下面这些事情是领导们应该知道和应该去做的，它们可以支持父母们推动他们团队的表现。


了解员工统计信息。
 职场父母的一揽子信息:男性和女性;亲生、收养和寄养子女;异性恋和LGBTQ;抚养子女的年龄段。所有这些都需要——而且应该——得到组织和管理层同样的支持。


展示个人承诺。
 可以在工作场所摆放你家人的照片，包括孩子的照片(如果有的话)。允许他人访问你的日历，以便团队成员能够看到你的个人义务。发出明确的信息:以家庭为中心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你自己就是如此。


宣传公司的福利。
 只有了解并且知道如何使用公司提供的紧急后备服务，员工们才能安心工作。随时关注可用的资源，确保你负责的小组中的职场父母也了解这些信息。


指导使用开放式问题。
 一个简单的问题，例如“你觉得休假回来时，情况会怎么样?”或者“最近怎么样?”就可以启动富有成效、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的对话。


尽量不要在一早一晚安排重要工作。
 在父母们需要处理角色转换之外的时间安排内部或选举会议。(你不是在降低对参与的期望——只是调换会议时间。)


做一个非正式的中间人。
 把团队中的准父亲介绍给已经休过陪产假的同事。请部门里的父母吃午餐，交换有关工作旅行的小窍门。人们会感觉受到支持，并获得关于“在这里什么有用”的实用建议。






运用“今天+20年”的思维。
 作为一名员工，你可能有动力专注于一个中期项目:完成了六个月的项目，达到了年度收入目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三年战略计划，你因此而获得奖励。但是，作为一位职场母亲或父亲，这个时间段在情感上是危险的;这是职场父母的大部分缺点所在，潜在的失落感非常突出。例如，如果你刚休完产假回来，坐在办公桌前感到非常痛苦，想念孩子，想到将来的六个月或一年会让你心碎不已。

因此，当你感到冲突或面对得失挑战时，可以尝试这样做:同时考虑短期和长期事务。是的，现在你确实非常想念孩子，但是几个小时后你就可以回家看她了——几年后，你就会知道你为她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坚韧执着、信守职业承诺，而且努力工作。换句话说，承认自己当前感受的真实性和深度，确定一个即将到来的缓解点，然后向前推进，最终取得积极成果。


重新审视和塑造。
 对于我们作为职业人士的状况以及希望别人如何认识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观点。但是，在为人父母以后，重新审视和更新这些身份和标识的细节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如果响应能力一直是你个人身份的关键部分，那么在家庭聚餐时，你可能会感到沮丧:如果忽略智能手机，你就是不负责任;如果检查手机，作为父母，你会愧疚。曾经很容易判断的职业选择已经变成一个经典的双输局面。你已经失去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骄傲，而且，由于自己是一位忙碌的母亲或父亲，也失去了与孩子一起吃饭的幸福时光。

要清楚，重新塑造并不意味着降低标准，而是要定义重要的新事物。为了帮助完成这个过程，请尝试完成以下句子:“我是一位职场家长，工作是......”“在......时，我会优先考虑工作职责”“在......的情况下，孩子的事情优先于工作”。通过这种练习，你可以决定不再把重点放在反应上，而是选择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高效、有思想的或口才出众的沟通者——你可以发誓，除非出现紧急工作，在晚餐时都会优先考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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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贯通

还记得准父亲雅各布吗?像大多数职场父母一样，他感受到了多重核心挑战的压力，他希望控制这些压力对即将到来的产假和最终重返工作岗位的影响。他开始构建与客户的对话:宣布他即将离开一段时间，预测他离开办公室的时间，重申他对公司的恪尽职守，并描述他的团队将如何看待关键的咨询项目。令雅各布惊讶的是，这条消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甚至帮助他加深了与以前纯粹是业务往来的客户的关系。接下来，在仔细审核休假日历后，雅各布决定，他可以远程参加许多在遥远城市召开的工作会议，从而腾出额外的宝贵时间去陪伴他的小女儿。(后来，在出差的路上，他提醒自己，这次旅行时间很短暂，回家会很开心——事业上的成功将有助于保证整个家庭财务状况稳定。)休假在家的那个月，他和妻子预计并排练了看护孩子的计划，决定在妻子需要待命的日子里，请求家人提供补充的帮助。在成为职场父亲几个月后，雅各布报告说，他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碌，但自己能够应对，并且已经走上正轨。

至于加布里埃拉，她的结论是，一直努力为所有人做所有事情，她已经承担了太多。她将自己的身份重新塑造为“公司未来的合作伙伴和尽职尽责的母亲”，这有助于她发现那些与这两种角色不一致的承诺。她仍旧获得了所有投资者的责任，依然在同样的时间下班，需要时会去儿科医生诊室就诊。但是，她开始悄悄地削减内部工作——例如公司年会的组织工作——她将在孩子学校里的志愿服务减少到每学期一次。职业的重塑让她有时间，能够清晰而自信地准备与经理们进行有效的对话。在这些过程中，她更好地构建了自己的抱负和期望的时间表。

康妮意识到，工作压力和儿子即将离家去上大学给她的职场母亲生活创造了新的挑战。我们共同制定了一项计划，以减轻对她个人和职业的影响。在审核了自己的日历和待办事项之后，她将几项经常性事务交付给团队中几个更年轻的成员，将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每周陪儿子在晚上外出一次。在大学申请和工作截止日期冲突时，她使用“构建”技术冷静地向办公室的同事解释她离开办公室的时间，而不是冲着他们大喊大叫。她使用“今天+20年”工具全面公正地看待她的情况。此外，当儿子去外地上大学时，康妮在晚上和周末排练空巢生活。随着新习惯的养成，她的压力减弱了。




职场父母并不容易。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复杂的、情感上的长期斗争，有时甚至要耗费全部精力。但是，与任何挑战一样，你分解得越多，它就越不令人生畏。更清晰地了解面临的问题，制定应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策略，你将能够更好地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在家中也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母亲或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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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西·韦德曼·道林
 是培训和咨询公司Workparent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职场父母指南》的作者。




延伸阅读


《职场父母如何减少挫败感，增加控制力》


“How Working Parents Can Feel Less Over-whelmed and More in Control”

黛西·道林

HBR. org网站

2018年1月12日




《管理（自己或他人的）产假》


“Managing Parental Leave (Yours or

Someone Else’s)”

哈佛商业评论“职场女性”播客

2018年9月24日




《职场母亲的孩子在欢乐中成长》


“Kids of Working Moms Grow into Happy Adults”

迪娜·哲德曼

哈佛大学商学院《工作知识》

2018年7月16日




《职场母亲》


“Working Mothers”

“亲爱的哈佛商业评论”播客

2019年2月7日




《我们的职业如何影响子女》


“How Our Careers Affect Our Children”

斯图尔特·弗里德曼

HBR.org网站

2018年11月14日




《四种方式——职场父亲腾出更多时间照顾家庭》


“4 Ways Working Dads Can Make More Time for Family”

詹姆斯·苏达科

HBR.org网站

2019年4月9日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一个部门赚钱，

另一个部门出风头

WHEN ONE DIVISION MAKES ALL THE MONEY BUT THE OTHER GETS ALL THE ATTENTION

理查德·哈默梅什（Richard G. Hamermesh）| 文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腾跃 | 编辑






一边是成熟业务，担负起公司大部分收入与利润；一边是创新部门，站在风口之上。前者尽管多金，但江河日下态势已有显露。后者尽管具备颠覆创新之势，却难以在短期内产生规模收入和利润。当两种业务的内外部冲突加剧时，公司管理者到底该怎么办？








鹰牌公司总部，星期一，晚上8:30



那封邮件的语气让萨拉心烦不已，邮件里的口气仿佛带着威胁。


忙碌的一天接近尾声，这位鹰牌电子公司CEO独自坐在办公室，打开笔记本电脑，又读了一遍那封令她烦恼的邮件。邮件是豪尔赫写来的，他负责管理鹰牌公司最大、盈利能力最强的部门。在邮件里，豪尔赫这样写道:

董事会请你重振公司，你也逐步构建起我们迫切需要的创业精神。颠覆式创新项目使得我们在技术领域展现出全新风貌，公司股票价格也大幅度上涨。可是，你却从我们的部门获取现金流，挥霍在你自己喜欢的项目上，我觉得你这种做法危害了公司的未来。

我们部门一直以物美价廉、服务顶尖而著称。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陷入了困境。最好的客户和优秀员工纷纷转投竞争对手，我担心其他客户和员工也会效仿。未来三年里，我的部门需要三亿美元，后续还需要继续投资，才能保持竞争力。

邮件写得这么正式，萨拉觉得他应该抄送给了其他人。豪尔赫在行业内很有名气，而且萨拉 觉得他迟早要把自己的不满想法告诉更多的人。

邮件中罗列的事实，萨拉并不是完全不赞同。鹰牌电子公司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初的收入来源只有制造和销售个人电脑及配件。本世纪初，公司创始人意识到，鹰牌无法与戴尔等其他计算机品牌竞争，于是退出了个人电脑行业，但电脑配件依然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最大来源。豪尔赫负责配件部门已近十年，业绩十分出色。他的财务管理非常出名，战略决策也很英明，比如借由低成本产品向新兴市场扩张。

而萨拉也的确在利用电脑配件部门的现金流支持新项目
1

 。2012年就任CEO之后不久，她建立了颠覆式创新项目部门，构建了旨在开发新产品的投资模型。

建立这个创新部门是形势所迫，当时公司新锐设计师珍妮弗说要离职创业，建立自己的数据管理软件公司，问萨拉是否愿意作天使投资人。萨拉想留住珍妮弗，而且珍妮弗的创业方向与鹰牌没有直接重叠，于是萨拉提议，如果该初创公司开发出最小可行产品并推向市场
2

 ，鹰牌就会对其投资并拥有收购权。

珍妮弗做到了这一点，14个月后，鹰牌公司收购了这家初创公司，让珍妮弗赚到了一大笔钱。这种模式随后成为鹰牌公司投资其他初创公司的样板。员工可以向公司提交产品提案，如果获得批准，公司会提供创业成本的75%以及其他协助，帮助初创公司达成目标。员工会离开公司，自行创业，但公司有权在18个月后收购该员工的初创公司，这时候多半可以让员工回归公司，进入由珍妮弗负责的创新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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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鹰牌已经投资了13个创意项目，其中7个仍在创业阶段，5个已被收购，只有一个失败了
3

 。

这个创新项目部门受到了财经与科技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但在公司内部的人气却不怎么样。尽管鹰牌公司大部分的财务成本增长都来自该部门的收购活动，但对新收购的公司进行整合就成了问题，而且各个创业公司盈利能力各异
4

 。再加上萨拉的时间、精力和公司资源都集中在这一块，公司赖以生存的产品，也就是豪尔赫部门负责的产品常常被忽视。以往最受重视的部门突然受到冷落，导致许多员工离职，留下的员工也士气低落。

萨拉重新读着邮件，对着“危害”这个词皱了眉头。她无意损害公司任何一个部门。她的目标是让公司为未来做好准备。可是豪尔赫的话一针见血。萨拉尚未证明创新业务部门的确能产生可观的利益、主导市场。电脑配件部门是鹰牌公司赖以生存的重要命脉。她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不慎对公司造成了损害。





鹰牌公司总部，星期二，上午10:01




确认



第二天上午，萨拉与珍妮弗见面，查看创新部门的损益表。萨拉知道不能让珍妮弗知道豪尔赫的邮件写了些什么，但她想听听这位明星员工的意见。她一直欣赏珍妮弗的自信，以及战略思考能力。她们两个关系很好。于是萨拉提到，豪尔赫觉得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为此感到不满。

“还有什么新东西?”珍妮弗翻了个白眼，问道。

“我知道豪尔赫早就抱怨过了，但这次不一样。”萨拉回答。“不一样吗?他可能还在失望自己没能当上CEO呢。” 2011年鹰牌公司创始人兼CEO宣布要离职时，豪尔赫和萨拉是呼声最高的继任人选。萨拉2009年加入鹰牌公司，担任战略规划和业务􏰊展负责人，同一时间豪尔赫晋升为电脑配件部门负责人。有传闻说，豪尔赫没能当上CEO，恰恰是因为他证明了自己对于配件部门是不可或缺的领导者。
5



“不管传闻是真是假，他的工作都非常出色，所以我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珍妮弗安静地看着萨拉在屏幕上调出自己的部门报表，两人一同查看数据。创新部门表现依然令人喜忧参半。6个创业公司一年销售额3.4亿美元，息税前总利润3500万美元。虽然不再亏损，但销售额不到鹰牌公司总额的30%。尽管这个比例仍在上升，但创新部门苦于质量和成本超支问题，这两点开始影响部门的盈利能力。萨拉和珍妮弗花了些时间讨论最迫切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讨论结束时，珍妮弗说:“我知道我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再努力一下就能达到目标了。还有，你肯定能想出该怎么对付豪尔赫。你总是有办法。”





萨拉住所，星期二，晚上6:55




拆分



当晚萨拉回到家，丈夫保在厨房切菜。萨拉把手机递给丈夫，

说，“你看看这个。”保停下手上的动作，扫了一遍豪尔赫的邮件。“我的天。”他念叨了一句，重新拿起菜刀。萨拉沮丧地笑了笑，“你就只想跟我说这个?”

保是风险投资者，正在养精蓄锐准备下一次投资。“我该说什么?这个爱发牢骚的家伙，你别理他。”

“别理他?保，这是豪尔赫。如果我不回应，他肯定会在48小时内把这封邮件转发给董事会。说不定他还要辞职呢。”
6



“说不定也是时候该让他走人了。他走了你不就能松口气了吗?他总是抗􏰉改变，搞得鹰牌一直无法引领创新。如果想领先市场，你就必须承担风险。让豪尔赫自己辞职，可能就是你应该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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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豪尔赫负责的是电脑配件部门，创造了我们销售额的70%，利润的80%。假如他离开，我们一半的员工和大部分客户都会跟着离开，利润就没了。我了解他，而且意见时有冲突，但这次他大概有点道理。”
7



“那么你为什么不投资给他们部门?”

“向成熟的低增长部门大量投资，感觉好像是个错误的做法。
8

 这样会让我们止步不前，也就是一直落后于其他公司。我们不可能像投资新产品一样给他们投资。”

“为什么不干脆把配件部门“三亿美元不是个小数卖掉，用这笔钱投资你关注的新目——”产品?或者把这个部门拆分出去，“但我们拿得出这笔钱。只要让豪尔赫当他想当的CEO?”

萨拉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保疯了，但在开口之前仔细考虑了一下。这好像不是个坏主意。也许很难说服董事会接受，但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以后她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公司了。





咖啡店，星期三，下午2:09




机不可失



萨拉邀请豪尔赫在离办公室有段距离的咖啡店见面。这种敏感话题不适合在公司谈，两人都有可能无法保持冷静。

豪尔赫没有寒暄，单刀直入。“我不想跟你商量什么。我已经说们投资。”清楚我们部门需要什么了。”

“三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

“但我们拿得出这笔钱。只要你别再从我们部门吸血，让我把自己赚到的钱投入自己的业务就行了。”

萨拉与豪尔赫进行这样的讨论已经有几年了，但这次豪尔赫似乎比以往更生气，态度也更坚决。

“我不否认这五年来创新部门的增长令人赞赏，但看看那边的状况就知道，增长并不会持续下去，”豪尔赫说，“我就直说了，我觉得你跟珍妮弗关系密切，其实是你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会影响你的判断。”
9



萨拉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但也无法完全否认。

“但重点不是这个，”豪尔赫接着说，“而是我们公司的状态。你不能再阻碍我们发展了。你说我们不适合在新产品领域竞争，但你也没有给我们参与这类竞争需要的资金。你自己看看，这有多么不公平。”董事会一直反复念叨鹰牌公司不准备进入快速发展的3D打印市场，豪尔赫一直反驳说，配件部门在打印机方面经验丰富，如果得到研发资金，就能拿出令人无法抗拒的产品。

“你看没看到这个季度员工满意度调查中的敬业度结果?”豪尔赫接着说，“我碰到了严重的人才问题。有两个最好的员工上周离职了，我们还不断接到客户打来的电话，他们在考虑转投其他公司。现在必须采取措施。”

萨拉理解豪尔赫的出发点。他和电脑配件部的所有人都觉得没有得到赏识，像陨落的昔日明星。但她不会被迫给他们更多资源，除非能确定这是正确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不仅是对一个部门，而是要对整个公司有益。

“如果没有配件部门，鹰牌公司会怎么样，我想你心里也很清楚，”萨拉结账时，豪尔赫说，“也许你说得没错，将来这些初创公司能做出一个厉害的产品，成为像现在的我们部门一样的收入来源。但这还很遥远，而且有太多不确定。没有强劲的配件部门，你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案例研究课堂笔记


1
 ．根据BCG的增长份额矩阵，豪尔赫的部门是摇钱树，无需多少投资，就能产生利润。




2
 ．大公司常被视为官僚主义盛行，且趋避风险，难以创新。但奥林商学院的研究表明，员工数量超过500人的公司，研发工作比较小的公司多近6倍。




3
 ．平均而言，获得风投支持的初创公司只有25%能回本。萨拉是否应当将重点转移到内部研发工作上？




4
 ．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可能成为增长引擎吗？收购初创公司的整合问题是否太过严重？




5
 ．豪尔赫对自己部门现状的描述，是否由于愤怒而夸大了？




6
 ．豪尔赫是否可能离职？如果他离开，鹰牌公司和萨拉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7
 ．如果萨拉减少对初创公司的投资，增加划给豪尔赫的预算，公司绩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8
 ．纳斯达克网站给出的信息显示，便携式设备的兴起，以及对台式电脑需求的下降，对电脑配件市场有负面影响。




9
 ．萨拉是否偏袒珍妮弗？两人的友情是否影响了她的商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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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哈默梅什
 是哈佛商学院高级研究员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呈现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建议。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Hawk Electronics, Inc.”（案例编号918521-PDF-ENG），作者理查德·哈默梅什、约翰·拉夫卡斯（John Lafkas），原文见HB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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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萨拉应该投资给公司核心

部门还是关注新业务？

专家建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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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贾伊·桑卡兰(VijaySankaran)


是TDAmeritrade首席信息官。









萨拉应当向豪尔赫伸出橄榄枝。




她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起来想一想适合公司的投资方式吧。”

豪尔赫的最后通牒可能有政治动机。可能他怨恨萨拉当上了CEO，怨恨她这么关注创新部门。可是归根结底，没有强劲的配件部门支持，鹰牌公司无法生存和发展。而且萨拉可以在继续投资给核心部门的同时探索创新，没有理由做不到。为新的业务模式下注，不应当以旧有的盈利部门为代价。

萨拉可以先向豪尔赫提出几个问题:你们部门现在面临怎样的难题?有什么成长空间?两人应该由此展开更广泛的讨论，如资金短缺和竞争压力，然后深入细节，一同探讨发展方案。萨拉要不断努力，与豪尔赫就投资规模、目标和相关重点达成一致。不一定非要投3亿美元，但也不要完全不投资。

萨拉还应该考虑换用更平衡的领导方式。豪尔赫说她偏心，这一点大概说对了。她必须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她还应该正面应对豪尔赫的怨怼。我也有过这种经历，跟同事竞争一个晋升机会，后来我成了他们的上司。萨拉应该说:“我知道没能得到这个职位你一定很难过，但你具有宝贵的价值，我希望与你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

我是TDAmeritrade的首席信息官，负责孵化新创意的团队和管理数据及分析生态系统的团队。大家都知道我很关注创新团队，但我也提醒他们记住，我们的收入和利润仰赖核心业务，而且希望在核心业务领域保持敏捷和探索精神。萨拉要像这样鼓励豪尔赫和他的团队，并争取珍妮弗的支持。她应当鼓励豪尔赫和珍妮弗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分享创意和最佳实践。她还应当让投资计划透明化，公布每个部门能拿到多少投资，预期收益是多少。豪尔赫和珍妮弗各自会有不同的目标，但应该让公司的所有人都了解他们的目标。

最后，萨拉应当主动向董事会解释豪尔赫的问题，以及自己采取的措施。她应当表现出自己有能力回应反馈，做好尽职调查，并对自己的战略和管理做出相应的调整。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专家建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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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纳·克拉克(CarineClark)


是营销及声誉管理软件服务公司BanyanCEO。









萨拉要向豪尔赫表明自己愿意倾听，同时也要摆出强硬的态度。




豪尔赫必须放下自己的不满，接受萨拉的管理。如果他不想为萨拉工作，或者无法赞同她对鹰牌公司未来的规划，那么他恐怕应该辞职了。

有幸拥有摇钱树部门，且具备前瞻性思维的公司，一般会把获取的利润投资给未来。豪尔赫如果不明白这点，就可能固守过去，就像IBM打字机部门负责人要求把台式电脑部门的资金投给他们，或者柯达高管坚守能赚钱的胶卷业务，不投资发展数码照片。

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像豪尔赫一样的人角力。有段时间我在一家公司负责营销部门，当时公司摇钱树部门的管理者希望我根据每个部门的收入比例分配营销预算。这是一种避免冲突的好办法，但无法帮助公司成长。我决定用最低限度的资金保持他的部门平稳增长，其他资金投入创新项目，确保公司在市场上领先于竞争对手和新入者。

萨拉也可以这样应对豪尔赫。不应该按他的要求给他的部门投资。这样也许能让他安静一段时间，但以后他还会再提更多的要求。相反，萨拉应当花点时间跟他沟通，了解他尝试解决的问题，确定问题之后，再分配相应的投资。我在另一家公司当首席营销官的时候，碰到一位高管坚持要赞助高尔夫大师赛。我跟他交流，询问原因，他解释说，一个即将更新合同的大客户很想去看大师赛。于是我们买了两张票。这个解决方案省钱多了。

我建议萨拉与豪尔赫见面，先为自己没有关注他的部门、没能创造一个让他感到能够顺利发展的环境而道歉。她应该让豪尔赫相信，自己在努力协助他的部门获得成功。

接下来，她要与豪尔赫一同剖析问题。他为什么提出要3亿美元?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一起努力规划投资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不需要投入那么多资源就可以确保豪尔赫的部门继续发展。

萨拉还应当强调，公司全体高管必须对成功及其途径有一个统一的认知。身为CEO，她要负责推进公司战略，但必须让管理团队的所有人了解全局方案，齐心协力实现目标。

同时，萨拉还应当仔细思考，自己是否高估了豪尔赫的经验对鹰牌公司的价值。他负责配件部门十年，这个时间放在技术行业已经该更新换代了，而且虽然他带领部门达到了如今的成就，但也许不适合再继续走向下一阶段。他不擅长创新，可能也不太适应3D打印等迅速变化的领域。





杂谈 Synthesis



修复互联网

——敢问问题何在？


FIXING THE INTERNET

WHERE IT WENT WRONG AND HOW TO IMPROVE IT

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文

陈战 | 译 时青靖 | 校 腾跃 | 编辑




“互联网为何会问题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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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科技播客Crazy/Genius第3季的话题，由《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德里克·汤普森(DerekThompson)主持。它的预告片贯穿了一系列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涉及监视、错误信息、算法偏见等方面。“如果我们尝试着关闭网络，比如一周，那会怎么样?”Vox的简·科斯通(JaneCoaston)开玩笑说“，就是想要看看，可能会发生什么。”

现有的一系列书籍也探讨了互联网产生的不良影响，例如，记者克莱夫·汤普森(CliveThompson)(与德里克没有什么亲缘关系)所著的《程序员》(Coders)、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Smith)和卡罗尔·安·布朗(CarolAnnBrowne)合著的《工具和武器》(ToolsandWeapons)等。在《程序员》中，汤普森介绍了社交媒体巨头(包括Facebook、Instagram和Pinterest等)的程序员，并研究了他们在使互联网变成现在样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说，早期的美国由律师经营，20世纪的美国由工程师经营，而现在的美国是程序员的天下。在创建主要互联网平台，转变经济、文化和政府的过程中，他们发挥的作用是不成比例的。汤普森认为，这种状况并不理想，因为程序员们都是非常年轻的白人，都有特权背景。他们设计产品的目的是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同质的群体在制造软件和硬件时，往往会生产一些对他们自己很有用的产品。但是，对于其他行业的人来说，这些产品可能毫无用处，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

在《超越山谷》(BeyondtheValley)中，媒体研究教授拉梅什·斯瑞尼瓦桑(RameshSrinivasan)将这一批评扩展到包含着一个地理性的警告:“在中国人、西方人和白人中，男性的利益主导着为互联网提供动力的内容和系统，而不是那些反映网络的全面多样性的人，”他写道。我们得到的承诺是将会拥有“一个可以充当‘地球村’的互联网......它可以创造，至少也会支持平等，”但是，“我们尚未收到”这样一个互联网。

追求利润，使互联网从研究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的非商业性伊甸园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富矿，是推动事态偏离正轨的另一种力量。汤普森表示，Pinterest的创始人并没有“积极行动起来去侵蚀任何人的自尊心”。但是，鼓励人们在令人上瘾的追求“喜好”的过程中展示他们的最佳时刻，需要不断扩大用户基数来推动广告销售，这就会超越对不足感觉的担忧及对错过用户报告的反常恐惧。“金钱正在扭曲决策——编写什么样的代码?为什么要编写这些代码?”斯瑞尼瓦桑表示赞同。他还指出，许多大型科技公司“标榜公共、公民和善良，但实际上，它们被唯一的逻辑支配着——不断扩大盈利能力和经济价值。”

技术人员对效率无休止的关注也使我们误入歧途。程序员喜欢自动化和优化，但是，“即使程序员自己也会感到惊讶和失望，因为他们对优化的热情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而又十分怪异的副作用。”汤普森说，“优步(Uber)的汽车淹没了街道......这对车手来说非常棒——但对于司机来说却并非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发现，由于近乎疯狂的竞争，他们越来越难以维持稳定的生计。”斯瑞尼瓦桑认为，“我们在消费者平台上的效率会......打扰我们的安全感和隐私。”例如，有针对性的广告非常高效，但它们也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

对优化的无休止的追求依赖于在幕后辛勤工作的全新类型的工人。在《遗留工作》(GhostWork)

中，人类学家玛丽·格雷(MaryGray)和计算机科学家西得哈斯·苏瑞(SiddharthSuri)考察了这类人的生活。他们利用像亚马逊土耳其(AmazonTurk)之类的众包市场，开展必要的在线微任务，例如清理亚马逊的数据库、过滤谷歌的有害内容、标记数据集为机器学习算法提供支持等。该书揭示，尽管一些互联网工作得到了回报，值得庆祝，但其中大部分得到的补偿少得可怜，难以觉察，而且有时还会造成毁灭性的人员损失。

即使假设互联网从整体上利远大于弊，除非我们的机构、文化和政策能够充分利用它，否则它仍将问题不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络，这一挑战变得越来越紧迫。正如技术专家吉姆·卡舍尔(JimCashel)在《伟大的连接》(TheGreatConnecting)中所写，自从1993年网络浏览器Mosaic推出后，半个世界连接到网络上，距今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但是，另一半世界可能要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才能连接。他问:“连接地球的主要参与者们在为扩大网络连接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卡舍尔的建议归结为:预测，促进，减缓，规范和庆祝。到目前为止，我们进行的庆祝太多了，而其余的都还太少——尤其是监管。卡舍尔呼吁建立一个国际“数字法庭”，帮助各国协调监管工作;同时，他还支持提供补贴，以便加快全球的宽带部署。

对于格雷和苏瑞来说，修复互联网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同理心。我们都需要认识，我们每天使用的网站和服务的幕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行为产生的后果。他们建议更多遗留工作平台采用“双重底线”的方式处理业务，平衡好利润与员工的关切和发展。斯瑞尼瓦桑希望将更多的控制权交到用户手中，并主张传播更强大的数字素养版本，其中包括“反映，分析和创造的能力”，以便更多人能够为技术发展做出贡献。

在《工具和武器》(ToolsandWeapons)中，来自微软的律师出身的史密斯将希望寄托在法治上。

“技术部门无法独自解决这些挑战。”他写道，“世界需要自我监管和政府行动的结合。”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公共部门要将私人部门纳入考虑范围，它还有另一种方式。举例而言，史密斯指出，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发出授权令要求微软转交客户数据之后，微软决定起诉美国政府。

为了改进互联网，我们必须反对忽视其巨大潜力的倾向。几年前，Reddit网的一个用户想知道，向五十年前的人解释问题时，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一位用户回答:“我手里拿着一个设备，里面能够查到这个人知道的全部信息。”他补充说:“我用它来浏览猫的图片，还可以用它跟陌生人争辩。”

我喜欢这句话，因为它完美地说明了我们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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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弗里克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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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诗人”冯唐：管理就是三件事


——管理自己，管理事儿，管理团队

李源 | 访 腾跃 | 编辑






作家、医科博士、前麦肯锡合伙人这三种身份放在一个人身上会不会显得很奇怪，但这三个身份却在冯唐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冯唐因“万物生长三部曲”而被读者熟知。2019 年冯唐第一部非文艺著作《成事》出版。







HBR中文版:
 《成事》与你以往的作品很不同，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



冯唐: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管理类图书，给大众的印象是，我从一个文艺中年变成了一个企管中年。但实际上，文学写作是我的副业;企业管理才是我的正事儿，20多年专注。管理千头万绪，往简单里说，就是开门三件事:管理自己、管理事儿、管理团队。把这三件事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了，想明白了，身体力行、持之以恒，事儿就会成，人生就不虚度。我写这本书，目的就是说清楚这三件事，读者有所领悟、有所实践、有所得，善莫大焉。




研究曾国藩的作品不少，《成事》与它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实事求是，这不是一本“曾国藩的书”，这是一本“冯唐的书”，“曾国藩”是入口，“冯唐”是大厅，是内容。管理学是一门西方科学，是一个方法论，用麦肯锡的话说“，假设为导向，事实为依据，逻辑为纽带”，一环扣一环，从纸面到地面。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管理，但他没受过管理学的训练，他是管理学在中国的“在地经验”，一步一个坑，实践出真知。20多年，我一直在读曾国藩，一直用麦肯锡的方法论做管理工作，我是一个桥梁，连接起曾国藩和麦肯锡，《成事》就是“一桥飞架南北”的成果。




你曾是医生，转行做咨询顾问，又去做企业高管，同时写作，你的微博认证身份是“诗人”，这是你最喜欢的身份吗?是如何“认识自己”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重身份。比如我，在家里我是儿子、老公、爸爸;出了家庭到了社会，我们的身份更多了。每一个身份都不同，都辛苦，也都有喜乐。身份不是问题，核心是如何做自己。

我是一个诗人，这不是说我出版了两本诗集，而是说我自觉地以诗人的身份在生活。诗人的生活，不是在后海的院子里喝茶，而是在大千世界里，用简单的眼睛、赤子的心，看世界、经历世界，发现美、发现诗意。我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简单的人，我最爱的食物是煎饼果子。




你的写作生涯和从医、做管理的职业生涯是重合的，两者之间互有帮助吗?


很有帮助。从医，看的是生死;做管理，经历的是人性。写作的永恒主题，最终主题，就是生死和人性。写作的核心手段，是想象力和如何组织想象力。而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想象力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手段，组织想象力的过程，就是落实解决方案的步骤。




你是否用“成事”的要素来评价过自己?结果怎么样?


“成事”的要素，是我一直奉行的原则，也是我的工作经验。过去20多年，不论是写作，还是各种管理岗位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一件件事情做成了，一本本书写出来了。我在进步，我很满足。




你曾经说过写作有“金线”，管理有“金线”吗?


管理也有金线。这个金线，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向感。管理者(企业)，是否有明确的、正确的方向(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并且坚持这个方向?团队是否上下同欲、上下同往一个方向使劲，持续地长期地使劲?

第二，实战能力。带兵就要打仗，就要打胜仗，一仗不行再打一仗。亲力亲为、现场有神。管理者既要从实战中脱颖而出，也要能随时随地下到一线，扎硬寨打硬仗。

第三，价值观。一个团队，三观相同是个难题，人有三六九花有红白蓝，问题不在于三观能否相同，而在于对人性的认识。这是最考验管理者的一条金线。好的管理者，既要有对价值观的包容，也要有对美好的追求。管理是道，就表现在这种追求的细枝末节上。




你讨厌为人“油腻”，有“油腻”的管理吗?是什么样的?


油腻的管理，放眼四方，漫山遍野。

比如，守信。对甲方、乙方，对上级，对团队，按约定办，不推诿不找借口，一是一二是二，不是一点五也不是零点五，在中国，很难。

比如，忽悠。没有落地方案，只有美好蓝图，全凭一张嘴和拍胸脯，先把人忽悠住，先把钱忽悠到账，先把韭菜忽悠进来，然后就转身不认账，拍屁股跑路。




商务人士要读文学作品吗?你是否向团队或者合伙人推荐过文学作品?


我觉着所有人都要读文学作品，认识美好，认识人性。不过我很少向人推荐具体的文学作品，人的秉性不同、审美不同、口味不同、理解不同，己之所好他之所恶。但我会鼓励大家读书，读好书，读经典，一遍读不懂、没收获不要紧，再读，继续读。读书是件奢侈的事，是所有的奢侈中花钱最少、受益最大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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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ems to be on the brink of a boom. It’s now guiding decisions on everything from crop harvests to bank loans, and uses like totally automated customer service are on the horizon. Indeed, McKinsey estimates that AI will add $13 trillion to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next decade. Yet companies are struggling to scale up their AI efforts. Most have run only

ad hoc projects or applied AI in just a single business process.

In surveys of thousands of executives and work with hundreds of clients, McKinsey has identified how firms can capture the full AI opportunity. The key is to understand the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barriers AI initiatives face and work to lower them. That means shifting workers away from traditional mindsets, like relying on top-down decision making, which often run counter to those needed for AI. Leaders can also set up AI projects for success by conveying their urgency and benefits; investing heavily in AI education and adoption; and accounting for the company’s AI maturity, business complexity, and innovation pace when deciding how work should be orga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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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ef is a universal human experience, yet workplace culture is often inhospitable to people suffering profound loss. Managers come to work prepared to celebrate births and birthdays, and even to handle illnesses, but when it comes to death, they fall silent and avert their gaze. The default approach is to try to spare the office from grief, leaving bereaved employees alone for a few days and then hoping they’ll return expediently to work.

This article provides guidance on how to humanely help team members return to productivity. Grief rarely unfolds in a neat progression, and managers should understand the phases the bereaved will experience and the most helpful response to each. Immediately after a death, acknowledging the loss without making demands is the best a manager can do. After grieving employees are back on the job, managers should be patient with inconsistency in performance and attitude. And as workers eventually emerge from mourning, managers should support this opportunity for growth.

In confronting grief, managers help fulfill their promise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their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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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s struggle to understand w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tually means for them in terms of which opportunities to pursue and which initiatives to prioritize.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many of them expect it to involve a radical disruption of the business, huge new investments in technology, a complete switch from physical to virtual channel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tech start-ups.

To be sure, in some cases such a paradigm shift is involved. But the authors’ research and work suggest that wholesale disruption is often quite unnecessary. Some companies have successfully responded to the digital challenge by making major changes

to their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distribution channels, or business models, but many others have fared equally well using a more incremental approach that leaves the core value proposition and supply chain essentially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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